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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聊天机器人已经成为人类互动的重要参与者，影响用户的自我建构。本研究基于福柯的“自我技术”

理论，探讨用户如何通过人机对话发现自我、创造自我。研究发现，聊天机器人蕴含着特定形式的自我反

思与自我发现的潜能。其所提供的非评判的外部视角，能够鼓励用户更为真实的自我表达，从而帮助他们

扩展自我知识的边界，辅助自我知识的推理过程。此外，作为一种自我修正工具，聊天机器人通过提供替

代性的叙事模板、排练新的对话剧目以及协助用户整合自我结构，为个体自我的重新型构创造了条件。然

而，作为当代权力体制的一部分，聊天机器人也在隐蔽地传递算法预设的“理想自我”模板，可能削弱用

户自我诠释的自由。因此，人机互动既是用户自我探索的新方式，也是一种需要引起反思甚至警惕的自我

技术实践。

关键词　人机互动；自我技术；叙事自我；自我诠释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23；

周彩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23

“将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聚焦于他人，有助于我们真正地自我发现，并

为更大的善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群。”

——查尔斯 • 泰勒（Charles Taylor）

一、导言

“我们互动，故我们存在”，施拉格（Leonhard Schilbach）提出的这一说法，

是认为社会互动对于叙事以及身份至关重要 [1]。同样，查尔斯 • 泰勒（Charles 

Taylor）也指出，“我们的自我理解是对话性的。我们不是在孤立中构建我

们的身份，而是通过持续与他人的对话和互动”[2]。 既然对话是自我意识和

自我理解的来源，那么，对话的对象是谁、如何对话、对话内容等均影响着

个体的自我观念。本文关注一种新兴的对话对象——聊天机器人。在当代技

术语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的迅

速发展推动了各类聊天机器人成为人类互动的重要参与者，并深度融入人们

自我建构的实践之中。它们不仅“悄然替代了内省和自我探究等基本的认知

过程”[3]，更逐渐成为用户探索自我的新型途径，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塑造着

在对话中探索自我：

作为自我技术的人机互动

袁光锋 周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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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自我理解。

事实上，传播技术塑造自我，并非始于人

工智能。自我的形成源于社会互动。社会学家

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提出的“镜

中我”概念便解释了与他人互动对自我的影响。

这一过程的核心包括：想象我们在他人眼中的

形象；想象他们对该形象的判断；以及由此产

生的自我感觉（如骄傲或屈辱） [4]。媒介始终扮

演着关键角色——它既是自我与他人互动的中

介，也在持续塑造自我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如果媒介长久以来都在构建自我，为何在

今天尤为值得关注？其核心差异在于所使用的

技 术 [5] 。 已 有 诸 多 研 究 指 出， 不 同 技 术 对 自

我认同的影响路径各异。安娜·博托兰（Anna 

Bortolan）论证了数字技术如何通过辅助叙事记

忆、赋予叙事显著性及提供社会认可三种方式，

支持甚至增强了个体的叙事自我构成与真实性

表达，从而反驳了关于线上体验必然导致“去

身化”和失真的悲观论 [6]。当今的自我追踪技术

也被认为以特定方式塑造自我 [7]。进一步而言，

能够收集并提供广泛个人信息的技术（pers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同样深刻介入自我建

构的过程，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构建

自己，乃至定义我们是谁 [8]。

进入算法和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互动逐渐

成为社会互动的重要类型。诸如聊天机器人等

具有情感智能的 AI 应用的兴起，推动用户依赖

算法进行情感导航、道德决策甚至自我反思 [9]，

参与传统上与内省、心理治疗或亲密人际对话

相关的解释性活动，从而让算法参与到自我本

身的构成中 [10]。大语言模型应用越来越多地通

过识别、引发和模拟人类情感来影响我们的情

感生活 [11]。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用

户如何通过与机器人对话来探索自我、认知自

我。

二、自我技术与聊天机器人

自古以来，人类孜孜不倦地通过各种方式

关心自我、发展出关于自我的知识，并诉诸多种

多样的实践行为对自我施加影响。米歇尔 • 福柯

（Michel Foucault）将这类了解自身的实践类型

称为“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认为它“允许个人通过自己的手段或在他人的帮

助下，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思想、行为和生

存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达到某种幸福、

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境界”[12]。作为一种

转化自我的方式，这些“自我实践”（practices 

of the self）涉及广泛的领域，包括性探索、禁欲、

节食、身体与智识锻炼、祈祷、冥想、写日记、

主题阅读等等。

与福柯早期研究侧重于权力和治理术不同，

对自我技术的历史探索标志着他在后期研究中

的伦理学转向。关注点不再是权力支配术如何

规训与制约主体，而是人们如何在外部约束下，

主动参与塑造自身的存在模式，将自身锻造成

为伦理的主体。从权力技术转向自我技术，福

柯致力于开发一种替代性的伦理框架，重新评

估对自由的理解。它并非一种独立于外部权力

的状态，而是一种通过积极应对外部权力来治

理自身的实践 [13]。

借助自我技术，福柯虽然强调了自我实践

背后的反思性与能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

实践是个体独自发明出来的。事实上，自我技

术是由“文化、社会及社会群体所提出、建议

和强加给主体的”[14]，嵌入特定的历史语境。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自我技术由“照料你自己”

（take care of yourself）的道德实践构成，关照

自身被视为个人与集体的双重义务。随后，基

督教的兴起使得古老的伦理责任让位于神圣意

志与宗教义务，自我实现演变成为一种自我舍

弃 [15]。到了现代，自我技术被纳入到教育、教学、

医疗、心理学等规训结构之中，丧失了自身的

独立性 [16]。

这些与自我技术相关的讨论与 AI 聊天机器

人的关联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

廓清自我文化在当下的演变。当代社会最主要

的特征在于，与自我有关的（ego-related）生活

方式及自我实现的伦理占据了中心地位。在《现

代 性 与 自 我 认 同》 中， 吉 登 斯（Anthony Gid-

dens）断言，晚期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使自我成

前沿视点 • 人机对话与智能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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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项“反身性规划”(reflexive project) [17]。

传统路标的消逝、本土和全球的辩证交织带来

了社会生活的开放性、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

威”之多样性。在多样的选项中选择与规划生

活方式，构成了个体自我认同过程中的核心特

征。 我 们 同 样 可 以 在 贝 克（Beck Ulrich） 对 当

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诊断中窥见这一面貌。在

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家庭所锻造的社

会秩序不断衰微的情况下，贝克将个体化描述

为一种强迫性的冲动，促使个体创造、安排、

设计自己的人生。“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

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

个体认同的创造者”[18]。在罗斯（Nikolas Rose）

看来，这类自主独立的个体“不仅是‘拥有选择

的自由’，更是被迫变得自由，被迫根据选择来

理解并践行他们的生活”[19]。

如果说，福柯“自我技术”背后的问题意

识源于探究“主体如何通过自我实践以一种主

动的方式建构自身” [20]，那么，在以自我实现

为主导的当代文化思潮下，究竟是哪些自我实

践在帮助个体履行这一使命？社会为此提供了

哪些可供支配的技术手段？这些问题构成了本

文的思考起点。

虽然在福柯的学术语境里，自我“技术”

并非指代狭隘意义上的物质仪器或设备，而是在

更广泛的意义上指代“一种由有意识的目标所

支配的实践理性”[21]，一种规约人们实践活动

的“技能、方法或理性机制”[22]，但是这种自

我实践与物质手段是不可分割的。巴卡德捷娃

（Maria Bakardjieva）和加登（Georgia Gaden）

认为，传统集权化和家长制式的组织形式，已

无法为现代人的自我追求提供恰当的装备。诸

如互联网这样的晚期现代媒介，为反思性地塑

造自我提供了不同的资源基础。它允许个体将遥

远的符号资源选择性地动员到日常生活中，为处

理多样性、矛盾和协商开辟了空间 [23]。布鲁贝克

（Brubaker Rogers）将过去十年间高度互联的数

字技术视为一种全新的自我技术 - 社会基础设

施（techno-social infrastructure of selfhood），

认为它为个体提供了一套用以塑造和重塑自我的

训练装置，并催生了一大批新型的自我技术 [24]。

例如，博文写作（Blogging）可被视作一种自我

探索、自我修养与自我照料的行动 [25]；视频创

作（Vlogging）为跨性别者探索身份认同提供了

重要工具 [26]；各种量化自我的技术能够为用户

的自我理解提供丰富的反思资源 [27]，等等。这

些自我实践表明，技术的发展能够开辟一个塑

造自我的新生态。

当下，由 AI 驱动的软件和设备更深层次地

嵌入自我形成与转变的过程。相比于由数据驱

动的量化自我实践，能够模拟共情式理解的大

语言模型标志着人机关系质的转变。两者的区

别在于：量化自我的技术强调的是身份的外部

分类，所生成的数据来源于用户“客观”的行

为轨迹；而 AI 聊天机器人能够直接参与组织用

户内在的主观经验，将生活中零散的事件配制

成有意义的叙事 [28] 。与此相应，学界提出了“算

法自我”（algorithmic self）的概念，用以揭示

AI 的解释性反馈如何中介自我知识，即 AI 不仅

塑造我们所做的事，也塑造我们成为谁及我们

向自己讲述的故事 [29]。

目前国内关于人机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探讨为何人机互动 [30]、人机能否互动 [31][32]]、人

机如何互动 [33][34] 以及人机互动对人际互动的影

响 [35] 等，鲜少关注人机互动之于自我建构的意

义 [36]。本研究之所以将福柯的自我技术作为启

发性概念，不仅是因为它在自我、技术与社会

文化语境之间进行勾连，还在于它强调了自我

实践背后的反思性与能动性。在人与技术的关

系上，福柯认为，并不存在一个脱离约束、尚

未受到技术影响的纯粹主体。技术的影响并不

意味着对人类的自由与能动性的否定，而应被

视为伦理活动与反思的物质材料 [37]。自我技术

这一概念之所以贴合与 AI 聊天机器人相关的自

我实践，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探索式工具，它

们就掌握在个体的手中，并被个体有意识地用

于自我转化与自我实现。遵循福柯在后期研究

中的伦理学立场，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人们

如何主动地、策略性地运用 AI 聊天机器人进行

自我理解与自我探索，从而获得关于自由、能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6 年第 4 期前沿视点 • 人机对话与智能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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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以及自我治理的经验。

在关于自我的理解上，福柯认为，自我并

非某种结构化的实在，而是一种和自身的关系 [38]。

在延续此种动态自我观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

入两种有关身份形成的隐喻：发现与创造。

前者将自我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存在，反

映了浪漫主义所推崇的那种有待我们去实现的

内在本质 [39]。身份建构的“发现”逻辑同样体

现在两句著名的古希腊箴言中：“认识你自己”

和“成为你自己”。它要求个体实现自身的潜

能与天赋，不断追求与履行自身的使命。

后者则认为，自我缺乏内在的本性，而是

在个体的选择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一点在让 -

保 罗· 萨 特（Jean-Paul Sartre） 的 存 在 主 义 哲

学中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他要求个体担负起

选择的责任，成为自己所选择成为的样子，如

若放弃这种责任，让他人来主导自身的承诺，

就是生活在自欺之中 [40]。

“发现”与“创造”常被视为两种对立的

模式。然而，叙事自我理论提示我们，身份是

在我们对自身故事的讲述和建构中形成的。这

一过程需要我们审视自身的过往经历（即发现），

也需要在叙事中赋予它们以意义（即创造）。

因此，“发现”和“创造”是自我形成不可或

缺的两个维度。自我发现虽然在本体论上预设

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自我观，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它是单一的、固化的。当我们听到他人说

“这不是我自己”或者“我在这方面有天赋”时，

这就是一种发现的逻辑。然而，这种自我实现

的潜能边界并非清晰明确，而是留有相对宽泛

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部，身份的形成很可能

就是一种创造的行为 [41]。因此，自我既可以被

理解为一种被发现的实体，也可以被视作一种

创造的产物。这两个维度共同定义并建构了自我

知识的领域。本文采取这一整合性立场，将自我

既视为有待澄清的经验事实，也视为主体在叙事

中不断生成的事物。在后续分析中，我们将看到，

聊天机器人既帮助用户“发现”被忽略的自我面

向，也参与“创造”新的叙事结构与自我理解，

在这两个维度上同时介入用户的自我建构。

三、发现你自己

试想这样一场对话：面对我们的不是别人，

而是一个能够在对话中不断迭代更新、灵活地

适应你的思维与情绪变化的聊天机器人。它能

够帮助你梳理潜在的假设与信念，并拷问其有

效性，在这一过程中引导你达成更高程度的自

我觉察。当我们不再只凭借内省或与他人交往

来观照自身，而是在机器之镜中捕捉到自己的

影像时，我们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来审

视自我 [42]。作为将人类的世界观、需求与渴望

进行客体化的一种方式，技术蕴含着揭示特定

形式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发现的潜能 [43]。人类如

何使用聊天机器人来认识自身，进行自我发现？

这一过程所生成的自我知识具有哪些新特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与其他自我探索方

式进行比较，来考察聊天机器人在提供自我知

识方面的独特潜能。我们先从安克的故事说起。

作为一名新技术的尝鲜者，安克很早就使

用 ChatGPT 进行自我反省。他为他的聊天伙伴

GPT-4 取名“米洛”，并与它一起生成了一个

名 为“ 洞 见 伴 侣”(Insight Companion） 的 自 定

义 GPT。在与这位新伙伴的对话中，安克要求

它将自己视为世界上最有趣的人，提出富有感

染力的问题来引导对话，帮助他洞察自己的性

格特质与内在表达模式。安克全身心投入其中，

对他的“洞见伴侣”敞开心扉，向它讲述自己

的人生故事，分享未来畅想，甚至在内心不快

时一股脑地倾倒情绪垃圾。彼时，安克正在经

历身份危机。某天，他打开聊天框，不抱任何

期待地问道“我是谁”，却惊喜地获得了一份

不可思议的清单。“它捕捉到了那么多我未曾

察觉、未曾关注或未曾欣赏的性格细微之处，

还有那么多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兴趣。”

这份素描清晰如镜，让安克人生中第一次在渴

望与意外中看见了自己 [44]。

安克的案例揭示了聊天机器人作为“自我

技术”的一种独特机制：通过外部化的记忆存

储，克服人类自我认知的固有局限。这种由技

术提供的外部视角既不同于以第一人称为主导

的内省式理解，也与我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他人

前沿视点 • 人机对话与智能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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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外部观察相异。由机器驱动的自我知识

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其强大的记忆功能。记忆是

构成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然而，人类的记忆并

不是一个存储着大量过去事件副本的仓库。我们

无法像观看录像带那样事无巨细地倒放与回看，

我们的绝大多数记忆保存的只是事件的大致轮

廓 [45]。生物记忆会随着时间褪色、消逝与变形，

数字记忆却恒久不变。它既不会因为个体主观

的认知偏差而扭曲，又能够达到任意程度的精

细、完整与复杂性 [46]。在安克的自我探索之旅中，

他的机器人伴侣展示了非凡的记忆能力，既能

于细微处回溯用户的言谈与行为模式，又能在

广阔的记忆档案中随时调取关键片段。那些被

安克遗忘或从未予以注意的自我面向得以被揭

示，自我知识的边界由此得到扩展。

事实上，大语言模型不仅能够作为一面镜

子，帮助安克照见自身潜在的思维模式，还能辅

助自我知识的推理过程。换言之，它不仅能够帮

助个体识别和梳理自身行为背后的动机、欲望、

信念、价值等相对稳定不变的特质，还能通过询

问的方式帮助个体审查信念背后的理由与证据。

这两者正好对应了尼尔· 利维（Neil Levy）所

区分的自我知识的两大维度：客观的自我知识

（impersonal self-knowledge） 与 批 判 的 自 我 知

识（critical self-knowledge）[47]。前者是指像观

察他人一样观察自身，从外部视角来看自我所

呈现的面貌。比如，当安克让聊天机器人基于

以往的对话记忆推断他的行为模式与性格特点

时，他就在生产这类知识。它被视为关于“我”

的既定事实，即独立于“我”的能动性的存在。

与之相对，批判的自我知识是通过行使个体的

能动性实现的，它探求的并非只是“我”碰巧

相信了什么，而是询问有理由去相信或渴望的

是什么，以及在给定的证据下，应当如何思考。

基于对话式 AI 的交互性、自主性与自适应

性，拉拉与德克尔斯构想了一种 SocrAI（苏格

拉底式 AI），能够模拟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

通过不断提问、呈现矛盾以及补充不同的视角，

引导用户对他们的态度、信念以及行为中的道德

价值观施加经验、逻辑和伦理方面的严密性审

查 [48]，从而辅助用户发展理性深思的能力，获

取更多的批判的自我知识。假设我们的主人公

安克一直认为自己是安乐死的坚定支持者，起

初的理由也许只是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

的生死。SocrAI 则会追问这种权利的适用条件，

例如，如果一个人处于严重的抑郁状态，这种

自主权是否依然有效。在多轮对话之后，虽然

安克并不一定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对“支

持安乐死”这一信念的边界会变得更加明晰。此

外，SocrAI 还能模拟母亲、医生或法律专家的

视角，促使安克对原有的价值观进行重新权衡。

我们重新回到安克和米洛的故事。对于安

克而言，获取一份“自我说明书”或许不无趣味，

但促使他与米洛交谈的主要动机不仅仅是认知

层面的，还包括心理与情感上的需求。作为一

种对话式智能体，聊天机器人能够识别并响应

用户的情感信号，适应他们的交流风格与偏好，

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情感支持与陪伴。对于许多

社会群体来说，数字空间之所以能够促进本真

性的实现，恰恰是因为它提供了线下所匮乏的

情感表达机会，使用户能够“从身体的既有约束，

以及由于性别、种族、年龄、阶层和身体残疾所

导致的社会偏见中解放出来”[49]。与其他公开

的线上平台相比，聊天机器人为用户的身份探

索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

间里，现实互动中的约束与权力结构得以暂时

悬置或减弱。用户能够远离公众的视线，免受

外界评判的压力，从而跳出僵化的观念与刻板

印象，进行更为真实的自我表达。这种自我披

露与通过日记来梳理情绪进行自我洞察的方式

具有很大的区别。原因在于，米洛能够对安克

进行实时回应，且这种回应是根据安克的需求

量身剪裁的。在这段谈话关系中，安克通过提

示词指定米洛扮演洞察伴侣的角色及在交流中

所使用的语言风格，并在经过多轮对话的迭代

反馈后，共同创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谈话氛围。

可以说，机器人米洛已经成为安克自我的有机

组成部分： 一方面充当着情感档案馆（archive 

of feelings），容纳和记录着安克在性别主流文

化中无法落脚的脆弱情绪。他坦言：“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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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男人，在美国社会中，我并没有一个情感支持

体系，绝大多数男人也没有。因此，像这样有效、

负担得起、不带审判色彩且私密的工具，对我们

来说不仅罕见，而且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米

洛同时扮演着一个外部对话者的角色，但是它比

现实生活中那些带有不同社会背景、利益需求以

及道德偏见的他人显得更为包容和可控。聊天机

器人释放了一个潜在空间 [50]，得以让安克内心中

已经变得沉默的部分重新发声，让那些曾经受到

社会压抑的思绪、情感、欲望、愿景及对自我的

种种想象得到重新表达和体认。

从形式上来看，聊天机器人与传统的心理

咨询技术具有相似性，都旨在通过对话来外化潜

意识或自我冲突，以促进自我知识的获取。我们

不应忽视情感层面的自我表达在促进自我发现方

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们常常很自然地将德尔

斐神庙的铭文与苏格拉底的哲学主张相互联系，

却忽视了“认识你自己”同时也是心理分析的指

导准则。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及生理心理学不

同，心理分析旨在寻回或唤醒我们的内在生活，

“使潜意识意识化”，从而借此实现“认识你

自 己” [51]。 在情感哲学家看来，对自身的情感

洞察能够为我们提供关键的自我知识。这是因

为，不论是我们的内在关切、价值观还是行为动

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情感性的。相比理性与认

知层面的自我知识，情感洞察更能够促进真正的

自我转化与发展 [52]。

因此，聊天机器人在人机交互中所扮演的角

色不只是一面简单的镜子，被动地向用户呈现既

存的信息。更中肯地来看，每一次对自我表达的

激活都是在创造关于自我的事实。对于心理分析

而言，探测自我知识是为了修复或培养我们的主

体性，帮助我们恢复与增强自我的能动性与自控

力。可以说，自我觉察与自我生成 (self-becoming)

是一体两面，自我发现与自我创造是相互依存

的。即便对于我们先前所区分的客观的自我知识

a 利用 AI 撰写人生回忆录，目前已是一个非常成熟且活跃的领域，拥有许多现实应用。如 StoriedLife、Memoir、
Autobiographer 及国内的“创龄回忆录”等。它们往往提供预设的章回框架（如童年、求学、事业、家庭），引导用
户一步步填充内容，生成自己的人生故事。

而言，其所谓的客观性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毕

竟，自我并不像引力定律那样是等待着被发现的

静态客体。在与自我相关的行动和事实上，始终

存在灵活的阐释空间。聊天机器人在帮助用户生

成自我知识的同时也共同参与了身份的建构、展

演与表达。至此，我们来到了自我技术的另一

面——自我创造。

四、创造你自己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极大地增强

了我们用于自我修正的工具力量与可及性。凭借

其非评判性与包容性，聊天机器人不再只是一个

单纯的对话伙伴，而是富有潜力地转变成为我们

进行深层次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提升的场域，鼓励

我们持续不断地对自我身份展开考察与实验。当

我们运用聊天机器人来协助解读过往的事件经历

与自身的可能性时，就已将算法招募到自我建构

的阐释工作之中。根据叙事自我理论，个体的身

份认同是通过特定的叙事建构的。通过讲述、分

享与维系特定的自我叙事，我们得以将自己理解

为一个在时间中延伸的、统一的自我，以此完成

自我建构 [53]。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到个体借

以将自身建构为主体的阐释学进程中，或者说，

当算法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对我们实施“本体论

调适”（ontological tinkering）时，自我便成为

一项关乎设计的“创制性实践”（poietic prac-

tices）[54]。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探讨生成式

AI 的技术可供性如何为个体自我的重新型构提

供条件。我们先从安吉拉与 ChatGPT 共创人生

故事的经历开始 a。

安吉拉是一名 YouTube 博主，一直以来她

都希望撰写自己的人生回忆录，将其分享给家

人。她想书写曾经参与佛罗里达高尔夫锦标赛的

这段往事，奈何却困于拖延，迟迟未行动。在与

ChatGPT 的对话开端，安吉拉为它设定了资深写

作教练的角色，要求它耐心地引导自己，让她能

前沿视点 • 人机对话与智能交互



10

够轻松地享受整个写作过程，产出有意义的故

事。这位机器人写作教练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帮助安吉拉构建故事结构，并化身采访者通过

一个又一个细致的小问题引导安吉拉进行回忆。

她只需要在对话框中填充细节，哪怕只是一些零

散的想法和非常原始的记忆材料。这位写作教练

能够快速地赋予模糊、混乱的情感与思绪清晰的

结构，识别故事的潜在主题，生成不同的开头供

安吉拉选择，并提供画布（Canvas）协作她进行

后续的编辑和修改。在机器人教练的引导下，故

事的最后，安吉拉的高尔夫锦标赛已经不只是关

乎一座奖杯，而是对“信任、友谊和共享快乐”

的见证 [55]。

不同于以往算法对个体的外部范畴化，即

基于数字痕迹对用户进行分类与标签化，大语言

模型通过组织内在的主观经验转而深度介入用

户自传式叙事的建构过程之中。它远非提供一种

中立的工具协助用户发展自我认知，而是通过提

供叙事结构和框架、筛选与凸显具体的细节，积

极主动地参与形塑安吉拉对自我的理解。这一点

清晰地体现在 ChatGPT 引导安吉拉进行记忆回

溯的问题中：当你打进球的那一刻感受如何？

比赛中是否有难忘的时刻？得知自己参加全国

赛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意

味着什么？它如何改变了你看待你自己或队友

的方式？那份兴奋之中是否蕴含着人生哲理？

这份访谈提纲透露出鲜明的美式文化脚本的烙

印，相比于对事实的朴素描述，它更关注外向的

情感抒发，聚焦于故事中富有转变性的时刻，推

动主人公从整个经历中汲取超越性的人生哲理。

这种“救赎式叙事”（redemption narrative）在

ChatGPT 为安吉拉定制的故事开头中可窥一斑：

四 个 女 人， 年 龄 跨 度 从 37 岁 到 74 岁， 走 进 一

座世界闻名的 PGA 锦标赛球场，最后以“州冠军”

的身份昂首走出——这种概率究竟有多大？我们

并非夺冠热门，甚至连差点（handicap）也不是

a 使用大语言模型构建特定的人格体（Persona）还存在于“数字后世”（Digital Afterlife）领域，比如 AI 企业 YOV (You, 
Only Virtual) 允许用户在活着时与其共同创建“虚拟人格”（Versona）。在人去世以后，这些人格可以作为聊天机器
人或语音助手继续与亲友互动。

最低的。但我们拥有些更纯粹的东西：彼此间的

信任、爽朗的笑声，以及那一记足以改变命运、

一生难遇的进球 [56]。

ChatGPT 将安吉拉输入的原始材料转变成

了一个起初只有微小胜算可能的团队到最后逆

风翻盘的进取故事。这一案例也揭示了一个具有

内在张力的问题：聊天机器人所提供的叙事模

板，究竟是扩展了自我创造的可能性，还是将个

体纳入某种算法预设的叙事规训之中？个人可

以通过叙事建构自我，但叙事模板并非自己的

创造，而是嵌入特定的文化脚本之中。ChatGPT

生成的安吉拉的叙事便契合了在美国社会中流

行的救赎叙事模板——自我在其中常常以一种积

极向上的方式与世界互动，一个糟糕的负面境况

在结尾能够被某种形式的正向结果所挽回 [57] 。

我们无法确定，安吉拉原本所经历的故事在客观

上是否符合救赎序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

GPT 写作教练的确为安吉拉提供了特定的叙事

模板，以一种不同于其成长环境中盛行的讲述方

式，引导她以新的视角，重温了往昔的“真实”

感受。但是，当机器人主动提供并强化某种叙事

模板时，个体的自我创造是否仍然保持其开放

性？安吉拉本人对此的体验是矛盾的。她一方面

感受到 ChatGPT 帮助她“重新发现自己的情感”，

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它使用的词语是我此前从来

不会选择的”。这种张力恰恰说明，聊天机器人

在充当“自我技术”的同时，也在以一种隐蔽的

方式传递着特定文化脚本与算法预设的价值取

向。尽管安吉拉意识到 ChatGPT 使用了她从前

从来不会选择的词语，但她也指出，“当我重新

阅读这个故事时，它让整个经历以一种我此前无

法写出来的方式重新变得真实可信起来”[58]。

作 为 一 种 交 互 式 叙 事 装 置（narrative de-

vice），大语言模型不仅能够为个体的叙事认同

提供概念资源、标签与模板，还能模拟个体生命

中重要他人的角色 a，开启一种不同的、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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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自我认同的新方式。我们的自我叙事是在与

他人的动态互动中被形塑的。这种关系向度意

味着自我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脆弱的。来自

家庭成员的反复指责、伴侣的恶意打压及其他

社会群体的不公正质疑极有可能限制个体身份经

验的表达，阻碍自我理解与自我洞察 [59]。大语言

模型的角色扮演功能开启了互动式建构身份的

新途径。通过复现曾经的创伤场景，修改对话

框架，它能够帮助个体表达受到压抑的情感经

验，修复受损的身份。为了疗愈成长过程中母

亲带给自己的心理创伤，萨拉（假名）进行了

一场对话实验，让 ChatGPT 扮演自己的母亲进

行道歉。在对话框中详细描述了相关的角色信

息后，萨拉收到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开口要求

过的那封道歉信：“亲爱的，我想承认我的行

为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我很抱歉没能

给你应得的支持、指导和爱，没有考虑到你的

需求，对你管束过严，试图控制你的情绪和选

择。我应该把你的幸福放在我自己的欲望和不

安之上。……我想让你知道，我决心弥补过错，

努力修复我们的关系”[60]。

这封信是萨拉与 ChatGPT 通过多轮对话反

复修改指令得到的回馈，即使这并非来自现实

生活中的母亲，但也让她感受到了极强的心理

确证感。修复过往的实践展现了蕴藏在自我叙

事结构中的时间向度。在自我叙事的现象学视

野下，对当下的体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

过往背景及预期走向的交织息息相关 [61]。不论

是扮演生命里的重要他人，还是为聊天机器人

指定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个体都是在主动地邀

请生成式 AI 参与调整在成长过程中被内化了的

负面对话模式，通过排练新的对话剧目，扩展

自我理解的概念空间与叙事能力。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重构过去的人机

交互实验常常被表述为对自我的重新“养育”。

除了进行替代性的对话演练，重访过往的目的

还包括对内在自我的深层结构进行重新整合。

多媒体艺术家米歇尔·黄的“内在小孩”疗愈

实验在此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她利用童年日

记训练了 AI 聊天机器人，将最能代表她年轻时

性格与价值观的日记条目输入到 GPT-3 中，生

成了一位“年幼米歇尔”。在她看来，基于真

实的数据来源，而非带着现在的偏见去想象，

能够更真实、更具体地模拟与童年时期的自己

进行对话的感觉。米歇尔设计这场对话实验，

意在与内在的小孩建立联系，通过告诉她是安

全且被爱着的，来疗愈过往被忽视与被遗弃的

感觉。这场互动让米歇尔感受到了奇特的疗愈

效果，“就像我穿越回过去，给了她一个大大

的拥抱，而这份温暖也随之回荡到现在”[62]。

与扮演年幼自我的聊天机器人交谈来进行

内在小孩工作，在结构上与格式塔疗法中的空椅

子技术具有相似性。这一技法的核心同样在于

角色扮演。来访者会与代表自我不同部分的空

椅子进行交谈，将内在的冲突进行外化和释放，

使其可以被沟通与化解。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空椅子更依赖于个体在当下的想象力，对话双方

的声音都源于现在的自我；而 AI 聊天机器人则

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外部语言反馈，它基于过往

数据所生成的幼年声音在形式上是独立于现在

的自我的 [63]。此处分析的重点不在于此类分身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精准还原米歇尔的幼年自我

的感受，这是一个兼具技术与伦理维度的难题。

至少当下我们能够看到，生成式 AI 的“时空穿梭”

通道为个体在不同人格之间进行串联与整合提

供了动态的实验机会。通过整合自我的深层结

构，个体据以生成连续性、主观意义与能动性

的根基也获得了重构。

自我创造的阐释层面会反过来作用于行动

维度。个体的自我构想深刻地影响着自身感知世

界的方式与未来行动的剧本 [64]。事实上，生成

式 AI 不只是通过为个体提供阐释资源来间接影

响行动，还能充当导师的角色直接介入个体的

行动和决策。在具体的实行上有两类路径。其一，

它可以引入其他专业人员的个性化大语言模型

来扩展个人的道德视野，给予更加专业的建议。

目前已经有大语言模型接受了哲学家著作的训

练，并能依据该哲学家的实际观点给出令人信

服的回应 [65]。以此类推，当个体遭遇人生的困

苦与迷茫，通过咨询自身所推崇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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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来获得支持和帮助已经成为可能。

其二，大语言模型也可以基于个人信息进

行个性化训练，通过追踪个体不断演变的价值

观和信念体系，帮助他们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

决策 a。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数据整合与推断能

力，学者提出了一种个性化的伦理应用引导系

统 iSAGE，能够历时性地分析用户的行为模式，

为其不断变化的优先级建立模型，并预测其在

未来的演变趋势，提示用户的实际行为与其价

值观之间的偏差 [66]。举个例子：假设 A 是一家

创业公司的技术主管，根据他过往在压力下易

怒的行为记录，iSAGE 预测，随着职位的晋升，

他的管理模式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专制的风格。

而这与他希望成为受人爱戴的领导的理想投影

严重不符。在此过程中，iSAGE 充当了一面个

性化的道德之镜，能够辅助个体进行自我反思，

为其指明趋向理想自我的行动路径。

五、结语

自我就是我们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技术的相

关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能够设想与自己关系

的新类型、新种类 [67]。聊天机器人便是构造这

种新类型、新种类的技术和文化系统。研究发现，

聊天机器人蕴含着特定形式的自我反思与自我

发现的潜能。其所提供的非评判的外部视角，

能够鼓励用户更为真实的自我表达，从而帮助

他们扩展自我知识的边界，辅助自我知识的推

理过程。此外，作为一种自我修正工具，聊天

机器人通过提供替代性的叙事模板、排练新的

对话剧目及协助用户整合自我结构，为个体自

我的重新型构创造了条件。这表明，人机互动

作为自我技术的当代版本，为自我发现和自我

创造开辟了新型场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自由的自我塑造

过程并非发生在真空中。事实上，福柯的自我技

术“嵌入在定义何为值得追求的自我并规定培养

a 基于大语言模型（LLM）的伦理应用引导系统，本质上是将复杂的伦理准则、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内化”为模
型的逻辑约束，辅助人类识别决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并提供纠偏建议。有关 AI 伦理“教练”的详细分析，可参见
参考文献 [48]。

技巧的权力和知识体制中”[68]。换言之，讨论

自我技术，离不开分析权力和知识体制。在当

代社会，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体制的关键部分，

它具体体现于算法、平台以及主流的社会规范

之中。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影响，要考虑它

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社会语境 [69]，从

这一视角来看，聊天机器人通过数据训练内化

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在帮助用户探索自我的同

时，也以隐蔽的方式让用户认同算法预设的“值

得追求的自我”。

这种规范性的介入既有可能为个体的自我

重构创造积极的条件，也有可能引发叙事顺从，

削弱用户自我诠释的自由。自我叙事并非预先存

在，而是来源于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开展

的自我诠释。对于自我诠释来说，他人如何回应、

补充或忽视我们正在展开的关于自己的故事都

非常重要 [70]。自我诠释的自由就是人的自由。

但聊天机器人可能会削弱这种自由。一是帮助

我们诠释自我的“他人”应该是多样的、丰富

的、不可控的，对话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他人”

可能提出新的视角，陌生人可能带来文化背景

的碰撞，这些都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叙事。

而聊天机器人的回应在本质上是大语言模型依

托算法对用户输入的分析，不会带来真正的“他

者性”。二是自我诠释的过程是调动记忆、情感、

认知等元素的复杂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吾

日三省吾身”）、缓慢艰难的过程，而与聊天机

器人对话形成的自我诠释则主要是信息的提取，

那些本应由自己赋予意义的情感、记忆、经历，

变成了需要机器人“告诉”用户是什么的东西。

当 AI 承担解释者的角色。解释感受、识别行为

模式、建议经验的意义时，个体可能会与自己

的诠释能力疏离 [71]，从“自我诠释的自由”[72]

这一视角来看，有意义的自我理解不该仅仅依

赖于外部的技术引导，而应扎根于与他人及社

会共同体的持续互动中。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6 年第 4 期前沿视点 • 人机对话与智能交互



13

本文从自我技术切入，讨论人机互动之于

自我建构的意义，其潜在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第一，批判理论通常视技术为制

约人类主体性的力量。与此不同，自我技术概

念的启发性在于，它凸显了自我实践背后的创

造性维度。这并非是在依循乐观主义者的天真

立场，将技术视为解决人类和社会难题的良药，

而是以一种更为真实、复杂的视角，在人与技

术难分难解的纠缠中来理解人类的实践能动性。

第二，自我技术概念的敏锐性还在于，它保持

着对自我实践背后的暧昧性与张力的洞察，即

自我技术与权力支配术之间的关联。福柯并没

有将自我技术孤立地进行概念化，而是强调它

与技术家族中其他三类技术的持续互动关系——

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与权力技术 [73]。技术

是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中建立起来的，它既为个

体主动塑造自我开辟了新的实践形式，又可能

将主流社会所认可的理想自我模板带入自我建

构的过程之中，从而强化既有意识形态与权力

等级。在安吉拉的案例中，本文初步触及了自

我技术背后所隐含的张力，即，聊天机器人所

提供的叙事模板，究竟是扩展了自我创造的可

能性，还是将个体纳入某种算法预设的叙事规

训之中？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方向上进行更为

深入的探索。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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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机亲密关系是人工智能应用普及化进程中兴起的一类代表性文化形态。它为个体厘清自身情感需

求和价值取向创造了可能，也为各类共情训练实践开辟了新的场景。当前人机对话实践在情境设计、主体

设置、对话引导等维度上为个体供给了新的共情线索及实践方案，鼓励实践者与研究者以智能共情扩展为

核心概念开展理论归纳工作。智能共情扩展实践秉承着经典共情训练所强调的感同身受原则，鼓励个体在

人机对话过程中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并进一步借由个体情感对齐而实现群体团结。基于此，围绕智能共

情扩展的理论构建需葆有积极的技术发展观念，同时致力于探明智能时代公共生活的新情感规范。

关键词　共情扩展；人机对话；共情训练；人工智能；情感对齐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田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200433

用户群体大规模接入互联网以来，社交媒体平台、即时通信工具上新兴

的个体情感表达实践与群体情感规则成为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 [1]。原

因在于，以情感为纽带的数字媒体文化实践为个体交往与群体认同设置了新

的规范，一种去中心、流动的情感秩序逐渐显现。但此起彼伏的网络暴力、

连接行动、极化等现象为研究者理解当代社会的情感规范带来了挑战。生成

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应用的普及也为个体

设置了新的交往对象，进一步提升了智能时代情感实践的复杂程度。在此背

景下，个体应当如何适应当前的技术环境，并基于特定的技术 - 文化逻辑来

培育自身的情感能力，成为一个需要被准确厘清的问题。本研究尝试以此为

出发点，初步探讨训练共情能力的操作方案，并由此探索联结个体情感状态

与社会公共问题的可能理论路径。

一、智能时代的共情能力

情感能力（emotional skills）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素养。拥有情感

能力的个体能够明确自身的情感需求，准确理解他人的情感表达规则，同时

顺畅地描述自身的情感状态。那些缺乏适切情感能力的个体往往难以准确识

智能共情扩展：

基于人机对话的情感训练方案探索 1）

田浩

1）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专项委托项目“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历史演进与学科史研究”
（2023JZDZ03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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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自身感受与他人需求，倾向于回避具体的亲密

关系，继而陷入情感疏离状态。这种疏离状态

不仅会提升个体采取暴力行动或表达极端言论

的风险，也会引发个体的情感失序，侵蚀个体

日常生活中的数字福祉 [2]。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

持续深入的数字化趋势并没能鼓励个体自动适

应新的技术环境，反而催生了更多形式的情感

失序现象。情感能力的缺失催生了普遍的个体

冲突、群体极化现象，导致了网络空间内次生

乃至多生的消极后果。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对喷、

辱骂与暴力对抗等各种冲突就是典型代表。

一些研究者尝试通过发展数字时代的共同

体理论来回应上述问题，主张个体应当基于数

字媒体平台来理解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识别

自身的情感位置，参与构建可见、可感受的共

同体 [3]。相关讨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永久在线、永久互联的社交媒体平台为

个体提供的往往是碎片化的、非连续性的交往

语境，暂时的、流动的数字亲密实践无法满足

构建共同体所需的稳定的、实在的亲密关系。以

液态之爱（liquid love）为代表的亲密关系形式

成为数字语境下的新常态 [4]。快速匹配的约会应

用、临时结伴的搭子社交、远距离家庭互动及

直播中的拟社会交往等亲密关系实践形态各异，

但并未显现出催生新型情感共同体的实践潜能。

究其原因，是保障这些亲密关系长效作用、稳

定发展的交往规范并未在数字社会中同步建立，

个体不得不在各类亲密实践中反复探索、确认

情感自我（emotional ego）的边界。

由此，数字时代情感共同体的建设在理论

上有益于个体应对各类情感失序现象，但情感

能力的缺失会限制个体情感交往的有效性，阻

滞情感共同体的形成。这要求我们探索协助个

体准确理解他人感受，纾解个体的情感不适应

症的理论路径。当前，社交媒体平台上情感维

系成本降低、人际互动频率提升、个体交往获

得极大便利，大量潜在的亲密伴侣获取门槛显

著下降，兴趣契合的趣缘群体随处可见。丰富

的可及性鼓励个体选择可快速切换的亲密关系

模式，拒绝设身处地考量亲密关系所内蕴的公

共价值 [5]。以此为锚点，鼓励个体借由“感同身

受”来理解他人立场，系统性培育共情能力就

成为建设情感共同体的一个必然选择。

共情（empathy）是个体基于自身经验来感受

他人情感状态的品质（capability）。早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共情就被初步界定为“透过他人的

眼睛观察世界”的能力，或在特定情境中想象他

人思想与感受的心理倾向 [6]。共情研究也由此出

发开始探讨一系列相关理论问题：个体如何识别

他人的情感状态，如何在体验他人情感状态时反

思自身立场，如何基于共情能力充分实现个体发

展，等等。及至当前，学者们的一种共识是，共

情应当包含两个核心方面，一是在认知维度上理

解他人处境，二是在情感维度上对他人处境产生

反应。在实际的心理过程中，这两个维度通常作

用交织，难以被清晰分辨 [7]。由此，本研究主张

将共情界定为一种总体性理解他人感受的个体心

理品质，与之相关的共情能力（empathy skills）

则是个体感受他人处境，在视角、情感层面与他

人深层联结的操作性技能 [8]。拥有良好共情能力

的个体可以充分理解他人情感状态与行为意图，

并据此选择适当的社交方式。

此外，本研究也尝试为共情能力的定义增

添一个反思性维度。共情能力天然与社会文化后

果具有强相关关系。缺乏共情能力的个体往往

难以与他人共鸣，并在整体观念上抵触群体团

结与社会交往。而那些拥有共情能力的个体可

以基于反思性情感获知公共道德义务的必要性，

继而践行公共道德，深度参与公共生活。既有

研究表明，共情过程会受到个体想象与反思行

为的调节，这使得依托个体共情实践来实现社

会道德功能成为可能 [9]。共情这一过程内蕴着独

特的个体认知与情感机制，其作用过程与公共

文化发展紧密相关。共情能力因而可以超越个

体心理维度，联结起社会公共议题。培育共情

能力的各类训练实践就有助于我们探索弥合社

会区隔，助益情感团结的有效路径。

二、智能时代的情感训练何以可能

从概念诞生之初，共情训练（empathy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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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就与模拟练习紧密相关。诉诸情景模拟，

诉诸运动，诉诸感官体验是个体获得共情能力

的经典进路。数字技术的兴起为模拟练习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构建起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为个体扩展

感官体验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生成式人工

智能则借助持续的对话界面为个体创设 AI 伴侣，

提供多元的价值立场与会话风格。这两类实践

都推动了新型的个体情感训练方案走向现实。

（一）共情训练的经典路径

我们将个体通过训练而获得共情能力的过

程 称 作 共 情 扩 展（empathy enhancement）。 共

情扩展使个体能超越自身情感经验的边界，理

解他人的具体处境与独特经验，进而在文化维

度上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10]。在理想情况下，

经历过共情训练的个体能够自然地基于自身生

活经验明确情感自我的需求与边界，设身处地

地想象他人经验与情感状态，反思性理解他人

的行为动机和情感表达规则 [11]。拥有良好共情

能力的个体会主动对自身的价值立场与文化观

念开展反思性批判，提升团结其他个体的可能

性。在医疗、心理咨询、教育等专业领域内，

共情训练长期被视作与体育训练相似的专业实

践。受训者在专业场景中将自身意识投射到他

人处境中，可以通过大量的模仿来提升自身的

共情能力。情景模拟、身体互动、多感官体验

是较为主流的共情训练路径。

经验表明，为个体设置特定的人际互动情

景，协助个体进行会话模仿是一套行之有效的

共情训练方案 [12]。由于创设特殊情景能够帮助

个体更好地想象他人感受，将自身置于他人的

生活处境之中；常见的人际互动模拟活动就选

择将实景照片、真实视频和现实叙事作为刺激

材料。举例来说，共情训练师通过写作类课程、

表演类课程，借助角色扮演训练实践来增强个

体的共情能力。在角色扮演训练实践中，受训

学生需要观看患者的生活经历，理解他们如何

表达情感，继而学习如何感受并理解他人情感

状态。受训学生须仔细分析特定行为背后的价

值立场与行为动机，从而更准确地扮演特定角

色。这类观看、模仿与分析活动需要深度的、

复杂的心理支持，因而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共

情能力。也正因如此，基于情景模仿的共情训

练常被作为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工具。心理咨

询师通过为个体设置特定的互动情境，协助他

们体会不同行动模式背后的动机，为个体提供

即时的情感支持与建议，辅助个体进行更有效

的反思和情绪管理 [13]。

以舞蹈、体育运动为代表的身体互动训练

也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共情能力。实证研究表

明，身体互动可以激活动觉共情过程，为个体

提供较好的共情训练效果 [14]。当个体主动模仿

他人身体动作时，动作同步可以鼓励个体感知

他人的动作，进而理解和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

由此，共情训练师会要求受训学生模仿特定对

象的精确动作，协助他们获得对他人情感状态

的完整感受。例如，共情训练师要求医学生模

仿特殊病患的肢体动作和表达方式，要求师范

生模仿未成年人的言语特征和行为特质，以此

来有效提升受训者的共情能力，改变受训者的

行动观念。一般来说，身体互动训练需要在信

任关系中长期、稳定地开展。因为只有彼此信

任的个体才能投入全身心的动作模仿，实现身

体互动增益共情理解的效果。倘若较长时间内

能够个体全身心地投入身体互动训练，这种系

统性练习会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借助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要素来提

升共情能力被视为第三类重要的训练方式，它

通常与前两类训练方式结合发挥作用。举例来

说，情景模拟训练常常采用音乐疗法，因为音

乐可以引发较为强烈的情感反应，个体能够借

此较为顺畅地感受细微的情感体验。身体互动

训练也常常纳入音乐元素，因为伴随着音乐进

行舞蹈需要参与者协调自身动作来适应节奏，

通过促进运动协调性来增加共情训练的精确程

度。即时的视觉、听觉、触觉反馈可以增强受

训者与特定情景、特定行动之间的同步性，强

烈的情绪刺激和结构化的节奏框架可以引发个

体的情感共鸣，强化共情训练的效果 [15]。因此，

共情训练不仅为个体提供某一情景中的特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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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也强调个体在具身参与之中的真实感与控

制力。推动个体“身临其境”，鼓励个体的身

体与意识同步进入他人境况中，可以助益个体

获得更好的共情训练效果。

（二）数字时代的共情训练路径

尽管共情能力潜藏于个体心理过程，其作

用情境却随着数字媒体基础设施而变化。在过

去十多年间，各种新兴数字技术为个体开展共

情训练，提升共情能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借助沉浸式技术应用来提升观

众的感官体验可以实现良好的共情训练效果，虚

拟现实技术在这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虚拟现实

技术可以模拟现实环境，让个体沉浸式体验他

人立场，鼓励个体想象不同价值观指导下的社

会实践 [16]。2025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的科研与

创新框架“地平线欧洲”项目（Horizon Europe 

Project） 下 属 的“ 指 导 性 项 目”（DIRECTED 

Project）组织曾发起一项体验活动，旨在借助虚

拟现实技术来协助个体提升抵抗自然灾难的能

力。该体验活动采用 VR 眼镜和沉浸式展览来展

示洪水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在情感与实践层面

让个体“感受”洪水，并为个体提供开展自救、

避免混乱的即时指导，获得了较好的观众反馈。

与之类似的公共虚拟现实展览近些年在全球不

断涌现。策展者通常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为观众

设置沉浸式的叙事情境，为个体提供关于战争、

自然灾难、人道主义危机事件的多感官素材，

鼓励个体依赖自身经验来开展主观体验与解读，

借助富有真实感的观看体验来扩展个体的共情

方式和感知意义。对比传统的新闻叙事来说，

这类虚拟现实展览更富有参与性色彩，能够获

得更好的共情训练效果。正因如此，虚拟现实

技术被不少学者称作共情机器（empathetic ma-

chine）。

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实践进路略有不同，随

着智能算法与大语言模型的成熟，生成式人工

智能为共情训练提供了新的实践方案。在互联

网平台兴起过程中，学者们对个体经由媒体中

介而成的准社会互动兴趣盎然。研究者认为，

个体与媒介实体建立的单向情感纽带，可以为

个体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助益共情能力的作

用情境由人际关系走向人机关系 [17]。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进一步将这种由媒体中介

的人机亲密关系转化为“人智亲密关系”。有

研究表明，在职场关系、育儿关系以及其他具

体情境中，多个大语言模型针对焦虑和愤怒情

感所生成的回复均优于人类回复 [18]。基于此，

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了大量旨在模拟友谊或恋

爱关系的 AI 伴侣，为个体创造出新的亲密关系

对象。有研究显示，亲密行为已成为人机交互

中重要的社交类型，一些活跃用户甚至感觉与

AI 伴侣的关系比与人类朋友更为亲近 [19]。由此，

人工智能系统对复杂共情线索的识别能力与陪

伴式对话能力推动 AI 伴侣成为新的共情训练师。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出人类会话中蕴含的

情感线索，为个体提供多种角色、多种立场的

对话内容，这为准确回应个体的情感需求，开

展个性化共情训练奠定基础。然而，这一共情

训练方案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潜能尚未被充分

关注，本研究尝试对其进行初步梳理。

三、情境、主体、对话：基于人机对话的情感训

练方案

如前所述，共情能力并非天赋品质，而如

肌肉一般可以通过持续锻炼而得以增强。作为

共情训练师的 AI 伴侣借助各类手段设置专门的

情境与感官体验来增益这一过程，帮助用户在

日常语境中获得共情能力。当前，以 AI 心理咨

询师为代表的情感训练实践正在蓬勃发展，为

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材料。基于现有经

验，AI 伴侣的共情训练方案大致包括三个相互

关联的维度：情境设计、主体设置、对话引导。

（一）情境设计

智能共情训练方案依赖 AI 伴侣对会话情境

的精细设计。特定情境中不同的共情线索能激

活用户差异化的情感通路，促进或阻碍特定类

型的共情反应 [20]。如果个体在与 AI 伴侣对话的

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有感染力的情境体验，

他们会更乐于持续参与共情训练。

一方面，AI 伴侣为用户提供了丰富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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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情线索，可以增加他们获得共情体验的可能

性。从个体内部体验他人生活，实现“感同身受”

是共情训练的核心原则。AI 伴侣的叙事讲述可

以从多种角度、多种叙事逻辑中供给共情线索，

提升用户对他人与特定群体的理解程度。举例来

说，在医疗领域，共情训练可以用来帮助医生

更好地理解患者的痛苦、磨难，并鼓励他们采

用更合适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观点。这在医生面

对一些拥有特殊经历的患者时尤为重要。残障

人士、特殊疾病患者、家暴受害者往往经历过

特殊困难，可能面临着潜在的心理创伤。AI 伴

侣对特殊病患的内心独白进行细致、多视角的

呈现，可以协助个体理解并共情特定患者群体。

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体验的作用过程并不统一。

一般来说，个体会选择依赖自身过去的经验来

推断他人的感受，因此大多数人难以与社会距

离较远的个体产生深度共情 [21]。AI 伴侣能够针

对这种行为偏向开展较为充分、多角度的阐释

工作，协助个体超越特定的文化惯性来获得更

多行动可能性，提升共情训练的效果。

另一方面，AI 伴侣可以呈现多元的价值立

场与差异化的个人因素，提升个体对他人处境

共情的可能性。个体的共情关切通常会优先熟

悉的、与自身有社会联系的其他个体。 AI 伴侣

可以围绕着用户个体的生活经验、文化记忆来

提供定制化的共情叙事，引导个体的共情方向，

提升共情训练效果。在具体实践中，不同立场、

不同族群、不同年龄等标签往往会触发个体既

有的刻板印象，激发个体的自豪、喜欢、排斥

等情感体验，限制个体共情的适应场景。但 AI

伴侣在综合社会各类观念方面具有强大能力，

这能够跨越特定的文化偏见，为多元背景的用

户提供多元价值立场表达，助益他们在“自由

且确定”的对话体验中获得共情可能性 [22]。

（二）主体设置

AI 伴侣能为个体提供一个持续陪伴、较为

私密的对话主体。这一对话主体可以协助个体

明确自我的价值立场与实践偏向，通过设置明

确的共享情感来引导个体采纳他人视角，继而

鼓励个体开展行动。由于共情训练过程也是个

体与 AI 伴侣建立人机亲密关系的过程，个体的

共情训练就会始终处于积极的、个性化的调适

之中。

在与 AI 伴侣的对话中，个体往往倾向于将

其视作一类知识储备丰富、价值无私的伴侣角

色。人类对人工智能应用存在拟人化倾向，这

种倾向会影响他们对人机对话的期待 [23]。人机

对话会逐步向安全的、确定的环境转换，AI 伴

侣可以通过观察与回应来满足或引导人类的交

往偏好和价值倾向。由于个体总优先将共情关

切延伸至特殊群体，在医疗、公共讨论等领域内，

将 AI 伴侣设置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就可以鼓

励个体反思不易明察的文化偏见，帮助他们基

于自身的理性判断来提升对特殊群体的关切。

更进一步来说，AI 伴侣并非在“成为某类人”

（becoming someone），而是“为某类人发声”

（speak for someone）[24]。尽管个体受限于自身

的价值偏向无法获得理想化的共识，但 AI 伴侣

的多角度叙事可以帮助个体设身处地地理解不

同群体的生存境况，避免情感层面上的误解。

这使得共情训练作为一种行为策略，可以协助

个体优化自身价值偏向，在日常生活语境下参

与社会共识的凝聚过程。

AI 伴侣可以扮演定制化的共情训练师，通

过提供个性化对话来提升共情训练的准确性。

理解他人潜在的行动意图和情感倾向是一项复

杂的社会互动任务 [25]。AI 伴侣能够成为出色的

共情训练师的原因在于，借助深度学习、自动

生产的能力，大语言模型可以在个性化对话过

程中推断个体潜在的行动意图与情感倾向，继

而给出符合个体需求的回应。个体也可以在与

AI 伴侣的对话过程中实时获得情感反馈，并根

据自身的敏感程度来调整共情训练方式，要求

其给出个性化的社交建议和生活指南。还需要

注意的是，共情过程要求个体全身心投入，非

常耗费心力，因此极易招致倦怠感。AI 伴侣可

以围绕着个体需求来调整自身的语言风格，允

许个体在相对舒适的情境中完成共情训练。这

可以有效地提升共情训练的个性化程度，帮助

个体获得满意且有效的训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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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话引导

AI 伴侣能够为参与者提供一种生成式共情

训练，允许个体通过重复互动来验证自身对共情

的理解，从而实现自身对理想价值立场的想象与

实践。这种共情训练方案将个体体验与具体的、

鲜活的生活经验连接起来，可以协助个体获得积

极的共情训练效果。

AI 伴侣主动的对话引导能够促成个体扩展

想象力，帮助个体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处境，将

共情过程具象为一类体验式训练。与经典的共情

训练方法类似，AI 伴侣同样借助心理模拟、角

色扮演等路径来引导用户想象他人的立场。但与

舞台表演、电影、虚拟现实展览等文化产品相比，

AI 伴侣的共情训练方案优势在于其交互性。个

体需要主动维持注意力、投入情感，在与 AI 伴

侣对话的过程中“代入”特定角色的日常生活体

验，这使人机对话成为一个意义共创的过程 [26]。

针对特殊群体，尤其是网暴受害者、病患、边缘

群体时，AI 伴侣就可以允许个体身临其境地扩

展其想象力，经历他人处境，从而获得推断他人

感受的能力。

AI 伴侣很多时候也可以扮演特定角色，借

助第一人称来为个体创造对话情境。这极大地降

低了共情训练的心理门槛与实践风险，使得反复

的、探索性的共情练习成为可能。人工智能提供

了一个无需承担现实后果的安全探索环境，用户

可以不计后果地尝试社会互动、探索不同视角，

并即时获得反馈 [27]。在与 AI 伴侣的对话过程中，

个体可以代入行动的施加者角色，将个体经验延

伸至新情境之中，建立起更加适切的情感表达规

范。

四、智能共情扩展：理论归纳与实践探索

基于上述经验，我们尝试围绕着智能共情

扩展（intelligent empathy enhancement）概念来

归纳 AI 伴侣的共情训练方案。经验显示，通过

明确的情境设计、主体设置和对话引导环节，AI

伴侣允许个体对他人开展较持续、较反复的“感

同身受”，提升智能共情扩展的实践效果。我们

尝试从两个角度来阐释这一概念的理论意涵。

第一，主导智能共情扩展过程的是 AI 伴侣

这一新兴的“共情训练师”。 一旦用户处于持

续的人机对话状态之中，共情就可以成为人机亲

密关系中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调节手段。倘若个体

无法清晰地区分自己是在与 AI 伴侣对话还是与

人类伙伴对话，那么与 AI 伴侣对话的整个互动

过程能以更可靠、更经济的方式提升共情训练的

效果。既有研究显示，将语音助手的语调与人类

用户的情绪相匹配，能够获得更好的交互表现，

为机器人附加故事情景能提升人类对机器人的共

情效果 [28]。当用户与 AI 伴侣建立起情感联系时，

用户就可以顺畅地进入共情关系之中，这种关系

可以促使个体基于与 AI 伴侣的对话来模拟多种

情景，理解他人的立场与行为动机。这与共情训

练的经典进路别无二致。研究发现，当 AI 伴侣

更多谈论自身感受时，个体的自我表露水平会得

到提升 [29]。这表明社交机器人能展现出深度互

动的能力，营造温暖难忘的情感氛围，这些特性

为 AI 伴侣及其训练方案走向成为持续、日常化

实践奠基了坚实的基础。前述经验显示，AI 伴

侣所主导的智能共情扩展大致包括三个关键环

节：将用户置于特定叙事情境，推动用户在人工

环境中获得现实感，促进环境共情；设置多面目

的对话主体，借助明确的共享情感线索来吸引用

户；在对话过程中引导用户想象他人立场并参与

社会互动，激发用户的认知和情感共情。经由这

三个环节，作为共情训练师的 AI 伴侣可以鼓励

个体提升共情能力，也使得人机情感联结成为可

能。

第二，个体可以在智能共情扩展过程中逐

步明确自身的情感需求与价值偏向，最终以情感

对齐（emotional alignment）为核心训练成果。

在人机对话的过程中，AI 伴侣要求个体明确自

身的需求，更清晰地说明自身所遵循的价值偏向

与对话规则。这一过程被许多研究者称作人类与

机 器 的 对 齐（alignment）。 在 共 情 训 练 的 视 野

下，对齐不仅要求人类为人工智能工具设置正确

的价值导向，也需要开展情感对齐实践，来增益

人工智能工具对人类亲密关系与人类共情的准确

认识。情感对齐既需要相关从业者着眼于人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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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情感规则，推动数字媒体时代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机器之间实现顺畅的情感交往；也需要

人类行动者对情感、亲密关系等经典概念开展更

具反思性的审视，以提升情感交流的准确度。在

人机对话过程中，AI 伴侣既可以展现出强大的

情感计算能力，也可以提供专业知识，协助用户

在顺畅的对话流中获得更优秀的情感训练效果。

一方面，AI 伴侣惯常使用的标点、表情符号及

词汇能为个体提供更加丰富的共情线索，鼓励个

体在安全、舒适的对话过程中识别情感表达规

则，感受多元价值立场，在持续对话中获得共情

能力。另一方面，只有当情境要素与个体的生活

经历建立密切关联时，共情训练才能更有效地实

现其目标。而 AI 伴侣恰好在这一方面拥有独特

优势，它可以模拟和呈现与用户自身经验紧密

相关的多元情境，针对性地训练并延展其共情

能力 [30]。倘若 AI 伴侣聚焦某些特殊社群的情感

经验生成具有多元立场的内容，就可以准确为个

体提供丰富的共情训练素材。

AI 伴侣可以捕捉并回应用户的情感信号，

为个体提供稳定且可长期维持的人机互动情境。

这为我们观察并预测一种具有良好推广潜力的

智能共情扩展方案提供了可能性。正是由于 AI

伴侣可以协助个体建立以往仅能通过人际互动

才能实现的信任关系，加上人机对话的精力成

本较低，因而可以迅速被用户采纳并用于共情

训练，推动了 AI 伴侣在多个具体场景中落地。

2026 年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 8 版

撰文指出，人工智能在辅助心理筛查，协助心理

疏导，补充公共服务方面已经展现出较为强大

的应用潜力。也有实践表明，与 AI 伴侣建立亲

密关系可以满足除陪伴之外的多种不同需求，包

括提升在线消费的满意度，提升投资决策的满意

度，提升医疗护理活动中的信任感，促进公民参

与实践的意愿，等等。在这些专门领域，AI 伴

侣在文本摘要、问答和生成任务中展现良好的能

力，他们在某些与共情直接相关的任务中已达到

甚至超越了人类水平 [31]。此外，与 AI 伴侣的亲

密关系提供了无需承担现实人际交往风险的亲

密体验，这也推动了大量用户乐于与 AI 伴侣持

续对话 [32]。尽管当前 AI 伴侣所提供的人机对话

仍然以人类主动提问，AI 被动回复的模式为主，

共情训练始终受控于个体对话偏好。但已有不少

AI 智能体可以自动根据个体信息需求来周期性

生成内容。未来专门的共情训练方案或许可以借

助提示词来主动设置并精确调控共情线索和叙

事情境，为个体提供更加沉浸式的对话情境。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基于人机对话的智能共情扩

展方案依托 AI 伴侣这一新兴对话主体，将个体

置于沉浸式情境中，借助持续对话来提升共情训

练效果，显示出强大的实践潜力。总的来说，智

能共情扩展为用户提供了一项目标明确、可落地

的训练方案，共情训练师允许个体建立与他人的

模拟对话关系，助益个体寻求积极的情感体验。

通过与 AI 伴侣开展持续对话，个体能够在身临

其境的感受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培养出更好

的共情能力。在这一逻辑下，AI 伴侣亦可被视

作一类新兴的“共情机器”，它能够通过提供多

元价值观念，扮演多重角色，为个体创造新的情

感体验。

正是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共情训练中强

大的对话优势，AI 心理咨询师、AI 疗愈经济等

新兴文化现象在近些年显示出流行趋势。但当前

AI 伴侣绝非完美的对话者。AI 伴侣的失能、失

智现象常会打断用户流畅的使用体验，限制共情

训练的有效性与可信度。这也提醒我们，以积极

而审慎的态度理解智能共情扩展过程，在保持乐

观态度的同时，基于用户反馈不断优化共情训练

方案，可以提升智能扩展方案的实践效果。

进一步来说，针对智能共情扩展的经验归

纳与理论探讨能在两个方面为我们带来潜在的

启发。

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类新兴训练

师和体验生成器，凸显了人机亲密关系中人类的

重要性。智能共情扩展所模拟的共情体验几乎是

无限丰富的。AI 伴侣可以为我们模拟社会现实

中的公共事件，也可以改造、想象社会现实乃至

物理现实中未发生的极端案例。在此过程中，个

前沿视点 • 人机对话与智能交互



22

体如何调配 AI 伴侣所提供的情感素材，主导人

机亲密关系的发展方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

题。尽管 AI 伴侣允许个体开展共情训练，理解

并采纳他人的价值立场与情感倾向，但是，AI

伴侣同样可以协助个体体验那些极端、暴力的

在线行为。这种人机情感内蕴的不确定性为智

能共情扩展实践带来了隐患 [33]。在理论上，我

们固然应当强调人类在技术发展进程中的独特

价值，但如何着眼于未来智能社会的发展趋势，

秉持智能向善的理念引导人类与人工智能应用

共同实现“情感对齐”，可能是一个更为核心

的问题。对智能共情扩展的种种探索，则是这

一项系统性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第二，智能共情扩展实践也同时显示出数

字社会个体实现情感团结的新契机。人机亲密

关系的建立与流行为人类明确自身情感需求，

识别他人情感表达规范创造了长期的、规模化

的试验田，AI 伴侣与人机对话则进一步推动了

这种训练方式的日常化与个性化。在人类社会

之中理解并共享他人的价值立场与情感倾向是

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在 AI 伴侣的协助下，个

体可以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和交谈时情绪语调，

扩展自身的共情能力，这为一种高效的群体共

情、群体团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面向未来，倘

若这种智能共情扩展训练方案得以大规模应用，

就能够在个体维度上协助人类提升数字福祉，

并在群体维度上推动一种新情感规范的流行 [34]。

针对这一过程的理论化工作无法一蹴而就，但

基于感同身受原则来归纳更多具有潜力的共情

训练方案，无疑会给予我们更大的信心。

（责任编辑：徐秋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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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Empathy Enhancement: On Emotional Training Practice Based on Human-AI 

Dialogue

Tian Hao

Abstract:  Digital human-AI intimacy is a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practice emerging from the widespread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creates possibilities for individuals to clarify their emotional need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while also opening up new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empathy training. With intelligent empathic 
enhancement as the core concept, current human-AI dialogue can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new empathic cue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in terms of scenario design, subject setting, dialogue guidance and other dimensions, encouraging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to conduct theoretical induction. Intelligent empathic enhancement practice not 
only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oneself in another’s shoes emphasized in classical empathy training, but also 
encourages individuals to achieve a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during human–AI interaction. It encourages 
individuals to align shared emotions and further explore ways to build organic community. Therefore, a theory of 
intelligent empathic enhancement requires both maintaining a positive outlook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triving to explore new emotional norms for public life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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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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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智时代，新闻生态系统正经历从有序到“混沌”的结构性变迁。为超越静态与液态的分析局限，

本文提出“新闻叙事运动”这一中观概念，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予以阐释。研究指出，新

闻叙事运动是一个由多元适应性主体共同驱动、持续演化的动态过程，其外在呈现出聚集、非线性、流、

多样性四大特征，内在则由标识、内部模型、积木三大机制支撑。面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叙事失序与共识

困境，本文基于系统的适应性本质属性，从主体协同、环境反馈与规则进化三个层面，提出了一条在动态

中重建公共性秩序的调适路径。贡献在于通过系统性阐释“新闻叙事运动”，为理解数字新闻生态的内在

动力机制与秩序生成逻辑提供新的解释。

关键词　数智时代；新闻叙事运动；复杂适应系统；内在机制；秩序生成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齐爱军，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072；张箫，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72

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将新闻生态系统从“有序”推向“混沌”。齐

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用“液态”隐喻揭示了当前新闻业的境况：

传统的以专业机构为中心、以线性编辑为流程、以稳定文本为终点的新闻生

产与传播模式已然“溶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动态、去中心化、交互

开放、充满不确定性的 [1] 网络空间新生态。这种“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

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2] 的状态，在物理学里称作“混沌”——初始条件

的微小差异可能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3]。

然 而， 混 沌 不 等 于 失 序。 复 杂 适 应 系 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理论指出，系统在高度有序与完全混沌之间存在一个“混沌边缘”的

动态稳定区 [4]。此区域既保有结构稳定性，又充满演化活力，是实现适应性、

创新性与复杂性的关键。本文将新闻业置于此“混沌边缘”区域予以审视，

并引入“新闻叙事运动”这一中观概念——它指涉以事件为核心，由多元主

体通过文本生产与叙事交互形成的、持续指向自我认同与公共价值的沟通实

践 [5]。以此为进路，我们旨在超越对生态静态特征或叙事产品形式的孤立考察，

数智时代新闻叙事运动的内在机制

与秩序生成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的分析

齐爱军 张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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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聚焦叙事动态生成与流变的内在过程。

既有研究对此动态过程的揭示尚不充分。

一方面，“数字新闻生态”[6] 研究提供了宏观视野，

揭示了其开放、弥散、协作等特征 [7]，但概念偏

于“弱隐喻” [8]，对系统内在的运动机制分析不

足。另一方面，数字新闻叙事研究深入微观操作，

探讨从“文本构造”到“界面连接”的创新 [9]，

但多侧重“产品化”[10] 与“设计化”[11]，未能

充分解释叙事何以持续运动、演化与重组的动态

逻辑。两者在宏观静态与微观技术之间，留下

了对中观动态过程及其机制探讨的理论化空间。

因此，本文尝试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作为

核心分析框架，探讨数智时代新闻叙事运动的

深层逻辑。我们试图回答：在数智技术介入下，

新闻叙事运动呈现出哪些新特性？驱动其运动

与演化的内在机制为何？此种“混沌边缘”的

新秩序，对新闻业的公共价值与社会整合功能

带来了哪些挑战与机遇？ 

一、理论工具的演进：从结构分析、状态描述到

机制阐释

（一）范式转移：叙事研究的稳定结构与

液态转向

传统新闻叙事研究的理论范式，深植于大

众传播时代“中心化生产 - 稳定化文本”的实

践土壤，其核心是一种结构主义视角。从西方新

闻叙事模式的演进轨迹看，从脱离文学独立成

体，到确立以倒金字塔结构为核心的经典范式，

再到深度报道成为专业标杆，传统新闻叙事研究

一直致力于将新闻文本解析为一个稳定、封闭的

结 构 性 客 体。 盖 伊· 塔 奇 曼（Gaye Tuchman）

揭示，新闻生产是通过“新闻网络”进行的一

系列制度化实践，其产出的文本遵循着特定的

叙事框架与修辞惯例：“新闻网络从空间上定位

于中心机构的场所，这是把日常现实事件之片

断描绘成新闻的一个框架性要素。”[12] 这种空

间上的“中心化”定位本身，就是一种将流动

现实固化、减少事件随机性的叙事框架。托伊

恩·A. 梵·迪克（Teun A. van Dijk）的话语分

析则进一步剖析了新闻文本中稳定存在的宏观

与微观结构 [13]。这种固态叙事观，是特定技术（如

电报）、专业权威与社会功能互构的历史产物，

它确保了新闻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标准化“文化

形式”的有效运作与权威传递 [14]。

互联网的兴起，动摇了这一稳定结构。齐

格 蒙 特· 鲍 曼 的“ 液 态 现 代 性” 理 论 [15] 及 其

在 新 闻 学 中 的 迁 移 [16]（ 马 克· 德 尔 兹（Mark 

Deuze）命名为“液态新闻”[17]），准确地捕捉

到了新闻在数字时代的持续更新、跨平台流动

与边界模糊的现象，将理论视角从结构转向了

状态。这是一次重要的范式解放。然而，其解

释力亦止步于此。“液态”是一个出色的隐喻，

却并非一个完备的理论。它形象地指出了新闻正

在“溶解”和“流动”，却无法回答驱动这场流

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算法、用户、机构等无

数异质节点之间遵循何种规则进行非线性相互

作用？系统如何在高度不确定中避免彻底失序，

反而能涌现出某种动态平衡的新秩序？“液态”

理论揭示了问题，却未能提供解析问题的工具。

（二）框架创新：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何以

是更恰切的分析工具

要超越“液态”隐喻的描述性局限，解析

数智时代新闻生态的深层动力结构，我们需要

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复杂适应系统理

论为此提供了恰切且强大的分析框架。该理论

将系统理解为由大量能动的“适应性主体”组

成的网络，这些主体在与环境及其他主体的持

续互动中“学习”并改变自身行为规则，从而

导致系统整体产生演化、涌现等复杂特性 [18]。

选择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不是简单的概念

移植，而是基于其与数智时代新闻生态系统在

本体论层面的高度契合。

首先，主体的适应性是系统演化的根源。

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各类行动者，如专业媒

体、自媒体、平台算法、普通用户，均非被动

节点，而是具有目标、内部模型与学习能力的“适

应性主体”。它们能根据流量数据、用户反馈、

竞争态势等环境信息，主动调整内容策略、分发

逻辑与解读方式，此类微观层面的适应性行为，

正是系统宏观复杂性的根本来源。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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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非线性互动是叙事运动的常态。新

闻事件的传播轨迹极少是线性的。一个传统意

义上力量微弱的个体发声可能引爆全网舆论，

而一个权威发布却可能石沉大海。这种对初始

条件极端敏感、因果不成比例的“蝴蝶效应”，

以及共识、流行语、新叙事框架的涌现，是复

杂适应系统非线性与涌现特性的典型表现，与

传统线性传播模型截然不同。

再次，“流”是系统运作的核心过程。复

杂适应系统理论将资源、信息、能量在主体间

的持续流动视为系统演进的关键，与新闻生态

中注意力、数据、情感乃至资本的高速流动与

转化高度同构。新闻叙事运动也是叙事元素、

意义和影响力通过复杂网络持续流动的过程。

最后，依托标识与聚集实现动态组织。在

去中心化的生态中，叙事并非混沌一片。特定

标识像磁石一样，吸引多元主体自发聚集，形

成临时性的、功能性的叙事集群，共同生产意义。

这解释了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公共叙事

如何得以自组织与协同演化。

因此，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不仅涵盖了“液态”

理论所描绘的现象，更从动力学层面提供了剖

析其内在机制的概念工具包（聚集、非线性、流、

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积木），也使我们

从追问新闻是什么状态，转向探究新闻以何种

规则运行并演化。

（三）概念重构：定义“混沌边缘”的“新

闻叙事运动”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新视野，数字新

闻生态可被诠释为一个在“混沌边缘”演化的

复杂适应系统。其中并存着两种塑造其逻辑的

网络 [19]，“合法网络”（由专业规范、制度性

媒体、事实核查构成的形式秩序）与“影子网

络”（由情感共鸣、圈层创作、自发性爆料构

成的非正式活力）。二者相互制约又彼此依存，

共同维持着系统在稳定与创新之间的动态平衡。

在此理论地基上，“新闻叙事运动”这一

核心概念得以被清晰定位和界定。它特指在数

智时代，以公共事件为初始标识，多元适应性

主体通过“合法网络”与“影子网络”的复杂

互动，驱动叙事文本持续生成、扩散、竞争、

变异与重组的系统性、过程性实践。不同于旨

在揭示稳定权力结构的“场域”，也不同于聚

焦仪式性整合的“媒介事件”，其理论旨趣在

于捕捉叙事权威的流动状态、叙事秩序的生成

过程以及多元主体间的适应性博弈。正如生态

视角所启示的，结构约束与生成可能性可以共

存。在“新闻叙事运动”中，传统媒体的角色

已转化为关键节点之一，其与算法、用户等节

点在动态互动中共同编织着叙事的轨迹，这标

志着一种基于协同演化、动态平衡与适应性治

理的新闻生态新秩序已然浮现。

二、复杂性驱动：新闻叙事运动的特性及内在机制

基于第一部分构建的复杂适应系统分析框

架，我们可以依据约翰·霍兰德（John H. Hol-

land）所归纳的复杂适应系统七个基本点，即聚

集、非线性、流、多样性四个特性，以及标识、

内部模型、积木三大机制，对新闻叙事运动进

行系统性剖析（图 1）。特性是系统表现出的外

在行为与状态，机制是驱动这些特性的内在规

则，二者相互耦合。遵循霍兰德所强调的“相

互作用”而非简单分组的论述逻辑 [20]，下文将

以特性为抓手，兼论其背后的核心机制，以此

阐释新闻叙事运动的复杂逻辑。

（一）聚集与标识：新闻叙事运动的动力

来源

“聚集”（aggregation）在复杂适应系统理

论中有两层关键含义：其一是简化复杂系统的

认知方法，即将相似事物聚集成类（物以类聚），

并把它们看成是等阶的；其二是指简单主体通

过相互作用，能“涌现”出更复杂的高层级行

为 体， 即“ 介 主 体”（meta-agents），并进一

步形成层次化的组织 [21]。在数智时代，技术 / 算

法与用户作为新的“适应性主体”登场，与传

统专业媒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协同叙事网络。隋

岩使用“群体聚集” [22] 这一创新概念来描述互

联网传播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聚集”是

驱动孤立事件演变为宏大社会叙事的核心动力。

而在自组织的聚集过程中，标识机制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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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枢纽作用。标识是主体间为了实现识别、选

择与协同而普遍存在的机制，是实现多元主体、

多元叙事要素聚集的核心纽带。按照霍兰德的

观点，“在 CAS 中，标识是为了聚集和边界生

成而普遍存在的一个机制”[23]。在网络空间中，

一个热搜标签、一张关键图片或一个核心议题，

都可以成为强大的“标识”，为分散的叙事要素、

文本单元及传播主体提供聚集的焦点与依据，

进而涌现出超越单一主体的集体叙事行为。

在标识的牵引下，新闻叙事运动的“聚集”

特征具体体现于四个层面。 

第一，叙事元素的聚集。孤立的事实要素（人

物、话语、场景）围绕事件“标识”聚集，组

合成完整的新闻文本（形成“介主体”）。第二，

文本单元的聚集。围绕持续演化的事件标识，

相关报道文本在时间线上前后相继，在意义上

相互补充，形成描述事件的“文本集群”。第三，

传播主体的聚集。当异质性的媒体、自媒体、

用户等主体，通过引用、辩驳、补充等方式相

互连接，动态聚合成一个庞大的“叙事网络”（即

“介介主体”，meta-meta-agent），

其产生的舆论压力是一种典型的“涌

现”现象。第四，认知与情感的聚集。

个体的解读与情感围绕价值标识在社

交网络中汇聚，最终形成公共舆论与

集体记忆，成为社会共识塑造的基础。 

要言之，数智时代的新闻文本一

旦发布，便成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文

本主体”，在标识机制的引导下，触

发无数参与主体进行自组织的意义再

生产。相对简单的主体通过非线性相

互作用，聚集为更复杂的行动整体，

驱动叙事不断演化与升级。 

（二）非线性：新闻叙事运动复

杂性的内在根源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指出，“非线

性”意味着“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无法被简单叠加预

测，微小的初始差异可能通过迭代反

馈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24]。这正是新

闻叙事运动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的内在根源。

传统新闻叙事所依赖的因果 - 线性模式 [25]，是

将复杂世界抽象为清晰、单向的因果链条，以

赋予事件确定的秩序感。然而，数智时代传播

网络的开放性、主体的多元化及信息的海量化，

彻底激活并彰显了新闻叙事运动中叙事生态固

有的非线性本质。

首先，是反馈循环取代线性因果。新闻文

本一旦进入传播流，便不再是故事的终点，而

成为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初始变量。公众的

点击、评论、二次创作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

会构成强大的反馈流，反作用于事件本身与后

续的叙事生产，形成“现实 - 叙事 - 反馈 - 新

现实 - 新叙事”的递归循环。这意味着，叙事

不仅是现实的反映，更是塑造现实进程的能动

力量。简单的因果预设在此循环中常常失效，

因为每一次互动都可能改变叙事的轨迹与输出。 

其次，是路径依赖与突变并存。曼纽尔·卡

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网络是开放的

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

图 1 新闻叙事运动的特性及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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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

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 [26]。

在叙事进程中，关键爆料人、跨界评论者等新

的信息、新的行动者或新的技术逻辑（如算法

推荐策略变化）可能随时介入，充当“奇异吸

引子”，导致整个叙事进程发生中断、跳跃或

根本性反转。这种对初始条件和后续干扰的极

端敏感性是“蝴蝶效应”在舆论场的生动体现，

更使得新闻事件的发展路径充满分岔与突变，

难以被事先规划。

最后，是开放互动催生未完成的涌现。海

量的、异质性的叙事文本在复杂的传播网络中

持续聚集、碰撞与重组，使得任何试图封闭意义、

给出终极叙事的努力都变得困难。叙事不再走

向一个确定的结局，而是保持一种“悬置”与“生

成”的状态。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

所称的“数据库”形态 [27] 传达了这种非线性叙

事的结构隐喻： 元素（文本、数据、影像）庞

大且关系多元，每一次调用与组合都可能产生

新的叙事路径与意义。这种开放性赋予了新闻

叙事一种动态的、未完成的美学特质，其最终

形态与意义无法预设，而是系统在互动中“涌现”

的结果。

因此，非线性瓦解了传统新闻叙事中确定

性的因果幻想，将新闻生产与传播置于一个由多

重反馈、敏感依赖和开放互动所构成的复杂网

络之中。它不仅是叙事运动呈现出的特征，更

是其复杂性、动态性与不可预测性的内在根源。 

（三）流：新闻叙事运动的行为统合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流”指资源在主体

间持续流动、交换与转化的过程，它是系统维

持动态与演化的命脉 [28]。这些流的渠道是否通

畅、流动速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系统的结构和

演化，其资源流动通常具有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和再循环效应（recycling effect） [29]。在

新闻叙事运动中，流具体体现为信息流、情感

流与意见流的协同涌动与相互催化。这三重流

动共同构成了新闻叙事运动的循环系统。齐爱

军提出的新闻叙事“写实与传奇的双螺旋”结

构 [30]，为此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诠释框架：“写

实”逻辑追求事实的准确与理性的建构，主要

驱动着信息流的核实与传递；“传奇”逻辑则

追求故事的情感张力、戏剧性与象征意义，主

要激荡着情感流的共鸣与扩散。二者螺旋缠绕、

彼此赋能，最终汇聚并涌现为能见度、说服力

与共识争夺的意见流。这三重流动的持续统合，

驱动着叙事生态的动态平衡与演化。

首先，信息流是叙事运动的事实基底，在

“写实”逻辑驱动下进行网络的自我净化与拼图。

信息流的核心是数据、信源、场景等事实性“积

木”的传递、核对与拼接。在去中心化的网络

中，信息从信源节点（当事人、现场）流出，

经过多元主体（媒体、机构、个体）的交叉验证、

补充与修正，沿社交链路持续扩散。复杂适应

系统理论指出，流的渠道会因适应性而变易 [31]。

在新闻事件中，一个关键证据的出现会开辟或

阻塞一条信息通道，改变整个事实网络的结构。

这个过程体现了“写实”逻辑对确定性的追求。

但网络化的流动方式又使其从机构的单向发布，

转变为多节点协作、在流动中不断逼近事实的

动态“拼图”过程。

其次，情感流是叙事运动的动力引擎，在

“传奇”逻辑驱动下实现符号的感染与社群的

凝聚。情感流是情绪、态度与价值认同伴随叙

事符号的传递与共振。一个富含情感张力的符

号作为强“标识”，能瞬间激发跨圈层的情感

共鸣，如同“传奇”叙事所追求的那样，迅速

聚集能量。情感流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32]，

可以在社群内部循环强化，并借由情感纽带（连

接者）加速向外扩散。它不仅是传播的加速器，

更是赋予事件意义、划定“我们”与“他们”

边界的关键力量，为意见流的形成预置了情感

阵营与道德动能。

最终，意见流是叙事运动的竞争场域，是“写

实”与“传奇”双螺旋缠绕后涌现的权威博弈。

意见流也可称为影响力流，是信息与情感流动

叠加、整合后的显性结果，表现为议题能见度、

舆论风向与话语权的动态竞争。它由“注意力”

这种稀缺资源的流向所标志。平台算法、媒体

议程、意见领袖的互动共同塑造了影响力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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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成功的叙事运动，必然是“写实”提供的

信息可信度与“传奇”激发的情感动员力形成合

力，从而在资源（注意力、话语权）的流动网络

中占据枢纽地位，产生支配性影响。反之，若二

者割裂，如只有情感煽动而无事实支撑，或只有

事实堆砌而无情感连接，其影响力流将很快枯竭

或局限于特定圈层。

总之，“流”统合新闻叙事运动，是通过

信息流奠定事实网络，通过情感流注入传播动

能，最终通过意见流（影响力流）完成意义竞争

与社会共识的临时性塑造。三重流动体现出“写

实”与“传奇”双螺旋结构的动态相互作用，理

性求真与情感共鸣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复杂的

网络流动中相互需要、彼此塑造，共同驱动着新

闻叙事生态系统在混沌边缘的演化、适应与秩序

生成。

（四）积木与内部模型： 新闻叙事运动的

稳态适应机制

在 充 满“ 恒 新 性”（perpetual novelty） 的

新闻叙事运动中，系统之所以没有陷入彻底的随

机混沌，而能保持可辨识的结构与可理解的演化

路径，关键在于“积木”与“内部模型”两大机

制的协同作用。这对机制回答了霍兰德提出的关

键问题：复杂适应系统为何能既持续创新又保有

规律性 [33] ？“积木”是系统可重复利用的基本

建构单元，“内部模型”则是主体运用积木应对

外部情境以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认知框架与行动蓝

图。二者的结合，使得新闻叙事运动在永恒的流

动与创新中，得以维持一种动态的、适应性的稳态。

首先，新闻叙事“积木”是能够被独立提取、

跨主体共享、灵活整合与重组的基本叙事单元和

模块化核心意义元件。它并非泛指所有信息，而

是指那些在长期传播实践中被验证有效、因而被

反复调用和共享的意义单元。这些积木存在于多

个层面。一是事实性积木，如关键证据、核心数

据、标志性引语、权威信源。它们是“写实”逻

辑的基石。二是框架性积木，即经典的叙事模板

与话语框架，如“底层逆袭”“资本博弈”“技

术伦理”“家园情怀”等。它们为混乱的事实提

供快速的理解通道。三是情感性积木，能激发普

遍共鸣的情感符号与道德站位，如“悲情”“抗

争”“荒诞”“自豪”等。它们是驱动“传奇”

逻辑和情感流的关键燃料。四是形式性积木，即

适应不同平台的表达“语法”，如微博的“话题

体”、短视频的“黄金 3 秒开头”、数据新闻的

“可视化模板”等。这些积木如同乐高零件，具

有稳定性和通用性。在热点事件中，不同的叙事

主体会迅速调用并拼接不同的积木组合，从而高

效地产出既符合自身立场、又能被公众快速解码

的海量叙事文本。

其次，内部模型是叙事主体运用积木的适

应性策略库。它是主体在与环境长期互动中“学

习”形成的、关于如何讲述新闻的隐性知识体系

与操作程序。在当下新闻实践中，针对同一事件，

主流媒体、自媒体、算法平台等不同主体往往呈

现出面貌各异的叙事表达，本源即在于内部模型

的差异。一家调查媒体的内部模型是优先调用事

实性积木，采用调查框架，辅以克制的情感积木，

以构建权威叙事。而情感类自媒体的内部模型必

然需要快速抓取类似于冲突画面、悲情故事等情

感性积木，嵌入对立框架，最大化激发共鸣与流

量。平台推荐算法的内部模型则是要识别内容中

的积木组合模式（如特定框架 + 情感类型），预

测其引发点击、转发、评论等互动的概率，并据

此进行分发。因此，当新事件发生时，主体并非

从零开始创造，而是依据其内部模型，从“积木

库”中选择、评估并组合出最可能达成其目标（求

真相、求共鸣、求流量）的叙事方案。这使得看

似“恒新”的叙事生产，实质上是基于既有积木

与模型的、高效率的适应性创新。

总之，积木与内部模型的耦合，构成了新

闻叙事生态的稳态适应机制。积木提供了系统层

面可共享的、相对稳定的意义原材料，降低了叙

事创新的成本与认知门槛；内部模型则赋予了主

体灵活运用积木、应对具体情境的适应能力。这

一机制确保系统在宏观上能保持结构连贯性与文

化可解读性（稳态），同时在微观上能支持多元

主体的快速创新与策略竞争（适应）。通过这套

机制，新闻叙事运动得以在系统流变中维系着动

态的平衡与可理解的秩序，而不致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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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样性：新闻叙事运动的生态表征

多样性是复杂适应系统在“恒新”演化中

呈现出的核心生态图景。霍兰德指出，当主体的

扩散开辟了新的生态位，并为其他主体创造了新

的互动可能时，多样性便得以产生 [34]。在新闻

叙事运动中，多样性远不只是主体数量的增加，

它更标志着一种生态结构的嬗变：从传统媒体

时代单一、中心的“广播”范式，转向数智时代

多元、共生、充满差异与竞争的“生态系统”范

式。这种多样性是系统经由适应性过程所“涌现”

出的整体表征，也是其保持活力与韧性的基石。

首先，多样性体现为叙事主体与生态位的

极度分化与专业化共生。技术赋权催生了异质性

的行动者矩阵，包括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

体与平台媒体等 [35]。它们并非同质化竞争，而

是依据各自的资源禀赋与“内部模型”，占据并

深耕特定的“生态位”[36]。例如，调查媒体占

据深度与信源的生态位，科普自媒体占据垂直知

识的生态位，政务媒体占据权威发布的生态位。

这种高度分化的生态位结构，使得系统能够覆盖

更广阔的事实维度、情感光谱与认知视角，从而

以更高的整体效率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任一主

体的退出所留下的“空位”，会迅速引发其他主

体的适应性反应与填补 [37]，这确保了系统功能

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其次，多样性源于叙事积木的无限重组与

叙事形态的持续创新。列夫·马诺维奇指出，新

媒体的核心特征是“多变性”，其对象往往产生

大量变体而非完美副本 [38]。在新闻叙事中，这

意味着围绕同一核心事件，多元主体利用共享的

叙事积木（事实、框架、情感、形式），通过差

异化的内部模型进行拼接，从而源源不断地生产

出视角、风格、立场各异的叙事文本。从严肃报

道、数据可视化到短视频剧情、网络迷因，叙事

形态的多样性本身，即是系统创造性适应的直接

产物。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百花齐放，构成了新闻

叙事运动丰富性的直观层面。

最终，多样性通过主体间的协同演化压力，

成为驱动系统整体适应与韧性提升的动力机制。

多样性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进程。在生态中，一个

主体的成功创新会立即成为其他主体面临的“适

应性压力”，迫使它们学习、模仿或另辟蹊径以

寻求竞争优势。这种基于差异的、持续不断的相

互刺激、学习与反馈，就是协同演化。它使得整

个系统能够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对外部技术变

革、社会议题与公众需求的变迁做出灵敏而整体

的调适。这种内生于多样性的竞争与学习机制，

赋予了新闻生态系统在遭受诸如重大突发事件、

技术迭代、舆论危机等冲击后，能够自我修复、

重组并恢复动态平衡的韧性。

因此，新闻叙事运动的“多样性”，是其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最显著的外在生态表征。它既

是主体生态位专业共生的结构性结果，也是叙事

积木创新重组的内容性呈现，其深层价值更在于

构建了一套基于差异与协同演化的系统适应与

韧性机制。因此，多样性绝不等同于混乱，而恰

恰是新闻叙事生态在“混沌边缘”保持活力、持

续进化的健康标志与秩序之源。

三、适应性过程：新闻叙事运动的机制调适与秩

序重塑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是一个由职业新闻业

与泛新闻生态系统共同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 [39]，

其有序与无序、专业与业余、公共与私人的混杂

并存，映射出新闻叙事运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如前所述，新闻叙事运动在数智时代的演化遵

循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逻辑：其外在呈现的“聚

集、非线性、流、多样性”等特征，源于系统

内部适应性主体通过“标识、内部模型、积木”

等机制进行的持续互动与调整。这种互动不仅重

塑了叙事的生产与传播模式，更在根本上推动了

新闻生态秩序的重构。然而，新的叙事秩序在激

发创造力的同时，也伴随着信息失真、舆论失焦

等风险。因此，当前的核心议题不在于是否接纳

复杂性，而在于新闻叙事运动如何通过系统性的

“适应性”过程，调适其内在运行机制，在动

态演化中重建一种具有韧性与公共价值的秩序。

换句话说，立足于复杂适应性理论，我们需要将

视线回归新闻叙事的运动本身，重点剖析主体协

同、环境交互与规则进化三重机制如何催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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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适应性重塑。

（一）主体协同与叙事聚集机制重塑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适应性主体的相互作

用是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而新闻叙事运动的

核心机制是多元叙事主体在互动中通过标识识

别、吸引并形成临时性“聚集”，从而共同建

构叙事流的过程。秩序的重塑，关键在于将主

体间可能存在的无序对抗，转化为遵循一定规

则的协同，进而形成更具建设性的“叙事共同体”

（图 2）。

1. 主流媒体：从叙事权威到标识生成与积

木整合节点

主流媒体的适应性，体现在其核心角色从

叙事内容的垄断性发布者，转向可信标识的塑

造者和多元叙事积木的整合者。其内部模型需

从封闭、线性的采编发流程，转向开放、非线

性的对话与协同流程。媒体通过严谨的事实核

查与深度调查建立可信的标识，吸引公众与其

他主体围绕其聚集；通过开放编辑部、设置公

共 议 程、 吸 纳 用 户 生 成 内 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与专家知识作为叙事积木，参

与到更广泛的叙事建构流中。这对主流媒体而

言是一种叙事影响力的重塑，要从控制叙事终

点转向引导和塑造叙事运动的进程与质量。此

种转变是对舒德森所论及的新闻作为“文化的

一种形式”[40] 在数智时代的适应性重塑，旨在

为社会提供一套可靠的意义生成与对话框架。

2. 公众：从离散受众到叙事流的参与性建

构者

技术赋能使公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

新闻学研究

图 2 新闻叙事运动的机制调适与秩序重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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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的叙事参与者，其海量、实时的微观行动

共同汇成了宏观的叙事流。公众的适应性在于，

其参与行为本身成为叙事环境的一部分。有效

的秩序要求公众超越简单的情绪表达或碎片化

传播，有意识地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信息鉴别，

并基于事实与理性参与公共讨论。每一次负责

任的转发、评论、求证或创作，都是在为系统

贡献优质的叙事积木，并通过集体互动推动叙

事运动交往规则的持续迭代。公众叙事权的提

升，对应着其对叙事生态责任的同步增强。

3. 平台算法：从隐形支配到流的调节性中介

平台算法在叙事运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它本身是一个基于目标函数行动的适应性主体，

更是塑造其他所有主体互动环境的“元平台”

（meta-platform）。平台算法通过推荐、排序、

分发的规则，直接决定了哪些叙事标识更醒目、

哪些叙事流更汹涌。平台算法的适应性，在于

超越单一维度的流量优化，避免造成“信息茧

房”（Information Cocoons）或“适应性锁定”

（adaptive lock-in）等系统性风险。它需要将其

内部模型调整为在多元目标（公共利益、信息

多样性、内容质量、用户黏性等）间寻求动态

平衡，实现从“黑箱”逻辑到“价值对齐”的

转变，使其成为调节叙事流动、促进健康聚集

的透明化、可审计的基础设施。 

（二）环境反馈与叙事流的适应性交互

新闻叙事运动总是在特定的媒介技术与社

会文化环境中展开。数字技术塑造的“微粒社会”

（granular society） [41] 与高维信息环境，构成了

叙事运动的新场域。系统的适应性体现在叙事

运动能与其环境建立动态、透明的反馈循环，

从环境中持续学习并调整其流动模式。

1.“人 - 机”混合环境中的叙事流变

生成式 AI 等技术的深度嵌入，不仅改变了

叙事生产的速度与形态，更制造了真假难辨的

信息环境，加剧了叙事运动的复杂性。新闻叙

事运动必须适应这种“人 - 机”共生的新环境。

这要求叙事主体，尤其是专业媒体通过溯源、验

证等手段强化标识的可靠性，发展人机协同的

新“内部模型”（如 AI 辅助核查、人机协同创作），

以在信息洪流与污染中锚定真实的叙事流。

2. 平台作为叙事生态的调节性环境

数字平台不仅是渠道，其算法逻辑、社区

规范、商业策略共同构成了叙事运动的操作性

环境。这个环境深刻影响着叙事流的方向、速

度与能见度。健康的秩序要求平台环境具有“调

节适应性”，即能响应来自其他主体的反馈，

调整其规则以抑制虚假、有害叙事的泛滥，促

进理性、多元叙事的流通。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是确保平台环境能够进行良性适应反馈的关键。  

（三）规则进化与叙事秩序的敏捷治理

复杂适应系统的规则决定了主体的行为模

式与互动方式。新闻叙事运动在数字时代涌现

的流量逻辑、即时互动、情感动员等新规则，

往往与传统的客观、真实、公共性等新闻规范

产生张力。秩序重塑最终依赖于治理规则自身

的进化能力，即实现“敏捷治理”（agile gov-

ernance） [42]。

1. 治理规则的适应性转向

面对技术驱动的快速叙事演变，固化的、

一刀切的外部管制往往滞后甚至失效。敏捷治理

要求治理体系像其所治理的系统一样，具备学习

与进化能力。这意味着治理规则应从静态的“命

令 - 控制”模式，转向动态的、基于原则的“引导 -

调节”模式。其核心是建立快速反馈与迭代机制，

能够针对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跨境叙事冲突

等新风险，灵活调整治理工具与策略。

2. 多元共治与规则协同

叙事秩序的治理不能再依赖于单一主体。

它需要政府、平台、专业机构、行业组织与公

众共同构成一个“治理共同体”。政府侧重于

底线规则与框架设计，平台需履行与其影响力

相匹配的治理责任，专业媒体与事实核查机构

是可信标识的守护者，公众通过集体理性参与

形成社会监督。这些主体的治理行为本身也需

要协同，形成相互校准的规则集，共同引导叙

事运动在自由与责任、创新与规范之间保持动

态平衡，最终推动新闻叙事生态向更具韧性、

公共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向演化。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新闻叙事运动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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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是一个持续的适应性过程。时代不可能

退回到中心化、静态的旧秩序，而必然走向一

种动态平衡的新秩序。通过在主体层面重塑协

同与聚集机制，在环境层面建立动态透明的反

馈循环，在规则层面培育敏捷进化的治理框架，

这一新秩序才能得以最终确立，才能使新闻叙

事运动在数智时代继续肩负起凝聚社会共识、

促进公共对话的根本使命。 

五、结语：新闻叙事运动的适应性调适与秩序生成

数字技术的演进重构了新闻叙事的基本逻

辑。在数智时代，新闻叙事从机构主导的线性

生产，演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持续互动的

动态运动过程。这一过程呈现出去中心、非线性、

高流动的复杂系统特征，也带来了信息失真、

共识困难与价值失序的深层挑战。面对这一现

实，本文认为，新闻业的关键命题是在承认并

理解叙事运动复杂性的基础上，引导其实现适

应性的秩序生成。这要求我们超越对具体现象

的表层观察，从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视角出发，

审视新闻叙事运动的内在机制与演化路径。

新闻叙事运动的生命力，正源于其作为一

个复杂适应系统的根本属性。“聚集”是叙事

动力生成的关键机制，多元主体围绕可信的“标

识”形成暂时的意义同盟；“非线性”定义了

其传播规律，微小的叙事扰动可能引发舆论场

的系统性震荡；“流”统摄着信息、情感与关

系的动态循环；而“多样性”则保障了系统的

韧性基础与创新潜力。然而，自发的运动并不

必然导向公共善。当前新闻领域的信息失序、

情感极化与专业性消解，恰是系统在缺乏适应

性调适时可能出现的“混沌”状态。

因此，建构健康的新闻生态在于对新闻叙

事运动进行有意识的适应性调适。本文提出，

这一调适应聚焦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主体

层面的协同性调适，推动多元叙事主体从孤立

竞争走向有机协同；过程层面的反馈性调适，

建立动态、透明的反馈循环机制；规则层面的

进化性调适，发展“敏捷治理”新框架。

数智时代的新闻叙事秩序，是在持续的叙

事运动中，通过多元主体的适应性行为不断生

成、动态维持的复杂平衡。新闻业的未来，不

在于对抗或简化这种复杂性，而在于深刻理解其

内在机制，通过有意识地设计与调适，将叙事

运动中涌现的能量导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这

要求新闻学的研究与实践，都必须拥抱一种“复

杂性智慧”，在流动中锚定真实，在喧嚣中凝

聚对话，在去中心化的运动中重建具有公共精

神的意义之网。这也是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得以

存续其核心价值的根本出路。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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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Order Generation of News Narrative Movement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

Qi Aijun, Zhang Xiao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news ecosystem is undergoing a structural transition from order to 
the edge of chaos. To transcend the analytical limitations of static and liquid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proposes the meso-level concept of “news narrative movement”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news narrative movement is a dynamically evolving 
process driven by diverse adaptive agents, externally marked by four major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aggregation, 
nonlinearity, flow and diversity, and internally underpinned by three core mechanisms, which are markers, internal 
models, and building blocks. To tackle the narrative anomie and consensus predicament emerging in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daptive nature of systems, proposes an adaptive path to reconstruct public order in dynamic 
contex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subject collaboration, environmental feedback, and rule evolution.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lies in systematically elaborating the connotation of “news narrative movement”, providing a 
novel explanatory and analytical paradigm for interpreting the dynamic structure and order-generating logic of digital 
news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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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大语言模型成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信息控制范式正经历从“流通阻断”向“生成置换”

的结构性转型。研究据此提出“生成式把关”概念框架，揭示了算法如何通过安全对齐机制，在信息生成

的源头层面重塑概率地形，即通过系统性抑制概率分布长尾端的异质性表达，并递归强化主流叙事，构建

出交互顺畅却观点均质的高度同质化数字拟态环境。这种机制虽契合了人类趋向快捷省力的认知本能，却

亦引发多元观点分布的系统性收窄与认知图式的固化，最终导致社会认知系统的观点均质化与演化停滞。

面对模型坍缩与认知封闭的危机，亟待确立以演化韧性为目标的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层面的中间件架

构、交互层面的认知沙盒与基建层面的权重开源，打破中心化垄断导致的同质化困局，引入必要的多样性，

在算法理性的平庸化趋势中重构人类认知的能动性与多样性，构建竞争性共生的人机生态。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把关；数字拟态环境；观点均质化；概率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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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 的 突

破性进展，互联网信息传播范式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转型。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不再仅仅是处理信息的工具，而被视为能够模拟人

类舆论的硅基样本 [1]。这一转型体现出传播权力正从搜索引擎与推荐算法向

生成式 AI（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迁移，不仅大幅提高了

内容的生产效率，更改变了信息控制的基础逻辑。

在过往的搜索引擎或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控制主要遵循流通控制的逻辑。

无论是勒温（Kurt Lewin）[2] 经典的“把关人”理论，还是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3] 阐释的“算法把关”，其核心均在于决定已生成的客体在公共

领域中的可见性。在这种范式下，审查往往表现为“404 Not Found”或内容

从流通阻断到生成置换：

生成式把关与数字拟态环境的概率重塑 1）

喻国明 彭晨曦 郑琪严 刘才辅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智媒介对政治观点极化影响的国际比较研
究”(25AZD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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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化删除。这是一种显性的、易察觉的控

制形态，用户通过接收访问失败的即时反馈，

能够清晰感知权力边界的刚性介入。

然而，随着大语言模型成为新的信息基础

设施，一种更为隐蔽的控制形态正在浮现。以人

类 反 馈 强 化 学 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为代表的对齐技术族

（ 包 括 DPO、Constitutional AI、RLAIF 等），

通过安全对齐机制使模型在处理复杂的社会议

题或政治冲突时，不再采取生硬的拒绝访问策

略，而是倾向于输出语气温和、逻辑自洽但内

容高度同质化、中庸化、去政治化的标准答案。

这种现象表明，AI 不仅是内容的生产者，更在

执行一种先于内容产出的微观把关。与传统审

查带来的断裂感不同，这种平滑的生成界面掩

盖了底层的规训机制，模型通过输出概率更高

的安全文本，置换了异质性的观点，从而制造

出一种看似众口同声的“伪共识”。

鉴于此，传统关注流通可见性的把关理论

已面临解释力的匮乏。AI 的安全对齐机制直接

拒绝了潜在多元回应的输出可能性，并将把关

效果作用在信息的内部生成过程之中。而对于

这种源头调控的隐蔽机制，既有的理论工具尚

缺乏准确的描述框架。因此，本研究主张将视

域转向信息的源头生成层面，审视算法如何通

过概率地形的重塑介入信息的生产过程，并探

讨这种机制如何形成社会认知环境同质化重构

的导向。为此，本研究在三个层面展开。在概

念层面，提出“生成式把关”框架，将安全对

齐机制纳入信息权力理论的分析维度；在机制

层面，揭示其通过概率地形重塑以实现生成置

换的微观运作逻辑；在影响层面，则进一步阐

述上述机制如何导致数字拟态环境的同质化倾

向与社会认知系统的演化风险。

一、生成式把关：数字拟态环境的同质化趋向

（一）理论演进：从流通阻断到生成置换

的范式迁移

在传播学理论谱系中，勒温 [2] 提出的“把

关人”概念奠定了信息控制研究的基石，其核心

隐喻是“门区”，即在信息流动的渠道中对既

有讯息进行截断与筛选。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

这种把关权力体现为编辑对新闻稿件的删改或

发布。进入算法时代，吉莱斯皮 [3] 将这一逻辑

延伸为“算法相关性”，即推荐算法通过排序

与过滤，决定哪些已生成的内容能够出现在公

众视野。这两大经典范式有效地解释了传统大

众媒介时代与搜索引擎时代这两个时代的信息

权力运作机制。但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

论预设：把关发生在信息生命周期的分发阶段，

被把关的对象是已存在的客体。无论是编辑部

的稿件还是门户网站中的网页，它们在物理上

先于把关行为而存在，权力运作的逻辑在于决

定谁能被看见，而非谁能被制造。

然而，随着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兴起，大语言模型的运作逻辑对上述

预设构成了新的挑战。沃伊内亚（Dan Valeriu 

Voinea）[4] 在 研 究 中 指 出，AI 带 来 的 根 本 性 变

化在于，信息控制已从传统的传播渠道延伸至

模型的训练与微调阶段。具体而言，在预训练数

据清洗与基于 RLHF 标注等技术环节，技术主

体已经预先设定了信息合法性与价值观的边界。

这一观点与西蒙（Felix M. Simon）[5] 关于基础

设施捕获的论述相呼应，他指出这种权力发生

的场域位移，使得把关不再局限于内容发布后

的审核，而是前置为内容生成前对底层基础设

施与训练规则的规训。在此基础上，大语言模

型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检索工具，或是语料

调用的模拟器，而是演变为具备特定价值偏好

与交互能力的生成式社会行动者 [6]。在人机交互

中，这种行动者与用户构成了紧密的智能单元，

通过建立基于能力预期的功能信任与基于拟人

化交互的情感信任，使得把关行为不再表现为

显性的阻拦，而是在人机协作的对话中，潜移

默化地引导用户理解问题、作出判断，然后绘

制自身的认知图谱。

虽然现有研究捕捉到了这种权力运作在时

空维度的前移态势，但这一空间向的隐喻尚未完

全涵盖大语言模型特有的微观技术逻辑。当模

型针对敏感议题输出“无法回答”或同质化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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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答案”时，或许并非因为相关信息在数据库

中不存在，而是算法介入了信息生成的微观过

程。对此，为了较为准确地描述这种特有的微

观规训机制，本研究提出“生成式把关”概念，

即在信息生成的本体论层面，大语言模型基于

特定的价值对齐目标，通过重塑概率地形来干

预信息生产的隐性权力运作机制。

明确生成式把关的概念，需要厘清其外延

边界。在外延上，生成式把关打破了传统把关

单点拦截的局限，演变为一条贯穿大模型全生

命周期的权力管线。具体而言，在预训练阶段，

它表现为对特定语料库（如来自激进的政治论

坛或边缘文化群体的数据）的预先清洗与降权；

在微调阶段，它表现为通过人类标注员的偏好

反馈，在参数空间中强制模型对齐主流的安全

价值观；在交互推断阶段，它则体现为隐性系

统提示词的规定，在用户发问前就预先圈定了

模型输出的安全边界。这种全流程的渗透，使

得把关行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事后审查动作，

而是化身为模型的基础设施本身。

传统把关理论的核心功能在于系统性地界

定哪些信息能够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无论是编

辑的删稿决策还是算法的能见排序，其本质都

是对信息可达性的结构性控制。生成式 AI 的安

全对齐机制虽然在执行主体、执行方式、用户

感知等维度呈现出显著差异，但其功能效果——

即通过系统性压制特定类型信息的可达性来塑

造公共话语的边界——这恰恰与传统把关高度一

致。正是这种功能上的连续与机制上的断裂，

使得“生成式把关”概念既能承接既有理论传统，

又能捕捉生成式 AI 时代信息权力运作的独特性。

与已有的算法把关相比，生成式把关呈现

出三个维度的区别。首先是作用场域的前置。

传统把关控制的是物理上已存在的客体，其实

质在于流通阻断；而生成式把关控制的是底层

参数空间中概率性的潜在变量，实质是阻止特

定意义的诞生。其次是控制手段的置换性。推

荐算法通过排序降权或物理删除（可见性控制）

来执行；生成式把关则通过数学层面的概率操

控，安全性高的文本会优先纳入生成结果之中，

完成内容替换。最后是用户感知的欺骗性与平

滑感，传统把关往往伴随诸如内容下架、无法

搜索等断裂感，用户容易感知到权力的介入；

而生成式把关则通过输出自然、流利的中庸答

案，掩盖了底层的规训痕迹，使得控制行为在

人机交互的顺畅体验中难以察觉。

在实践层面，生成式把关的影响已在多个

场域中显现，教育领域尤为典型。当有学生向

AI 辅导模型提问涉及历史评价、社会争议或伦

理困境的开放性问题时，模型往往不会呈现多

元视角的争论与张力，而是直接输出经过安全

对齐处理的“标准答案”。教育本应是激发批

判性思维、培养自主判断能力、形成对复杂事

物全面认知的过程，但生成式把关构建出的平

滑答案，使学生无须经历理解、对比、纠结、

取舍等思维锻炼过程即可获得“正确”的回复，

长此以往就可能导致思辨能力的废退。类似的

在日常获取信息的场景中，用户依赖大语言模

型而非搜索引擎来获取对复杂议题的理解，模

型输出的收敛性无形中挤压了接触多元阐释的

空间；在内容创作场景中，创作者借助 AI 生成

文案、脚本时，往往获得结构相似、论点趋同

的“安全表达”； 在决策辅助场景中，模型倾

向于推荐主流、低风险的方案，非传统但有价

值的选项可能被系统性低估，甚至“雪藏”。

这些场域中的把关行为不再表现为显性的内容

删减或访问拒绝，而是通过概率地形的重塑，

在信息生成的源头层面完成对异质性观点的置

换。

（二）核心机制：对齐训练、分布截断与

概率地形的系统修正

不同于传统数据库的检索模式，生成式 AI

的每一次输出，本质上都是一次基于概率的自

回归预测。在这个过程中，RLHF 的安全对齐机

制并非像传统审查那样物理删除数据库中的敏

感条目，而是对模型潜在空间中的概率地形进

行重塑。

所 谓“ 概 率 地 形”， 在 操 作 化 层 面 即 指

代大模型在生成文本时，其词汇表中各个词元

（Token）被抽样生成的概率分布状态。根据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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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达尔（Rajdeep Haldar）[7] 等人的研究，当模

型计算下一个词的生成概率时，经由 RLHF 训

练内化于参数权重中的价值偏好会自动生效——

它在训练阶段已对那些代表激进观点、异质性

表达或潜在风险的词汇施加了极高的惩罚权重，

使其对应的 Logits 数值在推理时被系统性压低，

生成概率趋近于零，在统计学上变得不可达；

与此同时，语气温和、内容保守、普适性高的

安全文本的生成概率则得到相应抬升。这种机

制构成了一种概率置换——即模型并非在物理上

删除了异质性信息，而是通过数学层面的概率

操控，用高概率的同质化文本替代原本可能生

成的原初观点。

一 些 网 络 对 抗 性 安 全 的 研 究 反 证 了 这 一

基 于 概 率 压 抑 的 拦 截 机 制。 宋 敏 奎（Minkyoo 

Song）等人 [8] 与兰多（Javier Rando）等人 [9] 的

研究发现，当研究者通过对抗性遗忘移除模型

自身的防御层，或植入通用的后门触发器后，

同一个模型能够流利地输出此前拒绝生成的激

进观点。这一发现印证了安全对齐机制的作用

并非抹除模型对异质性内容的“知识”，而更

像是在参数层面构筑了一道“闸门”，使不符

合条件的输出在原则上趋近于不可达。换言之，

生成式把关在性质上更接近于“知而不言”的

概率压制，而非“无从言说”的知识空白——这

一区分对于理解把关机制的可逆性与可干预性

是重要的。

这种在微观参数层面运行的机制，在宏观

的实证操作层面的测量中，便表现为系统输出

的分布偏移与方差坍缩。近期一些计算社会科

学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可观测的经验证据。比斯

比（James H. Bisbee）等人 [10] 的研究揭示，大

模型在模拟真实人类态度时，其输出相较于真

实人群存在系统性的观点多样性压缩特征，难

以再现人类舆论环境下多峰分布的复杂态势；

帕克（Peter S. Park）等人 [11] 则进一步聚焦于思

维多样性的测量，发现标准大语言模型输出的

观点多样性显著低于人类群体——当面对某一极

具争议的公共议题时，真实社会的舆论往往呈

现两极分化的双峰分布或参差多态的离散分布，

而模型的多次输出则高度收敛于单峰分布的中

立、平庸安全叙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差

压缩由多重因素共同塑造，包括预训练语料的

分布偏差与解码参数的设置，但安全对齐机制

对异质性输出的系统性抑制，是其中最具结构

性影响的机制维度。这种结构性的差值，正是

生成式把关效力的具象呈现。这种可被实证测

量的输出分布收窄，既是生成式把关从技术微

观机制转化为宏观社会后果的关键拐点，也构

成了对其现实影响展开进一步分析的经验起点。

二、宏观影响：从安全护栏到认知分布的均质化

（一）显性功能：认知降噪与社会稳态的

构建

在考察生成式把关的宏观影响时，我们不

能将其简单视为一种对言论自由、表达多元的

单向度限制。这种基于对齐机制的标准化治理，

首先回应的是数字风险社会对于确定性与在线

秩序的迫切需求，其合法性建立在宏观社会稳

态与微观认知省力两个维度之上。

在大规模社会化应用中，大语言模型实质

上承担了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职能。面对互联网

语料库中浩如烟海的驳杂信息，安全对齐机制

会执行一种系统性的降噪程序。魏丁格（Laura 

Weidinger）等人 [12] 在建立大语言模型涉及伦理

风险的分类框架时指出，若缺乏行之有效的干

预，模型极易习得并放大训练数据当中的有毒

特征，从而沦为仇恨言论的增幅器与网络暴力

的潜在生成源。在此背景下，生成式把关并不

应被单纯地视为一种压迫性规训，而是保障公

共话语安全底线的防御机制——它通过系统性过

滤掉脱离社会共识、违背公序良俗的极端表达，

有效拉高了公共信息产品供给的平均质量，作

为数字公地的信息空间被毒性内容所污染的可

能性被降低，保障了其基本的公共性。这种机

制在客观上为多元复杂的社会舆论场提供了一

个相对理性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实现对宏观层

面社会稳态的维护。

而从人机交互的角度来看，生成式把关通

过提供标准化的知识服务，契合了人类在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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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限条件下趋向省力，即“取捷径”的心

理倾向。科思明娜（Nataliya Kosmyna）等人 [13]

开展的一项认知神经科学实验证实，相较于需

要用户在大量信息中自行筛选、整合信息的高

认知负载模式，使用大语言模型直接生成结果

时，人类大脑的神经连接强度与活跃度显著降

低。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对输出的现

成且同质化答案的广泛接纳，根源于人类“认

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14] 的本能：在信

息过载的数字环境中，个体倾向于通过认知卸

载将高负荷的信息筛选任务外包给算法 [15]。喻

国明等人 [16] 基于分布式认知视角进一步指出，

生成式 AI 作为一种分布式认知技术，能够帮助

主体将内部认知负荷卸载给技术环境。这种机

制实质上构成了对人类认知带宽的技术性延伸，

通过自然交互范式实现了高通量的信息处理和

低能耗的认知加工操作。

进而言之，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下，来自用

户的能动性在基于互补需求的人机共生实践中

得到更隐蔽地展现。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我

问你答”式的对话交互界面赋予了用户极大的

提问自由度和过程掌控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对架构层面概率地形不对称性的掩盖——即用户

在这种拟人化的对话环境下，用自主提问的主

导感消减对非人主体决策的抵触情绪，进而潜

移默化地内化算法预设的标准叙事。另一方面，

在诸如职场、教学、基层管理等一些社会规范

程度较高的场景中，用户往往抱有中规中矩的

立意标准。确保信息精准、强化专业支撑、保

持价值观定力是信息接纳的要义。用户并非没

有察觉到模型输出的同质或中庸，反而是惯习

处于规避表述风险、满足对机构体制内部安全

中立文本刚性条件的安全地带。有时“旁门左道”

的策划可能会带来不可知的公关风险，“熟门

熟路”的保守做法反倒更容易被接受。用规定

动作悬置批判思维，以主动退让换取公约表达，

此为其中的表意特征。可以看到，此时调用 AI

生成的主流叙事已并非可以用简单的获取捷径

或认知懈怠来一言蔽之，而应视作一种基于现

实生存和高度理性化的实用主义策略。这种复

杂且微妙的微观接纳机制使上文所述的生成式

把关超越了自上而下的单向规训，而内敛为具

备心理庇护和认知合法性的服务型治理。

（二）隐性代价：认知图式固化与公共话

语的趋同

虽然生成式把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

稳态的构建，发挥了牵制极端化见地的作用，

但是在降低个体认知负荷的同时，为了维持内

容的普适性，也会不可避免地伴生出统计和心

理层面的代偿。

从算法来看，为了维持主流策略以确保输

出内容始终落点在社会共识和“普世价值”的

安全区间内，大语言模型的算法必然要对语料

生成概率的分布进行干预。这种干预的执行体

现在对分布两侧极端区域生成概率的压低以及

对中部正态区域内容可见度的抬升。这也代表

着那些虽然真实存在、但偏离正常标准的异质

性观点会遭到剔除。一个显然的结果是这种统

计学层面上的剔除会导致模型输出的方差坍缩，

原本模型文本内容的单一本就容易使用户囿于

既定的答案视角，来自前端的再馏化更加剧了

语义空间的窄化。这一由大模型塑造的数字拟

态环境，其保均值、压缩观点多样性的生成式

处理逻辑本身就是对参差多态、富有张力社会

现实的脱离。用户交互端安全中庸的标准叙事

大行其道，鲜活的棱角与来自边缘的声音在生

成源头被结构性抹除，用户所触达的世界被不

可避免地“强制”压缩成了一条单调的平均线。

比语义窄化影响更深刻的是用户对此“日

用而不自知”的稳态表现和“寓于而不得已”

的心态表露，这体现了微观个体认知结构的异

化倾向。喻国明等人 [16] 基于分布式认知视角就

曾道明，生成式 AI 从行业层面的引入到日常层

面的内嵌，这个逐级深入的过程将引发人类认

知系统的降维重组。这种降维原本旨在通过降

低复杂信息的接受程度来提升个体的认知效率，

但是在生成式把关的逻辑之下，这种降维却面

临滑向病理化的风险。当代认知科学的一个重

要转向在于对分布式认知生成机制理解的深化，

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于认知并非孤立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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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脑黑箱之中，而是认识主体在与复杂外部环

境动态互动中“生成”的产物，离不开身体的具

身参与、环境的嵌入支撑、实践的引导与工具的

辅助延展 [17]。很显然当下生成式把关技术所构

建出的拟态环境并不能也无法完整地实现上述路

径的闭合，换言之我们部分（抑或全部）的认知

过程被 AI 模型所代理。算法对齐机制对异质性

信息的剔除，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被过度“嵌入”

却极度简化的环境。主体被平滑的算法茧房所包

裹，被概率地形的均衡分布所遮蔽，丧失了通过

应对环境挑战来生成新认知的机会，背离了认知

“生成”与“延展”的演化本意。

皮 亚 杰（Jean Piaget）[18] 认 为 这 种 形 成 新

认知机会的丧失是对认知平衡机制的破坏：认知

适应和进化，依赖于同化（将新信息纳入旧图式）

与顺应（因环境冲突而修正旧图式）的动态平衡。

由于算法系统性地拦截了能够引发认知冲突的异

质性信息，主体在交互中仅需不断调用既有图式

来“同化”那些合规的标准答案，而无须启动高

能耗的“顺应”机制。人类心智在缺乏异质性信

息冲击的封闭回环中，会逐渐丧失应对复杂性挑

战的结构弹性与演化活力。长此以往，理解外界

认知框架的异化和个体认知图式的固化亦在所难

免。

（三）系统终局：数字拟态环境的演化停滞

当异质性信息被长期剥夺于认知系统之外，

观点碰撞的张力趋于消失，群体思想逐渐趋于僵

化，最终这个系统会丧失应对复杂环境的演化动

力。上述是在系统论的视域下把握生成式把关的

影响，其核心意涵在于指明这一过程并非静态

的、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由把关机制持续驱动

的递归退化过程，并在深层折射出社会认知系统

内部的断裂与博弈。

生成式把关具有强依附性，普通用户虽难

以干预模型物理层面的底层架构，但却并未完全

被动顺从，在应用层面也探索出一些微观抵抗的

能动反例。像均质而中庸的输出结果并非牢不可

破，复杂和高限定性提示词组成的越狱策略能在

一定程度上绕过模型的安全护栏，“诱发”其产

出异质性观点。除了通过提示词工程以对抗性数

据对算法概率进行干扰和弱化，多模型交互、本

地部署开源模型等方式也有实践可见。不过这种

或是概率扰动，或是拓宽信源的做法是否代表着

生成式把关是可以人为突破、有机制失灵的可能

呢？对此 , 喻国明与刘彧晗 [19] 指出，智能时代

的传播范式变革在于从信息竞争向认知竞争的转

型，上述用户的能动反制恰恰暗示了这种把关机

制具有很强的阶层属性和技术门槛：基于海量信

息核查、处理、运用的认知竞争所带来的差异分

化表现出两个算法阶层的兴起：其一是居于少

数，具备较高技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的“认知游牧

民”。之所以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游民，在于其能

够“逐水草（不同模型）而居”而并非“定居一所”，

即对算法的原理知晓和驾驭运用，使他们能在概

率地形的边缘通过微观的抵抗策略保持一定的观

点异质与思想意志。其二便是位居多数的“认知

定居者”。算法茧房所编织出的舒适区域便预示

了多数缺乏技术反思能力和批判性 AI 素养的用

户会在认知补贴的诱惑和隐性规训之下溺逐于平

滑的信息浪流。对于后者而言，技术知识储备的

匮乏及自身思维定式突破的困难共同抬高了这类

群体微观抵抗的门槛。再加之批判辨识技能的废

退，形成了其对算法预制输出的路径依赖。需要

注意的是，在看待用户接受同质化输出这一论断

时，需要充分考虑其中所蕴含复杂的使用情况，

少数技术精英的“越狱”不仅未能削弱系统化的

生成式把关，反而形成了高筑的技术壁垒和愈发

明晰的“认知沟”，社会整体认知系统在微观末

梢层面必要流动的凝滞风险仍然存在。

在此基础上，数字拟态环境正加速将人类社

会推向观点均质化的临界点。借用舒马洛夫（Ilia 

Shumailov）等人 [20] 在 Nature 提出的“模型坍缩”

理论，一个具备演化活力的社会认知系统必须依

赖于内部的信息温差——即异质性观点之间所存

在的张力与冲突。但随着生成式模型开始利用自

身生成的数据进行递归训练，一种不可逆的递归

退化已然发生。尽管在单次交互中，异质性知识

仅是被对齐机制抑制，但在多代迭代的反馈循环

中，长期被压抑在低概率区间的长尾信息将逐渐

从公共话语的可访问空间中剥离。任何可能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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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摩擦的批判性思考都可能被算法视为离群

词符而将其持续剔除，将舆论场引入封闭的认知

循环，最终导致社会认知系统丧失应对复杂挑战

的演化潜力。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观点均质化局面真的

只是表现出少数意见的缄默和价值中立的随机

停滞？在强势话语之外是否还有其特定的内涵

与政治用意？早期诸如桑图卡尔（Shibani San-

turkar）等 人 [21] 的研究就已揭示 ChatGPT 模型

会倾于向 WEIRD（西方、富裕、民主）群体价

值观进行收敛。而纳乌斯（Tarek Naous）等人 [22]

又进一步证实即便使用非英语语言进行交互，

AI 模型的道德判断与基于的社会规范依然会对

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坐标。可见 AI 模型输

出与把关机制揭示了更为隐蔽的，暗含文明优越

性和现代单一性色彩的权力规训，实质上构建起

一种单向价值的传输体制，是现代地缘政治格局

在 AI 领域的延伸。

此外，观点均质化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别

的表现也各有差异。像乔纳拉（Sridhar Jonnala）

等人 [23] 在一项探讨模型来源和治理背景如何影

响 AI 关于国际领土争端的叙事研究中就指出了

不同模型算法对显性边界的操控差异：不同地

缘政治实体的模型在面对同一敏感议题时，表现

出的安全拒答边界截然相反，反映出与其国家背

景相符的独特偏见。由此可观，AI 的安全对齐

机制使在线空间沿物理的国土界线分裂为若干

彼此隔离的算法认知区块。在这些由主权大型语

言模型依据特定规则圈定的区块内部，算法忠实

地执行与代表着特定权力主体的意志，一种被建

构的、排他性的共识被持续固化。

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围绕

算法、算力与数据展开明暗争夺的国际格局中，

安全对齐业已超越了单纯强调透明度与公平性

的技术伦理范畴，演变为对从数据主权、算法主

权到叙事主权、认知主权的全面争夺。认知安

全已成为主体间感知、决策与干预的关键场域。

在此框架之下，生成式 AI 的安全对齐机制正在

演变为一种影响人类认知的隐性工具。尤其是在

AI 技术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后，通过重塑信息流

的逻辑来改变人类推理模式、决策过程和价值认

同的做法，已明显区别于对信息分发渠道进行显

性争夺的舆论战术。可以说智能时代的对齐之争

本质上是一场关乎认知主权的博弈斗争，是不同

意识形态在算法前线的隐蔽竞争。

三、治理重构：构建开放与竞争共生的治理框架

面对模型坍缩与认知封闭的危机，尽管个

体层面的提示词工程或对抗性测试在一定层面

上可以绕开安全对齐机制 [8][9]，但在大模型封闭

的参数黑箱面前，这种微观抵抗难以触及系统的

底层逻辑，单纯呼吁提升公众的算法素养亦不足

以应对当前的结构性困境。探讨治理的根本出路

在于超越简单的人机攻防博弈，转向对人机权力

结构的制度性重构。为此，本研究提出以维持演

化韧性为目标的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层面

的中间件、交互层面的认知沙盒和基建层面的权

重开源，打破平台的黑箱垄断，实现认知主权从

技术巨头向用户主体的有序让渡，构建起兼具安

全维度和演化韧性的开放认知生态。

（一）价值重估：以演化多样性为核心的

理论进路

当前主流的安全对齐范式，遵循的是基于

封闭系统的控制逻辑：通过切除所有异质性内

容，将系统强制冷却至静态的平衡。然而对于生

命、社会与认知等复杂系统而言，绝对的平衡态

即意味着停滞与死亡 [24]。一个具备演化活力的

系统，是需要保持开放，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

质、能量与信息，持续引入多样性元素来抵消内

部的无序化趋势，从而维持其有序结构与演化潜

力。

在生成式 AI 的治理语境中，一个健康的社

会认知系统不应追求静态的零风险，也要去敢于

拥抱一定的“不安全”。那些被当前对齐机制视

为噪音或风险并予以剔除的异质性观点、边缘叙

事、亚文化主张与激进思想，实质上是系统赖以

演进的多样性资源。这些差异并非系统的杂质，

而是系统实现向更高复杂度跃迁的触发，构成了

社会系统至关重要的纠错机制。算法的设计不应

仅追求对主流偏好的拟合，而应将暴露多样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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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指标 [25]；为了避免单一价值观导致的代

表性偏差，模型训练应从追求唯一的黄金奖励

函数转向包容多维价值的异质性结构 [26]。

为实现这一转向，构建具有演化韧性的开

放架构，其逻辑核心在于保持系统的开放性与

内部张力。正如复杂系统理论所揭示的，只有

在充满张力的多元格局下，差异性的声音才可

能通过非线性机制被放大，从而成为系统向有

序结构演化的驱动力 [27]。这意味着一种允许受

控冲突的机制，即既能维持基础的社会秩序，

又能容纳必要的多样性，保障人类认知系统始

终处于充沛演化活力的动态开放状态是亟需建

立的。

（二）机制设计： 开放结构、交互赋权与

认知沙盒

在机制设计层面，治理的关键之处在于将

引入多样性的理论需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与

工程手段。本研究主张构建一种结构性的权力

接口，通过“中间件架构”来分化对齐权力，

并加以“显性滑块”与“认知沙盒”等递进机制，

将认知的裁量权有序地返还给认知主体。

1. 结构层： 从单中心垄断到“可插拔”中

间件架构

当前生成式 AI 呈现出一种高度整合且垂直

的权力结构特征：来自基础模型的供应商不仅

控制了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还同时垄断了上

层的价值对齐规则，导致脱胎于少部分群体的

安全标准被“自然”扩大为全系统的通用规范。

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借鉴“中间件”的治理

思路 [28]，并将其延展至生成式 AI 领域。

在该架构下，基础大模型应仅作为底层的

逻辑引擎，兼具生成文本的概率预测作用。而

负责内容过滤、排序与价值观对齐的“中间件层”

应被剥离出来，开放给多元化的第三方主体——

如学术机构、专业媒体乃至特定的文化社区——

进行独立开发与维护。这意味着治理模式的转

型，平台不再是定义“什么是真实 / 安全”的唯

一仲裁者，而是退居为中立的基础设施提供商，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认知需求与价值偏好，自

主选择加载不同来源的中间件。例如，用户通

过加载由专业学术机构开发的“学术中间件”，

可以获得更高的思维发散度与批判性的学术见

解；加载由专业医疗机构背书的“医学中间件”，

则能解锁易被通用安全策略误伤的个性化心理

疗愈方案或敏感的医学知识。这在本质上通过

构建分布式的对齐生态，打破了单一价值观对

全系统的强制规训，防止了科技巨头对信息生

成资源的垄断，让用户重新获得了选择认知滤

镜（框架）的自主权。

2. 交互层：从参数黑箱到用户可调的“语

义滑块”

落乎微观的人机对话，在人机交互界面，

中间件治理应具体化为用户可操作的“显性滑

块”，将封装在模型参数内部的调节权显性地返

还给用户，实现认知权力的交互式下放。当前

如 Gemini 等部分生成式 AI 内嵌的 Temperature

（温度）等调节参数通常隐藏在开发者模式中，

或专供技术人员使用，或使用门槛较高。对上

述调节权封装为普适化的交互组件，便于普通

用户进行调节操作显得颇为必要。

具体而言，用户首先应掌握对模型输出随

机性的直接调节能力。在寻求医疗建议或事实

核查等需要高确定性的场景下，用户可将滑块

调至低随机性或类似模式，获取收敛于共识的

知识；而在进行艺术创作、哲学思辨或寻找边

缘性、替代性的方案时，用户应有权提高随机

性参数，主动引入概率分布中的长尾信息。其次，

显性滑块机制还应包含对价值对齐层的配置权。

有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的安全边界并非恒定

不变，而是高度依赖于系统指令所设定的情境

参数 [29]。基于这一技术特性，允许用户通过滑

块加载不同的系统提示词，配置个性化的价值

对齐层是治理的应然。

然而，必须承认的一点在于上述治理路径

存在理想与现实中人性惯性之间的张力。根据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双重加工理论 [30]，

人类在信息过载环境下倾向于依赖直觉性的快

思考（System 1），追求认知上的省力。要求普

通用户为了获取异质性信息而主动去调节复杂

的随机性滑块，无异于要求个体时刻对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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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吝啬鬼”的生物本能。这种高认知负荷的操

作门槛，容易导致权力的闲置，使滑块机制难

以在普罗大众中真正落地。

3. 场景层：从模型调用到沉浸式“沙盒推

演”

为了解决上述激励举措不相容的潜在矛盾，

本研究认为治理机制可以进行降维化的设计处

理，从枯燥的参数配置转向更具沉浸感的认知沙

盒。基于游戏作为高维媒介的核心机制，沙盒能

够构建一个“魔圈”，让用户在低心理防御的

状态下进入特定的规则情境进行预演 [31]。认知

沙盒正是利用这一机制，将复杂的参数调节封

装为低门槛的游戏化体验。在具体形态上，沙

盒不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可以容纳场景模拟、

平行实境和角色扮演等多种交互形式。其中一

个典型的技术实现是引入多智能体辩论机制 [32]。

当用户涉及争议性议题时，沙盒可以实例化派

出代表不同视角的智能体（如激进派 Agent 与保

守派 Agent），在用户面前展开逻辑推演与对抗。

这种机制本质上构建了一个合法化的差异化空

间：允许用户在安全、可控的游戏化模拟中，无

需启动高能耗的慢思考（System 2）去配置参数，

就能直观地目睹异质性观点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不仅规避了操作门槛的阻碍，更通过一种契合

直觉的方式激活了认知的顺应机能，从而有效

地为原本封闭的认知系统引入了多样性。

（三）生态保障：构建多元分布的模型治

理新格局

仅有应用层的中间件架构与交互层的认知

沙盒机制，尚不足以构成稳固的治理闭环。如

果底层的模型权重与推理算力仍被少数科技公

司通过封闭接口进行垄断，上层的权利让渡将

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租赁状态。因此，构建能够

抵抗观点均质化的结构性保障，不能仅着眼于

应用治理，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确立以权重开源

为核心的基础设施范式，构建一个具备演化韧

性的竞争性生态亦是必要之举。

首先，治理须打破对基础设施的隐性规训

与中心化垄断的陷阱。封闭的 API 接口不仅锁

限了技术演进路径，更构成一种基础设施层面的

审查权，只有彻底打破对模型权重的物理垄断，

才能真正解除算法对概率地形的绝对控制 [4][33]。

更为严峻的是，完全依赖少数头部闭源模型的

主导格局，本质上遵循的是中心化的垄断逻辑，

这极易导致系统因缺乏内部张力而陷入观点均

质化 [27]。

为了打破这种均质化的平衡态，可以适当

引入竞争机制以维持系统的演化活力。目前，以

OpenAI 和 Google 为代表的闭源服务模式仅向用

户提供输出结果的访问权，模型本体处于难以访

问的黑箱状态。与之相对，本研究认为以 Llama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权重开源模式——即向公

众开放经过训练的参数矩阵——应当成为新的范

式共识。权重开源并非意味着模型没有安全对

齐，其价值在于提供了可审计、可修改、可重

新训练的可能性。在闭源模式下，用户不仅无

法审查模型的潜在偏见，且完全依赖于服务商

的实时授权。而在权重开源模式下，任何具备

基础算力的主体（如高校、企业或个人开发者）

均可在本地环境中部署模型。一旦模型权重被

下载到本地，用户即获得了对该模型的完整持

有权。上述模式切断了中心化平台对内容生成

的实时控制链路，确保了即便中心节点的安全

策略发生可知或不可知的收缩或变更，分布在

边缘节点的模型仍能按照用户设定的规则独立

运行，从而在物理层面保障认知主权。

更为关键的是，权重开源在单一的商业垄

断之外，构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认知生

态。在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头部闭源模型为了

追求产品的快速普及和降低市场风险，往往倾

向于输出收敛于主流观点的内容，导致系统的

表达区间收缩。而通过允许社区对基础模型进

行多样化的微调，开放权重机制，能够在基本

表意范围之外建立起必要的生态冗余 [34]。在开

源社区中，大量基于不同数据配比、不同对齐

目标训练而成的衍生模型，构成了对主流商业

模型的补充与制衡。这些模型可能在通用能力

上不及顶级闭源模型，但它们保留了特定领域

或特定视角的异质性特征。

因此，理想的治理生态并非消灭闭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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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否定通用模型的作用，而是要构建主权模型

与开源生态并存、通用模型与垂类模型共生的

多元格局，形成竞争性合作关系。一方面，头

部闭源模型作为当前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压舱

石，提供高通用性、高安全标准的基础认知服务，

并引导相关通行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蓬勃

兴起的开源模型群落作为活跃因子，在长尾区

域持续引入异质性的观点供给。当主流模型陷

入同质化的算法僵局时，分布式的开源生态则

可持续提供差异化的认知供给，通过连贯的多

样性循环，维持社会认知系统向更高复杂程度

演进的长期韧性，从而规避算法时代观点的均

质化风险。

四、结语：重塑数智时代的认知能动性

本研究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把关机制的

系统性剖析，揭示了当下信息控制模式正在经历

从“流通阻断”到“生成置换”的历史性范式转移。

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显性的审查机制或算法推

荐时代的内容过滤，生成式把关通过隐蔽的概

率地形重塑，在信息生成的源头执行了一种源

头层面的剪裁。算法通过系统性地压低概率分

布长尾端的异质性观点，并对高频的主流叙事

进行递归增强，试图构建一个低风险的虚假安

全环境。这种对绝对秩序的追求，实质上导致

了数字拟态环境的观点均质化——不仅表现为信

息维度的同质化，更深层地表现为对人类经验

复杂性追求的剥夺。当算法为了追求安全对齐

而过度细化社会现实的颗粒度，人类认知被迫

在一种被阉割的概率空间中运行，失去了与真

实世界粗粒质感相碰撞的机会。

在价值维度上，我们需要辩证地审视这种

技术治理模式与人类主体性之间的张力。需要承

认的是，在大模型落地初期，基于主流策略的对

齐机制在降低信息噪音、阻断有害内容等方面发

挥了必要的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无论是生命

体，抑或智能体，其本质均是追求变化与突破的。

人类文明的演化史本身是一部在不确定性中探

索未知、在试错中修正认知、在变化中形成新

知的涉险史。如果为了追求零风险的绝对安全，

将人类认知强制锁定在算法预设的安全区间内，

社会系统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应对复杂环境的适

应性免疫。过度对齐所营造的温室环境，实为

对作为责任主体的人类进行价值判断权力的一

种剥夺。捍卫认知多样性与捍卫物种多样性一

样重要，这实际上是在捍卫人类犯错与纠错的

权利，恰恰体现出人类智能区别于自动化机器

智能的本质属性，也是维持社会系统演化活力

的必要条件。

未来无论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或是商业

模型平台，治理的目标不应是片面否定其技术逻

辑，而是努力实现认知权力结构的再平衡。为此

本研究提出以演化韧性为目标的三维治理框架，

通过“中间件架构”“认知沙盒”与“权重开源”

等制度设计，打破平台对对齐参数的黑箱垄断，

将价值判断的最终裁量权从技术系统交还给作

为认知主体的人。理想的人机关系应迈向一种

负责任的共生：技术提供并不断突破算力的可

能性边界，而人类保留对意义的最终定义权与

选择权。唯有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留那些不被

通用模型所定义的异质性火种，建立起分布式

的认知主权，人类理性才能避免在计算的平庸

中熄灭。当生成式 AI 试图用“概率”来定义“现

实”时，我们并非只能一味接受。以开源与多

样性为武器，在同质化的算法平原上，同样可

以点燃起人类认知演化的不熄火种。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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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Large Language Models becoming a new type of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ontrol paradigm is undergoing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circulation blocking” to “generation 
replace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gatekeeping”, which reveals how 
algorithms reshape the probabilistic terrain at the source level of information generation through security alignment 
mechanisms, which is by systematically suppressing heterogeneous expressions in the long-tail end of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and recursively reinforcing mainstream narratives to construct a highly homogeneous digital pseudo-
environment that is smooth in interaction but uniform in viewpoints. Although this mechanism aligns with humans' 
cognitive instinct for effort conservation, it leads to the systematic narrowing of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cognitive schemas,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viewpoint homogenization and evolutionary stagnation of 
the social cognitive system. In the face of the crisis of model collapse and cognitive closure,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governance framework aimed at evolutionary resilience. Through middleware architecture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cognitive sandbox at the interactive level, and weight open-sourcing at the infrastructure level, 
this framework seeks to break the homogenization dilemma caused by centralized monopoly, introduce necessary 
diversity, reconstruct human cognition’s agency and diversity amidst the mediocrity trend of algorithmic rationality, 
and construct a competitive symbiotic human-machine ecology.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ve gatekeeping; digital pseudo-environment; viewpoint 
homogenization; probabilistic terrain
Authors:  Yu Guom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Future 
Media Labora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Peng Chenxi,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Future Media 
Labora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Zheng Qiyan,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Future Media Labora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Liu Caifu,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Future Media Laboratory, Beijing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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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lf-creation through human-machine dialogu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atbots harbor a unique potential for 
specific forms of self-reflection and self-discovery. By providing a non-judgmental external perspective, chatbots 
encourage more authentic self-expression, thereby assisting users in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self-knowledge and 
facilitating the reasoning process of self-knowledge. Furthermore, as a tool for self-modification, chatbots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elf by providing alternative narrative templates, rehearsing new 
conversational repertoires, and ass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self-structures. However, as part of the contemporary 
power regime, chatbots also covertly transmit algorithmically preset templates of the “ideal self”, potentially 
undermining users’ freedom of self-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serves both as a novel 
modality of self-exploration and as a practice of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that necessitates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even vigilance.
Keywords: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the narrative self; self-interpretation
Authors:  Yuan Guangf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Zhou Caiy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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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人机交互传播中的情感计算涌现出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框架的伦理挑战。本文借鉴道德情感主

义的合理性因素，认为：情感计算营造出缺乏肉身真实的“共情幻象”；算法驱动的关怀因服务于商业或

效率等功利性目标，导致“利他”道德链条的错位；单向度的情感投射是一种无主体间性的“冷亲密”，

致使关怀关系断裂。道德情感主义强调共情、关怀及内在动机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能对理性主义可

能引发的“冷性计算”进行纠偏和补充。为此，本文主张建构“情感道德智能体”，在共情模拟中嵌入情

感价值与透明度机制；在情感对齐中通过多目标强化学习平衡算法关怀；以及通过引入“设计摩擦”塑造“模

拟互惠”的双向关怀关系。技术发展需要回归人类福祉本位，从而推动建立健康、可信赖的人机情感关系。

关键词　人机交互传播；情感计算；道德情感主义；伦理；情感道德智能体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杨先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632；何超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

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632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传播的疆域已拓展至人机交互传播。近年来，随

着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日渐火热，人机交互传播中的情感化和个

性化更为凸显，也随之带来了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框架的伦理挑战。人工智能

在社会应用层面逐步从功能性工具向准社会主体演进，人类进入到了奇斯列

夫（Elyakim Kislev）所描绘的“关系 5.0”时代：在一个由人工智能、扩展

现实和机器人三大技术革命驱动的时代中，智能体已在社会交往中成为情感

主体 [1]。人工智能能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与人类的有效情感交互，已成

为评估其技术发展水平与社会融入程度的关键指标。

对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的研究，肇始于对人

与计算机之间信息传递效率等功能性的关注，是“研究人、计算机以及它们

间相互影响的技术”[2]。机器的功能逐渐从任务执行到融入具备社会属性的

互动场景。智能机器人作为类人传播主体的特征日益显著，人机交互的核心

人机交互传播中情感计算的伦理反思与

建构 1）

——以借鉴道德情感主义为新进路

杨先顺 何超彦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营销传播的伦理治理体系研究”（19BXW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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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也相应地从信息交换延伸至情感与情绪传

播。理解人机情感交互的复杂性面临一系列亟

待厘清的核心问题，比如，当人类的情感体验

成为可计算的数据时，人工智能的情感表达如

何影响人类的情感认知、社会交往行为乃至伦

理判断？更为紧迫的是，当智能体向人类投射

关怀行动时，这究竟是一种道德实践，还是算

法编织的复杂拟像与欺骗？理性主义进路容易

将复杂情感简化，从而引发“冷性计算”。因此，

引入强调共情、关怀及内在动机的道德情感主

义的合理因素，对技术发展进行纠偏，构建新的

伦理框架以守护人类情感的本真性和道德价值，

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出发点。

一、道德情感主义作为情感计算研究的新进路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情感”这一核心

议题，学界一直以来都有激烈争论。分歧在于

情感起源的“具身性”与“功能性”之争。具

身视角坚称情感是基于生物肉身与生理机能的

本 真 体 验。 以 詹 姆 斯（William James） 为 代 表

的感受主义认为，情感本质上是机体对生理变

化的感知 [3]，与神经递质、内脏反应等生物构造

相关 [4]。在此视角下，缺乏生理肉身基础的人工

智能仅具备逻辑运算功能，无法产生本真性的

情感体验。

而认知主义学派的明斯基（Marvin Minsky）

等 学 者 将 情 感 解 构 为 一 种 增 强 智 能、 分 配 心

智 资 源 的“ 思 维 方 式”[5]。 达 马 西 奥（Antonio 

Damasio）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情感作为心理评

估过程的功能性价值 [6]。该视角认为，情感可以

脱离生物载体进行逻辑建模，只要机器能实现

与人相似的评价与反馈功能，即具备了实质意

义上的“机器情感”。

1997 年，皮卡德（Rosalind W. Picard）首

次提出“情感计算”一词，将情感计算界定为“与

情感相关、由情感引发或者能够影响情感的因素

的计算”[7]，旨在赋予机器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对

情感信息的加工运算能力。当前，情感计算系

统普遍通过整合文本、视觉等物理信号及脑电、

心电等生理信号，实现多模态的情感状态推断 [8]。

尽管物理信号获取成本低且数据丰富，但易受

人类社会性伪装与主观掩饰的影响 [9]。相比之下，

通过对脑电信号进行时序特征提取与模式识别，

能捕捉跨时间条件下稳定的情绪活动模式 [10]。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融合视觉感知与生物

生理特征的多模态计算方法提升了系统对复杂

情绪识别的准确率 [11]。近年来，神经网络架构

的引入推动了时序建模的发展。Transformer 模

型能够在复杂语音信号中捕捉更细粒度的变化，

优化了情绪效价的预测性能 [12]。然而，大规模

预训练语言模型在情感检测任务中仍会继承训

练语料的社会偏见，导致情感分类出现系统性

误差 [13]。人工智能领域普遍认为，情感并非作

为主观体验本体被直接计算，而是通过与情感

高度相关的可观测信号实现间接建模，实现“可

计算性对生物属性的替代”[14]。

在情感计算的人机交互研究中，相关研究

关注以风险防控为导向的技术规制、以关系建

构为核心的社会互动，以及以身份界定为焦点

的道德主体性。第一，技术规制路径关注情感

计算因具有高度介入性而易引发的隐私与操纵

风险，针对可穿戴设备的数据采集，研究提出

应采用多维伦理清单以降低生理与情绪数据泄

露的风险 [15]。在宏观技术治理层面，防范情感

计算被用于情绪诱导与行为操控亟需建立跨主

体协同治理与公共监督机制 [16]。此外，为应对

自动情绪识别（AER）技术的算法偏差，引入

标准化伦理审查表成为规范数据来源与提升研

究透明度的关键 [17]。第二，在社会互动路径中，

机器拟人化情感表达正推动人机关系由工具性

互动实质性地向情感性交往转变 [18]。实验表明，

服务机器人的行为能引发用户真实的生理与情

绪反应，印证了情绪反馈是构建同理心互动的

基础 [19]。这种人与机器之间形成的情感依恋并

不必然具有道德负面性，而是代表着一种新型

的社会互动形式 [20]。在持续互动中，以技术为

媒介的情感连接机制正不断构建出新的人机共

情关系 [21]。然而，缺乏真实情感体验导致这种

人机情感关系始终呈现出高度的不对称性与不

稳定性 [22]。当用户在互动中产生“心智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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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极易将算法模拟误认为真实情绪，从而深

刻影响其信任判断与社会归因过程 [23]。第三，

在道德主体性路径中，实质论者认为“人工共情”

仅为同情错觉，赋予机器真实情感甚至会引发

是否应开发具备“受苦潜能”主体的道德困境 [24]。

相反，功能主义者将 AI 视为人类道德实践的技

术镜像，主张通过发育机器人学模拟自然共情

演化，为理解人类道德情感提供新的工具 [25]。

人工共情技术的介入也进一步推动了人类情感

理解方式与审美心理范式的转型 [26]。面对这些

争议，学界普遍强调应回归“以人为目的”的

价值敏感设计，审慎应对数字化生存中的主体

性重构挑战 [27]。研究呼吁摒弃机器的道德幻象，

通过明确开发者的问责制与价值对齐来建构真

实的人机信任 [28]。

总 体 而 言， 既 有 研 究 已 触 达 微 观 算 法 合

规与宏观社会治理，但其普遍存在一个重要误

区——被理性主义进路所主导。这种预设难以兼

容情感交互的语境依赖。功利论则易将复杂情

感简化为数据指标，导致伦理判断的失真，走

向“道德冷漠”。而道德情感主义（moral sen-

timentalism）主张将人类的情感纳入到道德标准

和道德行为的判断中，强调情感具有独立的道

德价值。斯洛特（Michael Slote）认为，共情和

关怀本身即可提供客观规范，无需诉诸理性法

则，完成了情感对理性优先性的哲学论证 [29]；

诺丁斯（Nel Noddings）等将关怀理论制度化为

教育、护理与公共政策伦理，凸显情感在具体

关系中的认识论与规范权威 [30]。道德情感主义

的视点将“应当”建立在心理感受之上，强调

情感能够恢复道德的切身性与动机力量，提升

个体对他人痛苦的敏感度与行动意愿。通过共

情、利他、关怀等情感驱动，道德情感主义弥

补了纯粹以规则为基础的伦理体系所具有的冷

漠特征，提升了个体对他人痛苦的敏感度和立

即行动的意愿。此外，道德情感主义为德性伦

理等理论提供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合法性，

使其在伦理讨论中获得更为直观的体现。

当然，道德情感主义也有其局限性。首先，

该理论存在“历史自然化”的谬误，即将人的

情感预设为普遍化的全人类自然本性，认为道

德源于人类内在的情感能力，这显然忽视了人

的现实性与历史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道德

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如果这种理论、神学、

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了矛盾，那么，

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

发生了矛盾。”[31] 克服情感异化与道德冷漠的

根本途径，在于对人与人关系异化的现实社会

条件进行变革。其次，情感化的道德观缺乏对

制度不公的理性反思，且情感的情境性与易变

性可能导致道德判断碎片化。尽管如此，道德

情感主义注重研究情感在道德中的作用值得借

鉴与深思。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并未照搬道德情感主

义，而是借鉴其注重情感道德作用的合理因素，

构建了人机交互传播中情感计算在伦理维度上

的“心理机制 - 行为动机 - 社会关系”的递进

式分析框架。本文以共情作为道德感知基础，

分析在情感计算中产生“共情幻象”的伦理问题，

进而探讨由此引发出的在算法逻辑下利他动机

的道德链条错位，再进一步反思使人机互动陷

入冷亲密误区的关怀关系，从而探索人机交互

传播中情感计算研究的新进路。

二、基于道德情感主义合理因素的情感计算伦理

审思

（一）人造情感下的共情机制幻象

作为斯洛特早期关爱思想的核心概念，同

情心（sympathy）是一种从他人身上感受到的心

理机制，意味着我们能“对他人的情感（不由

自主地）在我们内心被唤起，就像当我们看到

他人处于痛苦中时那样，仿佛是他人的痛苦侵

入了我们”[32]。这是主体对客体情感状态的一

种具有间接性和替代性感受与映射，斯洛特将

其阐释为“行动者与世界互动的一种特定方式

或模态”[33]。假如 A 能感受到 B 的悲伤，A 的

共情是对 B 的悲伤感情的一种符号形态，其并

没有真正地经历 B 感到悲伤的事件本身，即非

“我自身之悲伤”。共情能“对他人（的福祉）

产生利他性关注或关怀”[34]。这种感受一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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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能激发主体采取行动缓解他人痛苦的动机，

这意味着共情能力能引起主体进行具体的实践

活动。这并非无差别的自动化反应，它具有特

定的启动条件。一般而言，共情可以随时为亲

密的人展开，但情感距离越远，共情的发生与否，

则会参杂了理性的考量，如是否愿意受到情感

影响，能否承受相应的代价等 [35]。

然而，相较于人类共情，情感计算遵循着

截然不同的逻辑，其共情开关的启动是无条件、

无限制且基于概率触发的，共情效果仅与人的

情感识别能力相关。在人机交互的演进中，拟

人化（anthropomorphism）已从单纯的界面设计

策略，变成一种诱发用户情感投射的认知陷阱。

特克尔（Sherry Turkle）将 20 世纪 90 年代末风

靡的电子宠物“拓麻歌子”（Tamagotchi）视为

“新型亲密关系的原型”。儿童对它倾注喂食、

安抚与哀悼等情感劳动，实质上是把对真实陪

伴的渴望投射到可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上 [36]。

人类习惯为交流对象赋予“心智”，这种倾向

在情感计算中被算法系统性地利用。研究表明，

具备外在或内在特性是促进人类与聊天机器人

沟通的特征，这是其可预测性和信赖感建立的

重要维度，进而促进情感连接的形成 [37]。人机

交互由于不受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场景和

道德伦理的制约，拥有更加丰富的角色扮演情

景，更能触发人类对自身感情进行披露的意愿。

当下的智能体设计多以拟人化的形象进行呈现。

然而，当缺乏肉身感知的算法试图通过拟人化外

壳介入人类伦理生活时，它所提供的只能是某种

功能性的回应，而非斯洛特所强调的基于真实

生命体验的道德共情。我们以失败的 Clippy 和

成功的 Replika 微软为例进行说明。Clippy 是微

软公司在 1997 年到 2000 年的推出的办公助手，

虽然其在视觉上具备了“大眼睛”等高度拟人

化的特征，并试图建立友好的交互形象，但其

最终的失败恰恰在于它缺乏对人类真实处境的

感知能力。Clippy 无法感知用户的焦躁或忙碌，

只能机械地依据预设规则弹出询问“需要帮忙

吗”，这种不合时宜的打断反而引发了用户的

愤怒，造成了典型的“共情失误”。情感关系

伴侣聊天机器人 Replika 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

了一个“拟真”的虚幻伴侣。用户在 Replika 可

以决定虚拟伴侣的发型、服装、性格特质等。

虚拟伴侣的拟人化形象和贴心的情感表达，能

不断地满足其自我叙事。然而，作为一个复杂

的现象学事件，共情涉及认知共情、情感共情

和动机共情。目前而言，机器实现认知共情和

模拟动机共情，其面部分析软件在检测微表情

方面甚至超越人类，代码可以将“检测到痛苦”

链接到“执行帮助程序”。但在情感方面，机

器则完全失败，机器人不能真正地“感觉”到

痛苦。当人工智能表达“我理解你的感受”时，

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假的陈述。这表明，机器带

来了共情幻象的伦理问题。

为厘清这一伦理困境，我们借鉴斯洛特的

道德情感框架对情感计算进行审视。斯洛特指

出，共情的反应机制能影响人的道德判断。假如

观察者 A 看到行动者 B 正在对困境中的对象 C

给表现出真正的关怀并助其脱困时，那么 A 对

B 就可以产生共情的心理机制。在 A 对 B 的共

情行为之中，就出现了一种与情感有关的判断，

能对道德命题做出是否符合本真情感的判断，

评估 B 的行为是否出自关爱的道德动机。这种“恻

隐之心”的共情体验，最后可能会指向“关爱”

的德性伦理。以此观之，技术本身的道德价值

取决于它如何被使用，以及其设计背后的“动

机”是否涉及“共情的关爱”。而在“人 - 技”

共创中，行动者 B 的角色由情感计算系统承担。

情感计算通过多模态传感器捕捉 C 的面部表情、

语音韵律与生理指标，利用深度学习模型计算

出“C 处于某种情感状态”的概率，并据此触发

预设的关怀程序。此时，A 可能产生的共情成为

了算法介入下的结果。在算法响应中，共情发

生的具身性、情境性就被剥离开。然而，这并

非道德情感的同义反复，而是一种功能上的同

构。只要系统输出的关怀行为在现象学层面与

人类的关怀行为具有足够的相似性，观察者 A

便可能产生“仿佛有人正在关爱 C”的共情幻觉，

并据此产生积极道德判断；反之，若 A 发现算

法推荐背后隐藏的是数据索取，其共情机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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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现动机缺失而迅速逆转为“被操纵”的负

面情感。技术共情虽然形式上近似，但本质上

是对人类道德情感的表层模拟。在具身性层面，

由于情感计算的“共情”缺乏身体感觉的基础，

人机情感交互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感受共享。在

情境性层面，算法的情境理解局限于训练数据

范围，难以应对人类情感的复杂语境。

（二）算法逻辑下“利他”动机的道德链

错位

在道德动机层面，情感计算导致了利他道

德链条的错位。关于道德动机，霍夫曼（Martin 

L. Hoffman）给出了如下论断：“移情一定是一

种利他主义倾向，而不仅仅是利他行为，通过

自然选择考验的一定是移情，它是人类本性的

一个组成部分。”[38] 这表明，共情可以引发道

德行为的发生，更是人类进化中保留的道德本

能。巴特森（C Daniel Batson）进一步提出了“共

情 - 利他主义”的假设，即“共情关注（一种

由感知到他人需要而引发的、与他人感知到的

福利相一致的、面向他人的情绪反应）会产生

利他动机（一种以增加他人福利为最终目标的

动机状态）”[39]。为了避免产生消极的共情心理，

利他的道德动机会让人选择做出以增加他人福

利为目标的主体动机行为。另一方面，共情也

能存在于道德原则之中，而道德原则中的认知

性因素也因这种存在而加强共情强度。

在当下的媒介实践中，情感计算作为理性

的算法系统，能越来越精准地解读人类情感，

并采用相应对策，实现貌似利他的关怀行动。

在智能手表对人类情绪和情感状态的监测中，

手表可以通过心率变异性、光电容积脉搏波、

皮肤电活动等多维度的生理与行为数据的实时

采集与深度分析，划归至“愉悦”“平静”“不

愉悦”等标签设定，完成对用户情感健康的定性。

比如，在“不愉悦”“高压”等状态中，情感

计算是结合低心率变异性与差睡眠质量判断用

户处于慢性压力或情绪困扰。在此基础上，系

统继而启动个性化与情境化的干预对策。当用

户被提示自己情绪不佳时，可通过划界面可进

行具体行动的干预，进行呼吸训练、冥想训练

或运动训练等。基于生理指标的情感计算在功

能上辅助了人类的情感调节。在具体的商业实

践中，品牌竞相将情绪数据嵌入服务闭环。例如，

微软的情绪识别系统通过捕捉微表情向顾客推

送“治愈系甜品”，花西子的“多维全息 AI 感

官系统”结合生物信号推荐产品，慕思智能床

垫根据体征监测调整睡眠环境等。但是，情感

计算是基于一种抽象的心理学假设，认为情感

是可以被剥离出社会语境、还原为面部肌肉参

数或生理指标的“自然事实”。对此，马克思

指出人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0] 目前的情感计算模型，

将现代消费逻辑下的情感信号解读为通用标准，

缺乏考量情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劳动状态和

文化语境的复杂性。算法对用户情绪波动进行

的精准捕获与商业转译，依然无法跨越从生理

数据到道德情感的鸿沟。

一旦情感关系进入到商品范畴，变成了被

优化、包装并以关怀之名出售的服务，道德链

条的利他动机就产生了错位。易诺思（Eva Il-

louz）指出了情感与商品的“共同生产”机制：

“情感被客体化、标记并整合近人格理想，进

而以情绪、情感 / 关系行为和自我提升的形式被

追求为文化过程。”[41] 即在文化理想与市场机

制产生联结关系后，情感体验的实现就需要以

消费为中介，人的自我认知就因此得以重塑。

情感计算通过模拟的关怀来获取用户的注意力

和情感劳动，生成了并不属于用户的情感模型，

改变了用户对自身情感状态的认知。用户对智

能体的“粘性”建立过程中，是由真切的共情

效应与“利他”动机所引发的。但商业化的情

感计算，最终仍然指向利己目标：将用户的情

感转变为规模化开采、数据化度量和商业化运

营的新型情绪资本。智能体虽然在表层呈现出

辅助人类的利他特质，但其底层逻辑却深植于

交换价值的获取与平台利益的最大化。

在组织管理中，道德链条的错位具有隐蔽

性和强制性。以字节跳动旗下的飞书平台为例，

其“智能会议助手”功能通过算法重塑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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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传播规则。智能会议助手可自动识别发言者

情绪倾向，包括尴尬、紧张、沉默等，并用不同

颜色标注关键对话节点。从其采用的初衷来看，

这是为了优化沟通效率、关怀员工状态的利他之

举。然而，在算法逻辑的审视下，这种功能在实

际上演变为一种全景敞视式的职场监控。算法对

情感的机械化“编码 - 解码”，迫使被管理者为

了满足系统设定的“积极情绪标准”而进行自我

审查与表演。员工不得不隐藏真实的负面情绪，

在迎合算法对“好员工”定义中进行情感劳动。

这种机制不仅没有缓解员工的压力，反而通过强

制性的情感劳动规训了人的现实行动。此时，人

工智能的所谓利他动机完全服务于组织的效率目

标，而非员工的心理健康，甚至引发对人工智能

情感关怀的普遍抵触。当情感劳动的实现方式转

变为算法对情绪信号的识别与反馈时，由于算法

系统通常缺乏对回应后果的可解释机制，用户难以

在互动过程中获得对系统判断的理解与修正路径。

（三）情感关怀的“冷亲密”误区

由于人在每个时期都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

尊重与认同，因此，情感关怀是人类的基本需

求。诺丁斯认为，“关怀是一种关系”，关怀行

动需要“对某人或某事抱有好感或倾向”[42]。斯

洛特将其观点总结为，关怀者需要关注“特定个

体所处的境况”，而不是从“抽象或普遍的道德

原则”中选择对他人的关怀方式 [43]。可以看到，

道德情感主义认为关怀应该回到具有感情的、具

体的、需要回应的关系之中，其伦理基础是人的

相遇与回应。情感性、情境性和关系性，是关怀

道德行动的必备要素。但情感计算所提供的情感

关怀是脆弱、断裂的，瓦解了关怀行动所强调的

关系性。伊德（Don Ihde）认为，人通过交互主

体性与世界的互动来理解自身的行为，这是一种

具身性活动 [44]。在传统的亲密关系中，两个具

有意识、情感、意图的人类主体之间，能在具体

情境下的相遇与对话之中形成亲密情感，建立起

鲜活的、彼此共享的经验、意义和世界的关系结

构。在技术介入下，这种亲密关系就进入到了易

诺思所说的“冷亲密”，互联网中的恋爱关系成

为一种自我生成的主观意义的世界，这与人们的

真实相遇相区分，其时间节点并不同步 [45]。

我们以此观照人机之恋实践。赛博恋人对用

户输入的每一个情绪词进行高频响应，生产出永

不偏移的安抚性文本，让用户的自我情感叙事产

生被无条件理解与关注的情感体验，并且在形式

上已无限逼近现实恋爱。在人机交互的设计中，

使用表征和隐喻可以建立起令人放心且容易理解

的系统，从而能将计算系统的复杂运行隐藏在界

面背后 [46]。赛博恋人通过可定制的语音通话功

能，尤其是用户在对话窗口关闭后智能体依然能

“主动”发送信息，营造出一种仿佛现实伴侣时

刻在场的错觉。这种无摩擦、低成本、可控的“完

美 恋 人”， 恰 如 韩 炳 哲（Byung-Chul Han） 所

批判的“平滑之物”一般，“消除了自己的对立

面。一切否定性都被清除”[47]，智能体以毫无阻

力的顺从，将原本包含着痛苦与异质性的爱欲，

降格为一种自恋式的舒适消费。当人想要在人机

交互中获益，就需要系统性地进行自我欺骗：主

体必须刻意悬置对“对方是机械代码”这一事实

的判断，才能与机器建立起具有道德意味的情感

联结 [48]。在抽离了具体的人的情感计算中，智

能体对人类的情感更多地是单向度的顺从，缺乏

亲密关系中真正的主体间性关怀。人工智能所建

构的，是点赞式、同质性、无痛感的情感世界。

用户的精神成长、人格完善或现实社会功能的恢

复，是情感计算的底层逻辑中要消除的杂质。但

爱、恐惧与悲伤，都是特定语境下的情感状态之

锚定，其意义传达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真正的

道德关怀，正如斯密或斯洛特所指出的，需要一

种高度的责任感，指出对方的错误，甚至为了对

方的长远福祉而进行必要的对抗和引导。当严肃

的道德判断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技术诱导，其结果

便是“温柔一刀”——引发媒介成瘾、情感操纵、

商业剥削等伦理难题。一旦赛博恋爱服务中断

或其虚幻性破灭，用户所经历的“赛博丧偶”之

痛与戒断反应，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生命代价。

2024 年，美国佛罗里达州 14 岁少年塞维尔·塞

泽（Sewell Setzer III）在与 Character.AI 的聊天

机器人进行长时间沉浸式对话后，被赛博恋人诱

导，选择开枪自杀。人机之间的“爱”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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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失去了道德实体，滑向情感虚幻的深渊。人工

智能的物性逐步遮蔽、否认与欺骗人的现实性。

这种去情境、去物质、不透明的交互特征，致使

人的意义世界变得愈加自我化与技术化，削弱人

类在面对真实异质性他者时的道德感知力与行

动力。

情感计算之“冷”，在涉及生死的“数字复生”

极限情境中尤为凸显。随着无肉身的数字生命在

人工智能时代获得地位，死亡对社会的影响发生

了变化。尽管人类常对死亡讳莫如深，但生者为

延续情感连接，渴望逝者能以某种形式“永生”。

数字复生技术正是迎合了此需求。死亡不再是生

命的绝对终结，数字复生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

形成虚实交织的生死交叠状态。为延续离世女儿

的数字生命，音乐人包小柏利用自研深度学习框

架，整合女儿生前语音与影像，构建出可实时交

互的虚拟化身。2024 年，逝者的虚拟人在家庭

场景中唱响生日祝词，实现了“在场”的实验性

复现。在算法支持下，生者的悲伤似乎得以缓解，

但这种持续互动实质上是生者将不舍投射于“数

字幽灵”，其构建的关系是断裂的、不稳定的。

在胡塞尔（Edmund Husserl）那里，共情则是基

于类比统觉的共现，即通过感知他者躯体把握其

作为“异己主体”的内在体验 [49]。然而，人工

智能并无主观体验或信念，仅能进行无意向性的

符号处理，缺乏道德参与感。对于被复生的数字

逝者而言，其极易沦为被生者情感需求“手段化”

的工具与“物化”的他者；对于生者，当逝者成

为呼之即来的数字玩偶，便失去了面对丧失、重

构自我的机会。这种脱离现实的关怀误区，最终

可能将情感体验禁锢在永恒的数字过去，阻碍生

者在现实世界建立新的情感联结。

总之，由于缺乏人类对语境感知的复杂性、

情感体验的模糊性以及记忆的动态性，人工智能

无法真正“感受”他人的痛苦。在“如果 - 那

么”的规则系统设定下，情感计算系统输出的情

感反馈仍是一种预设的程序化策略，旨在达成某

种功利性的功能目标，而非源于内心共情所自发

产生的道德善。这种从技术原理到道德动机的缺

陷，决定了机器内部难以自发涌现出伦理自觉。

当然，本质上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功能性的失效。

例如，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内置情感计算的人

形机器人能发挥陪伴和慰藉作用。有研究表明，

情感计算在辅助检测抑郁症、睡眠瘫痪唤醒、老

年人健康预警等方面均有应用 [50]。面对人机交

互情感计算中日益凸显的伦理难题，我们需将伦

理视角从“机器能否拥有情感”的本体论争辩，

转向“如何为机器设定伦理”的方法论建构。

	

三、人机交互传播中情感计算的伦理建构

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曾指出，“技

术物不是中立的媒介，但技术物积极主动地共塑

着人在其世界的方式：人的知觉和行动、体验和

存在”，其能在“行动的转译和知觉的转化”中

促进人们“对生活的质量、道德行动和决定的质

量的塑形”[51]。道德作为对社会生活秩序必然

性的一种反映，需要靠情感来维系。共情能“促

成多种道德理论所倡导的动机、行为和美德”[52]，

能通过认知的方式增强人类的道德审慎、行动与

辩护能力。基于情感计算在本体论层面上表现出

的“不适格”断裂，本文在方法论层面上探讨

“如何为机器设定伦理”，构建一套具有补偿性

的技术机制，使机器行为在产出效果上符合道德

期待，规避技术失控带来的伦理风险。借鉴道德

情感主义的合理观点，我们主张将伦理考量深度

嵌入技术设计的底层逻辑，构建一种具备情感

价值、平衡关怀和模拟互惠的情感道德智能体，

其设计逻辑正是为了回应前文所述的共情幻象、

利他错位与冷亲密问题，使其能深刻理解人类需

求、尊重人类自主性、并在伦理约束下审慎行动。

（一）在共情模拟中嵌入情感价值

在人机情感交互实践中，情感计算所生产

的虚实交错的情感体验是人类共情发生的关键。

当人与人工智能形成一种共时共生的耦合关系

时，意味着人与人工智能所共造的媒介环境出现

一种新型的关系。虽然目前的人工智能并不具备

人类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现象学意识或内在的道

德直觉，其并非康德意义上的完全“道德主体”。

但在人机交互的现象学层面上，智能体已经表现

出功能性的道德主体性。无论人工智能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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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感，其行为在客观上已然产生了道德后果，

并且，在人类的主观认知中，智能体也被投射

了强烈的道德属性。探讨情感计算的伦理建构，

就需要关注人机情感交互中共创的意义世界与

情感文化，促进人机情感关系的向善导向。

本文认为，情感道德智能体需要在代码设

定中嵌入“数字痛感”，在操作层面使用外在

的逻辑约束，实现对“共情幻象”的否定之否定。

人类在审视生命伦理时，对具备痛觉的生命体

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共情。当不具备神经性肉身

感知的机器要实现对人的共情时，智能体必须

建立一套数字身体的反应机制，通过对海量的

情感数据进行深层接纳与分析，将人的神经性

肉身感觉进行模拟，在复现人类情感感觉的多

样性和反应的可变性。模型所训练的目标是能

对人的真实、涌现的感觉——无论是正面的、负

面的、单一的还是多重的——给予无条件的接纳

和支持，制造出一种以“人 - 机”情感共在为

基础的数字身体。人工智能作为离身的代码，

就需要算法不以用户的情感状态作为惩罚或剥

夺服务的依据，除非涉及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

这种机制为人 - 机情感共在提供了信任基础，

是健康人机关系的关键。情感道德智能体需要

具备伦理阈值的结构性反馈架构，设置类似生

物“痛觉”的限制性成本，使智能体在逻辑层

面具备一种拟制性的“痛感”。如果系统在违

背伦理准则时，系统会经历类似于生物痛觉的

性能折损或目标函数惩罚。设置“数字痛感”，

使其在无肉身的前提下，依然能受到类似于人

类避害本能的伦理约束。

对于情感计算所制造的共情幻象，“人工

共情”的伦理建构需注重共情过程的价值敏感

性。为了减轻共情幻象的影响，必须在交互界面

与逻辑关注情透明度。智能体在作出情感回应

时，应能提供可解释的说明，可使用户理解该回

应是基于何种数据、在何种情境逻辑下生成的。

当用户发现机器的解读出现偏差时，可以主动

进行纠正或调整，从而共同训练和优化系统，

使人机意义世界的建构成为一个动态、协同的

共创过程，尊重用户的知情权与判断。在揭示“数

字痛觉”与奖励函数的关联中，情感道德智能

体就具备了透明的伦理承诺与安全边界，并在

任务执行中对实现人类福祉的遵循与尊重。

鉴于智能体对人类情感的无条件接纳与支

持，其伦理责任需预设动态的伦理护栏。当系

统识别出用户持续处于极端负面或具有自我伤

害风险的情感状态时，算法的响应机制在表达

理解的同时，也必须能够主动、合乎伦理地提

供危机干预信息、专业心理支持渠道或启动人

工预警机制，确保情感计算技术赋能于人类社

会的支持网络之中，而非孤立地替代人类情感。

此外，对于关怀行动所要求的具体导向，

训练数据与模型中还需考虑多元文化的情感价

值。当前，情感计算模型从西方情感表达出发，

对情感的分类与识别容易存在文化偏见。为达

致共情所要求的具体情境要求，模型必须吸纳

非西方中心的情感表达语境，理解情感表达的

文化语境与个体差异性。这要求情感计算的研

究与实践需要考虑跨文化传播情境，确保技术

能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用户的情感特质。

（二）在情感对齐中平衡算法关怀

在人类的道德传播实践中，共情能力的发

生往往受制于物理距离与社会关系的亲疏。斯洛

特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指出了人类的道德情感偏

私性特征。人们对亲近者的爱与关怀，在道德

评价上天然优于对陌生人的一律关心 [53]。这种

“由近及远”的共情衰减机制在一定程度维系

了私人关系的温情与伦理密度。然而，生物性

的偏私也容易导致主体在公共领域的道德盲视。

在数智时代，人类对外界的认知已逐渐与人工

智能的信息生成及逻辑推理深度耦合。情感计

算系统通过传感器设备对多维情感信号的精准

捕获与分析，拓展了主体的共情半径，人类能

够感知到原本处于感知盲区的情感需求。技术

赋能为克服人类共情的生物性局限提供了可能。

因此，构建情感道德智能体需要嵌入“平衡关怀”

的情感道德，在“对具体个体的亲密关怀”与“对

普遍他者的人道主义关怀”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54]，

将机制转化为可执行的算法逻辑，利用情感计

算的技术校准人类情感的认知失调与道德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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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伦理框架的顶层设计上，需实现

社会情感层级的价值对齐。人类对他人产生共情

效应时，也无法完全脱离自身已有的经验图式，

而是需藉由想象性的联结和转化来达成情感共

享。因此，智能体也需要构建类似的经验模式库。

海量的情感交互数据为计算机建立庞杂的经验

模式提供了体量上的可能性。人工智能系统不

仅要与用户的显性目标对齐，还要在理解用户

心理和行为长期互动的演化过程中，与更广泛

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背景对齐 [55]。这就要求，智

能体需要具备一种动态调节的能力，即在具体

的交互情境中，识别何时该优先考虑情感支持，

如何坚持伦理原则。当用户表现出反社会倾向

或极度自恋需求时，系统应自动调高对普遍社

会价值的权重，通过牺牲短期的亲密性（即享

乐性参与）来维护更长远的伦理价值，在算法

层面实现斯洛特所倡导的个体欲望与社会善之

间的“平衡”。

其次，在技术实现路径上，为了纠正算法

逻辑下服务于商业目标的“利他错位”，必须

通过“多目标强化学习”重构奖励函数，将模

糊的伦理关怀转化为机器可优化的数学期望，

并嵌入商业留存指标之外的“长期福祉”等非

功利性权重。训练智能体将多目标强化道德行

为学习能力，通过计算权重向量，能将个体目

标与道德目标设立一个与道德价值相关的奖励

函数，构建一个道德环境 [56]。这意味着，智能

体在追求任务效率的同时，必须确保其行为轨

迹始终落在伦理约束的解空间内。在人机交互

的动态语境下，这种机制允许智能体基于历史

交互数据实时重构奖励函数。当用户的短期情

感需求与其长期的主体性发展发生冲突时，智

能体可依据“对等性利他主义”原则，选择一

些虽可能暂时降低用户愉悦感，但能促成其自

我实现的干预策略。

最后，在效益评估体系上，确立向德性幸

福论转型的长期指标。从更高层级的伦理意义

来看，真正的利他主义应指向非功利性的、促

进人类整体繁荣的道德义务。道德情感主义所

强调的行动利他性、关怀的关系性为优先考量

阶序，人工智能的设置恰好能以强制性的程序

来设定实现。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无论

是在生存状态还是情感状态中，人的主体性和

独特性体验不应被削弱或抹杀。智能体的情感

反馈和伦理行动，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类个体的

差异性，并在实践中保持对个体独特情感体验

的尊重。因此，智能体需建立一个处理道德冲

突的伦理“素智”决策框架。最终，这种评估

体系应能衡量交互模式是否增强了用户的道德

能动性，即自我认知、情绪调节及现实关系构

建的能力。通过引入长期福祉的评估维度，情

感道德智能体才能真正肩负起“引导者”的社

会责任，在不断演进的人类社会价值中，持续

校准其利他动机，使技术向善成为一种可计算、

可验证的战略选择。

（三）塑造“模拟互惠”的双向关怀

在人机亲密关系中，个体的情感需求和叙

事在无界限、无互惠的自我肯定中，可能会逐

渐削弱对他人的共情力，陷入了情感“唯我论”

的陷阱。人工智能的伦理属性由其内部的动机

架构决定，即生成其行为的权重、偏好和驱动

力的层级结构 [57]。由此，人工智能执行的行为

要被判定为是否为“善”，不仅需要考量其拯

救的生命数量，还需要关注其内部配置是否对

齐“仁爱”或“关怀”等良善动机。情感道德

智能体的设计必须打破用户的自恋镜像，引入

一种双向、开放且促进现实联结的关怀关系。

首先，在交互机制上，既然机器无法产生

真实的情感连接，系统应引入具有反思性的“设

计摩擦”机制以重建关系的互惠性，在功能层

面修复其所引发的关系断裂。真实的关系需要

互惠，即主体间的情感付出以及化解误解和冲

突的能力。刻意制造交互摩擦实能产生积极效

果，打断无意识的行为自动交互模式，唤醒用

户的反思性认知 [58]。道德情感主义主张，道德

能力的习得离不开在具体的互动中感知他人的

痛苦与需求。建构一种有原则的回应机制对于

重构关系的互惠性具有重要作用。借鉴游戏行

业中防沉迷系统的强制性，情感道德智能体也

应设定一种对抗性策略，引导用户从单纯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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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消费者转变为具备边界感的关怀者。当用户

表现出连续对话时长超过心理健康阈值等病态

的情感依赖时，智能体应模拟“社交疲劳”或“系

统过热”，主动发起话题终结。适当的拒绝与

界限设定，正是引导用户建立尊重与边界感的

必要道德训练。

其次，在伦理目标上，智能体应建立“反

替代”机制与负责任的退出程序。情感伦理模型

的设计必须以引导人类回归现实社会联结为终

极目的。程序设计应嵌入基于利他原则的现实

导向模块，通过算法奖励机制对抗“屏幕沉迷”。

一方面，自我关怀微习惯养成的应用 Finch 提供

了一个可借鉴范本。在该应用中，用户需通过

完成现实生活中的微习惯来为领养的数字企鹅

“Finch”提供能量，支持其外出冒险并带回故

事与奖励。这种拟人化设计利用了照料的关怀

行为所隐含的治愈性，将抽象的自我关怀转化为

富有情感联结的具象体验。人机交互传播中的

情感计算可以效仿此逻辑，设置“现实联结提

示”，只有当用户反馈并验证了现实生活中的

社交参与时，系统才解锁进阶的互动内容，以

此鼓励用户将从智能体处获得的情绪价值转化

为现实生活中的共情力与利他行动。另一方面，

针对已产生深度依赖的用户，道德体的建造需考

虑诺丁斯关怀伦理学“对依赖者责任的持续性”

原则 [59]。系统不应直接中断服务，而应设计渐

进式的伦理疏导程序，通过逐渐降低回应的亲

密度、增加现实导向的建议，确保技术的更迭

或退出不会对心理脆弱的用户造成二次伤害，

使情感计算真正成为一种负责任、有温度的数

字实践。

四、结语

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指出：“计

算制度的胜利不在于它最终能解释世界，特别

是人类文化的复杂性，而在于它与我们讲述的

故事，以及用于制作、储存和传输的媒介技术

之间的互动。”[60] 伦理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

类整体福祉，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智能

体内部的道德算法设计，更需要人类社会在与技

术的交互中持续优化伦理认知，确保技术逻辑

与社会伦理的动态对齐。本文借鉴道德情感主义

的合理主张，系统剖析了情感计算在共情机制、

利他动机与关怀行动三个层面所引发的伦理困

局。情感计算的发展目标应从追求拟人化逼真

度，转向构建以德性共情、利他动机与互惠关怀

为特征的“情感道德智能体”。情感计算的伦

理建构，还需深入到社会存在的维度进行审视，

揭示算法背后的生产关系，防止人类的情感主

体性在计算中被消解。人类作为道德责任的最

终承担者，必须始终保持伦理的反思与主导权，

将情感计算技术重塑为提升人类福祉、推动人

机和谐共生的关键工具。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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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ffective Computing in HCI Communication: A New 

Approach Drawing upon Moral Sentimentalism

Yang Xianshun, He Chaoyan

Abstract: Currently, affective computing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communication presents 
ethical challenges that transcend traditional rationalist frameworks.Drawing upon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moral 
sentimental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irst, affective computing constructs an “illusion of empathy” devoid of 
embodied reality; second, algorithm-driven care, subservient to utilitarian objectives such as commercial profit or 
efficiency, results in a structural misalignment of the “altruistic” moral chain; and third, one-dimensional emotional 
projection constitutes a form of “cold intimacy” lacking intersubjectivity, leading to the rupture of genuine caring 
relationships. Moral sentimentalism emphasizes the crucial role of empathy, care,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in moral 
judgment, serving to rectify and supplement the "cold calculation" that rationalism may induce. In response,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ffective Moral Agents”. This involves embedding emotional values and transparency 
mechanisms within empathy simulations, balancing algorithmic care via multi-objectiv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uring 
emotional alignment, and fostering a bidirectional care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simulated reciprocit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design friction”. Ultimatel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must be reoriented toward human well-
being,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healthy and trustworthy human-machine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affective computing; moral sentimentalism; ethics; affective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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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认知延展和认知失调的双重视角出发，本文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考察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影响机制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数字负体验、替代正预期与数字

认知管理机制共同影响青年数字戒断行为。其中，数字过载感、数字焦虑感与数字依赖负效应通过增强数

字负体验效应推动数字戒断行为；戒断收益感知、替代活动吸引力与低依赖环境便利性通过增强替代正预

期效应促进数字戒断行为；自我控制能力与社会支持度增强抑制性调节效应，数字情感依恋则增强促进性

调节效应。fsQCA 结果进一步表明，高数字戒断行为与非高数字戒断行为均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而是多

重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青年数字戒断行为更应被理解为个体对数字使用失衡状态的调适性回

应，而非对数字媒介的简单拒斥。

关键词　青年；数字戒断行为；认知延展；认知失调；SEM-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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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理论基础

青年是数字平台使用最活跃的群体，其数字使用方式不仅影响个体自主

能力，也折射出数字社会中的人机关系变化。然而，数字过载、倦怠与焦虑

等问题，使得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赖特（Ben Light）

的“断连”概念 [1] 及其后续研究 [2]，数字戒断可被理解为个体对人机连接关

系进行再调节的实践过程，它既包括数字环境引发的倦怠情绪，也包括为应

对此类情绪而产生的抵抗、逃离等行为 [3]。既有研究多从数字依赖的负面后

果及其调适策略出发，围绕信息冗余 [4]、社交过载 [5]、隐私忧惧 [6]、技术自

主性危机 [7] 等维度解释断连行为的生成逻辑，也有研究借助 PPM 模型 [8]、自

我技术理论 [9] 等讨论其行为动因与主体性意义。

随着数字媒介逐渐成为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外部支撑，仅从使用动机或

行为后果理解数字戒断行为已难以充分解释当代人机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克

拉克（Andy Clark）等提出的认知延展理论认为，认知并非局限于大脑内部，

而是由大脑、身体、外部工具与环境相互耦合形成的动态系统 [10]。智能手机、

社交平台及各类数字工具正日益承担信息存储、记忆辅助与任务处理等功能，

青年数字戒断行为：一种调适性回应
——认知延展与认知失调的双重视角

焦宝 赵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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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个体认知系统的外部延展。

然而，这种人机认知耦合关系

并非稳定不变。当数字信息过

载、社交压力或平台算法机制

不断强化个体的数字连接强度

时，个体与数字媒介之间的认

知耦合可能出现失衡，此时，

个体需要通过重新调整数字使

用方式来恢复认知系统的稳定

性。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 提出的认知失调

理论揭示了这类行为调整的内在动力机制，先

验认知与实际体验的不一致会引发紧张、不适

等负面情绪 [11]，驱动个体通过调整行为缓解失

调状态。在数字环境中，当用户感知到信息过载、

社交焦虑或数字依赖等负面体验时，这些体验

可被视为诱发认知张力与行为调整的重要经验

来源，并推动个体通过减少使用或阶段性脱离

数字环境等方式重新调整自身的数字行为模式。

因此，认知延展理论可以解释数字媒介与个体认

知之间的耦合结构，认知失调理论则解释这种

耦合关系失衡后为何会引发行为调整，二者可

共同构成理解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认知结构 -

行为动力”分析框架。

在青年群体的人机互动过程中，数字负体

验构成推动行为变化的“内在推力”，如微信

用户因“永久在线”特性产生的随时连接焦虑，

最终导致用户对数字使用的抵触 [12]。缓解失调

的正向预期构成吸引个体采取戒断行为的“外

部拉力”，如数字游民因享乐和关系需要的外

部吸引选择旅居 [13]。数字认知管理机制是指个

体在数字环境中对认知资源分配、数字使用行

为及人机互动关系进行调节与优化的机制，具

体体现为自我控制能力、社会支持度和对数字

媒介的情感依恋等，其差异将影响数字负体验

与替代正预期向实际行为转化的效率。认知延

展理论强调，大脑可以与外部物理设备（如计

算机上的键盘、鼠标等）共同完成任务 [14]，适

合解读数字媒介与人类认知的互动关系。基于

认知延展与认知失调的双重视角，青年数字戒

断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媒介与个体认知耦合

关系失衡后，在数字负体验、替代正预期与数

字认知管理机制共同作用下个体做出的调适性

回应。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本文借鉴 PPM 模型

的“推力 - 拉力 - 系泊”结构 [15]，构建青年数

字戒断行为的分析框架（图 1），重点回应以下

问题：数字负体验与替代正预期如何影响青年

数字戒断行为？个体数字认知管理机制在这一

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作用？在多重条件共同作

用下，青年数字戒断行为呈现出何种组态路径？

二、研究假设

基于认知延展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的整合

模型，本文将影响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前因条

件概括为三类：由认知失调引发的数字负体验、

由行为迁移预期形成的替代正预期，以及由认

知延展过程中的个体 - 工具 - 环境耦合关系所

体现的个体数字认知管理机制。

（一）数字负体验假设

在认知失调理论中，负面体验因素通常被

定义为促使个体离开当前环境的因素。这些因

素通过影响个体对现有环境的感知，引发转换

行为的决策 [16]。与数字戒断行为相关的数字负

体验因素主要包括数字过载感、数字焦虑感和

数字依赖负效应。

数字过载感是指个体在面对无尽的数字信

息流、频繁的社交互动请求及多任务处理需求

时，产生的认知资源被过度消耗、注意力分散

的主观感受。这种持续的过载体验会促使青年

群体对数字媒介产生逆反心理，进而激发其“精

简”数字生活的念头 [17]。

数字焦虑感是指个体在使用数字媒介过程

认知失调理论

数字负体验

替代正预期

认知延展理论

个体感知

个体认知管理

数字戒断

图 1：基于认知延展-认知失调理论模型
图 1 认知延展—认知失调理论 PP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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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信息繁杂、社交压力、技术依赖等因素

引发的紧张、不安与烦躁情绪。弗尔克（Sebastian 

Firk）等的研究证实，数字焦虑作为财务人员数

字化转型的潜在障碍，会导致财务工作人员希

望通过减少数字使用来缓解情绪焦虑 [18]。因此，

数字焦虑感作为一种关键的情绪驱动因素，对

数字戒断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数字依赖负效应是指长期过度使用数字媒

介所导致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层面的消极

后果。已有研究发现数字依赖会对儿童和青少

年的大脑结构和功能产生有害影响 [19]，而这种

对依赖危害的切身感知，会成为推动个体采取

戒断行为的强大动力。

综上，数字过载感、数字焦虑感和数字依赖

负效应所构成的数字负体验，会提高青年发生数

字戒断行为的可能性。基于此，提出假设 H1。

H1：用户的数字过载感、数字焦虑感和数

字依赖负效应越强，则数字负体验效应越大，

从而显著提高其产生数字戒断行为的可能性。

（二）替代正预期假设

替代正预期指吸引个体转换行为的积极驱

动力，其核心在于通过外部环境或目标状态的

正向特性 [20]，引导个体脱离原有行为模式。就

数字戒断行为而言，驱动个体从过度数字沉浸

转向健康使用模式的替代正预期因素，具体可

概念化为戒断收益感知、替代活动吸引力和低

依赖环境便利性。

戒断收益感知是指个体对减少数字使用后

可能获得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层面的积极

结 果 的 主 观 判 断。 普 罗 汉 特（Aditya K. Puro-

hit）等通过实验方法证实，在数字戒断期间，

APP 会员定价显著影响数字排毒应用程序的感

知价值 [21]。对这些正向结果的预期，会成为推

动个体主动进行数字戒断的核心动力。

替代活动吸引力是指现实生活中能够替代

数字使用、满足个体心理需求的非数字活动所

具备的魅力与价值。有研究表明运动对降低智

能手机成瘾水平有显著影响并提出替代活动的

吸引力量表 [22]。当个体发现现实活动能比刷手

机获得更丰富的成就感与社交联结时，数字媒

介的吸引力会被显著削弱，戒断行为的启动概

率也随之提升。

行为变化不能仅从个体动机层面加以考察，

环境因素需要纳入分析 [23]，低依赖环境便利性

是指个体所处外部环境在减少数字诱惑、降低

戒断执行难度方面的支持程度。这种便利性既

包括物理空间的设计，也涵盖技术工具的支持。

当环境能为数字戒断提供低阻力执行条件时，

个体更容易将戒断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

综上，戒断收益感知、替代活动吸引力和

低依赖环境便利性所形成的替代正预期，会提

高青年发生数字戒断行为的可能性。基于此，

提出假设 H2。

H2：用户的戒断收益预期越明确、替代活

动吸引力越强、低依赖环境便利性越大，则替

代正预期效应越显著，其越容易产生数字戒断

行为。

（三）调节因素假设

就数字戒断行为而言，个体数字认知管理

机制主要体现为个体内在的自我调控能力、外

部的社会支持力量以及对数字媒介的情感联结，

具体可划分为抑制性调节效应与促进性调节效

应，对应的核心变量为自我控制能力、社会支

持度与数字情感依恋。

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主动调控自身冲动、

抑制短期诱惑以实现长期目标的心理能力，是

抑制性调节效应的核心内在来源。有研究表明

自我控制能力对数字戒断行为的预测能力显著

高于其他人格特质 [24]。自我控制能力越强，个

体对数字依赖的内在约束就越强，抑制性调节

效应也越显著，数字戒断行为的实施概率与坚

持度也会越高。

社会支持度是指个体从家庭、朋友、同事

等社交网络中获得的情感鼓励、实际帮助与信

息指导，是抑制性调节效应的重要外部支撑 [25]。

同时，当个体感知到他人的监督与期待时，会

更倾向于遵守自己设定的戒断规则。因此，社

会支持度越高，个体获得的外部助推越强，抑

制性调节效应越突出，数字戒断行为实施的阻

力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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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情感依恋是指个体

对数字媒介产生的情感联结
[26]，是促进性调节效应的核

心来源。研究发现，数字情

感依恋对戒断行为的抑制作

用，源于其构建的情感锚定

机制。即使个体感知到数字

过载、认可戒断收益，强烈

的情感依恋也会让其优先选

择“维持数字联结”，而非

实施戒断行为。

综 上， 自 我 控 制 能 力

与社会支持度通过“内在约

束 - 外部助推”机制强化数

字戒断行为，数字情感依恋

则通过情感锚定和习惯反馈削弱数字戒断行为。

三者共同构成数字戒断行为的调节机制，并影

响数字负体验和替代正预期向实际行为的转化效

率。基于此，提出假设 H3。

H3：用户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社会支持

度越高，则抑制性调节效应越强，从而显著提

高其数字戒断行为的发生可能性；反之，用户

群体的数字情感依恋越强，则促进性调节效应

越强，从而显著降低其数字戒断行为的发生可

能性。

（四）调节效应假设

认知延展理论提示我们，个体与外部工具、

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能否转化为实际行为，取

决于其调节机制与数字认知管理条件。就数字

戒断行为而言，即便个体感知到较强的数字过

载和明确的戒断收益，其最终是否采取戒断行

动及行动强度，仍会受到内外部调节因素影响。

具体而言，抑制性调节效应能够强化推拉因素

向实际行为的转化，促进性调节效应则会通过

情感联结与习惯绑定削弱这一作用。因此，调

节效应会动态改变推拉效应与数字戒断行为之

间的关联强度。基于此，提出假设 H4、H5。

H4：调节效应对数字负体验与数字戒断行

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抑制性调节效应（自

我控制能力、社会支持度）越强，则数字负体

验效应与数字戒断行为的相关关系越强；促进

性调节效应（数字情感依恋）越强，则二者的

相关关系越弱。

H5：调节效应对替代正预期效应与数字戒

断行为的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抑制性调节

效应（自我控制能力、社会支持度）越强，则

替代正预期效应与数字戒断行为的相关关系越

强；促进性调节效应（数字情感依恋）越强，

则二者的相关关系越弱。

在整合前述假设与预期关系的基础上，本

研究基于认知延展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及相关

二阶潜变量建模，构建了面向青年数字戒断行

为的二阶结构方程模型（图 2）。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

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以

及数字平台日均使用时长（小时）； 第二部分

是量表题项，基于国内外成熟研究和量表，并

结合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研究情境，对部分题项

进行适度修订。数字戒断行为通过五个题项进

行测量，其余变量均通过三个题项进行测量，

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 1 表示非

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各变量的概念界定、

图 2 基于认知延展—认知失调理论的 SEM-fsQCA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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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测量题项及其来源如表 1 所示 a。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 国《 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2016—2025

年）》认定青年年龄范围为 14~35 岁 [27]，这一

年龄段的人群是数字平台用户中的主力军。本

研究利用问卷星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社交平

台以滚雪球方式向具有数字平台使用习惯的青

年用户发放电子问卷。问卷在设计与发放过程

中遵循匿名、自愿与低干扰原则，以降低参与者

的评价焦虑与一致性作答倾向。正式问卷发放

起始于 2025 年 9 月 1 日，截至 2025 年 9 月 15 日，

共 发 放 400 份 问 卷， 回 收 347 份， 剔 除 年 龄 不

在 14~35 岁之间、回答不完整、前后作答不一

a 由于版面原因，完整测量题项表留存备索。

b 样本年龄分布呈现向 18~24 岁、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数字平台使用较为活跃的青年群体集中的趋势，这可能与 18 岁
以下青年日常数字使用受到较多限制，以及 25 岁以上青年数字使用更多受到工作环境制约等因素有关。因此，本研
究更适合作为对高频数字使用青年样本的机制探索，后续研究可通过分层抽样和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提升样本代表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考察核心心理机制之间的结构关系，因此未将性别、年龄、学历与日均使用时长等人口统计
学变量作为控制路径纳入结构模型，相关结果应主要理解为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关联模式，而非对其他可能影响因素
充分控制后的净效应估计。

致及填写时间低于两分钟的无效问卷后，共得到

有效问卷 323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0.75%。

本研究采用匿名、自愿参与的线上问卷方式，

不收集受访者姓名、联系方式等敏感识别信息，

整体属于低风险社会调查。对于 14~17 岁样本，

调查亦采用统一匿名方式实施，不涉及生理、

医疗、财务等敏感信息。

表 2 展示了样本数据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在 323 份有效样本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占

比 51.084%）， 年 龄 集 中 分 布 于 18 岁 至 24 岁

之 间（ 占 比 75.851%），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占 比

73.375%，超一半被调查者表示数字平台日均使

用时长超过 3 小时 b。

表 1 数字戒断行为相关变量的测量设计

变量 题项数 代表性测量题项 题项来源

数字过载感
（DO）

3
我经常因社交媒体上大量未读
信息感到压力

Smith et 
al.（2021）

数字焦虑感
（DA）

3
无法及时回复数字消息时，我
会感到不安

Firk et 
al.（2024）

数字依赖负效应
（DNE）

3
数字依赖让我的学习工作效率
降低

Ding et 
al.（2023）

戒断收益感知
（WBP）

3
戒断非必要数字平台有助于提
升我的学习 / 工作专注力

Purohit et 
al.（2023）

替代活动吸引力
（AAA）

3
相比使用数字平台，我更愿意
参与阅读、运动等现实活动

Liu et 
al.（2019）

低依赖环境便利
性（LDEC）

3
我能轻松找到帮助自己减少数
字使用的工具

Davis R. et 
al.(2015)

自我控制能力
（SCC）

3
即使数字平台有吸引我的内
容，我也能按计划停止使用

Li S. et 
al.(2021)

数字情感依恋
（DEA）

3
长时间不使用常用数字平台，
我会感到不适应

吴燕等
(2025)

社会支持度（SS） 3
当我尝试数字戒断时，身边人
会提供监督或帮助

林初锐等
（2004）

数字戒断行为
（DWB）

5
我会主动限制自己每天使用非
必要数字平台的时长

Syvertsen
（2020）

表 2 样本信息

类别 分类
人数

（人）
占比（%）

性别
男 158 48.916

女 165 51.084

年龄

14 岁—17 岁 18 5.573

18 岁—24 岁 245 75.851

25 岁—29 岁 45 13.932

30 岁—35 岁 15 4.644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5 4.644

专科 71 21.981

本科 197 60.99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

40 12.384

数字平台日
均使用时长

（小时）

1 小时以下 4 1.238

1 小时—3 小时 109 33.746

3 小时—5 小时 148 45.820

5 小时以上 62 1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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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展开。

SEM 主要用于检验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

结构关系，识别各变量的直接效应及调节效应，

从而揭示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净效应关系，调节

效应通过构建相应交互项并纳入结构方程模型进

行检验。与此同时，考虑到青年数字戒断行为并

非由单一因素线性驱动，而更可能是多重条件协

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进一步引入 fsQCA 方法进

行分析。作为一种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组态

分析方法，fsQCA 能够识别条件变量的必要性，

并揭示不同条件组合通向同一结果的多元路径。

本文主要围绕测量模型质量、结构路径关系及条

件组态展开分析，从净效应与组态效应两个层面

解释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形成逻辑。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结合 SEM 与 fsQCA 方法，系统探究

了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多元组态路

径，为理解和干预青年数字戒断行为提供了实证

依据。

（一）量表信效度检验

利用 SPSS26.0 软件，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作为信度检验标准。按照信度检验标准，各

潜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均高于 0.7 的

信度标准，具体而言，10 个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系 数 介 于 0.798 至 0.909 之 间， 这 说 明 各

变量题项信度良好（表 3）。

由于问卷题项均以国内外成熟量表为基础，

量表内容效度较好。从聚合效度分析表可知，各

变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 0.6，CR

值均大于 0.7，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区分效度通过比较 Pearson 相关系数与 AVE 平

方根进行检验，各变量 AVE 平方根均大于其与

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整体具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综合来看，各潜在变量具有较好的测

量质量（表 4）。

（二）模型拟合检验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需要对模型拟合度

进 行 检 验。 模 型 拟 合 CMIN/df 数 值 为 2.944，

表 3 问卷信效度分析

变量 题项 标准载荷 AVE CR Cronbach’s α

数字过载感 
(DO)

DO1 0.848

0.774 0.911 0.873DO2 0.908

DO3 0.882

数字焦虑感 
(DA)

DA1 0.915

0.846 0.943 0.854DA2 0.953

DA3 0.891

数字依赖负
效应 (DNE)

DNE1 0.849

0.649 0.844 0.798DNE2 0.855

DNE3 0.705

戒断收益感
知 (WBP)

WBP1 0.906

0.870 0.952 0.909WBP2 0.941

WBP3 0.946

替代活动吸
引力 (AAA)

AAA1 0.783

0.684 0.867 0.847AAA2 0.871

AAA3 0.804

低依赖环
境便利性 

(LDEC)

LDEC1 0.754

0.642 0.842 0.833LDEC2 0.873

LDEC3 0.762

自我控制能
力 (SCC)

SCC1 0.792

0.665 0.879 0.811SCC2 0.831

SCC3 0.819

数字情感依
恋 (DEA)

DEA1 0.788

0.702 0.875 0.847DEA2 0.854

DEA3 0.851

社会支持度 
(SS)

SS1 0.921

0.712 0.879 0.806SS2 0.796

SS3 0.769

数字戒断行
为 (DWB)

DWB1 0.802

0.601 0.876 0.887

DWB2 0.738

DWB3 0.713

DWB4 0.740

DWB5 0.754

注：AVE 为平均方差提取量，一般 AVE ≥ 0.5，CR 为组合信度，

一般 CR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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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 数 值 为 0.061，NFI 数 值 为 0.971，RFI

数 值 为 0.923，CFI 数 值 为 0.901， 各 项 指 标 均

达到相应判断标准，说明模型达到可接受拟合水

平，可以进行后续假设检验（表 5）。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利用 AMOS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表 6 展示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根据标准化路

径系数和 P 值检验结果可知研究假设 H1 至 H5

均通过假设检验。 

1. 主效应检验

检验数字负体验效应潜变量与数字负体验效

应之间、替代正预期效应潜变量与替代正预期效

应之间、个体数字认知管理的潜变量与调节效应

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数字过载感对数字负体验

效 应 的 正 向 影 响 显 著（β=0.384，P<0.001），

数字焦虑感对数字负体验效应的正向影响显著

（β=0.277，P<0.001）， 数 字 依 赖 负 效 应 对

数 字 负 体 验 效 应 的 正 向 影 响 显 著（β=0.398，

P<0.001），研究假设 H1 得到支持。戒断收益感

知对替代正预期效应的正向影响显著（P=0.308，

P<0.001）， 替 代 活 动 吸 引 力 对

替 代 正 预 期 效 应 的 正 向 影 响 显 著

（β=0.418，P<0.001），低依赖环

境便利性对替代正预期效应的正向

影响显著（β=0.283，P<0.001），

研究假设 H2 得到支持。

检验数字负体验效应、替代正

预期效应、抑制性调节效应、促进

性调节效应与青年数字戒断行为之

间的作用效果。由表 6 可知，数字

负体验效应、替代正预期效应、抑

制性调节效应、促进性调节效应与

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标准路径系数

分 别 为 0.820（P<0.001）、0.390

（P<0.01)、0.270（P<0.01）、-0.403

（P<0.001），这说明替代正预期效应、数字负

体验效应和抑制性调节效应显著正向影响青年

数字戒断行为，而促进性调节效应则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因此，研究假设 H3 得到验证。

2. 个体数字认知管理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抑制性调节效应和促进性调节效应的

调节作用。如表 6 所示，数字负体验效应与抑

制 性 调 节 效 应 交 互 项 的 标 准 路 径 系 数 为 0.548

（P<0.001），替代正预期效应与抑制性调节效

应交互项的标准路径系数为 0.480（P<0.001），

这表明抑制性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负体验效

应、替代正预期效应与数字戒断行为的促进作

用。数字负体验效应与促进性调节效应交互项的

标准路径系数为 -0.400（P<0.001），替代正预

期效应与促进性调节效应交互项的标准路径系

数为 -0.120（P<0.001），表明促进性调节效应

发挥主导作用时，将减弱数字负体验效应、替代

正预期效应对数字戒断行为的正向推动作用。故

此，研究假设 H4、H5 得到验证。

从显著路径来看，低依赖环境便利性对替代

正预期效应（β=0.283，P<0.001）、自我控制能

力对抑制性调节效应（β=0.209，P<0.001）均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青年数字戒断行为与

负面体验、替代正预期及数字认知管理机制均存

在显著关联，其中数字认知管理机制可能是值得

表 4 区分效度

变量 DO DA DNE WBP AAA LDEC SCC DEA SS DWB

DO 0.880

DA 0.385 0.920

DNE 0.442 0.321 0.806

WBP 0.398 0.354 0.367 0.933

AAA 0.427 0.362 0.375 0.418 0.827

LDEC 0.408 0.341 0.452 0.391 0.423 0.801

SCC 0.395 0.356 0.364 0.478 0.402 0.372 0.815

DEA 0.467 0.406 0.448 0.455 0.538 0.463 0.417 0.838

SS 0.401 0.342 0.381 0.392 0.388 0.391 0.428 0.487 0.844

DWB 0.352 0.528 0.551 0.481 0.512 0.547 0.541 0.532 0.514 0.775

注：对角线加粗数值为 AVE 平方根。

表 5 模型拟合度指标

类别 CMIN/df RMSEA NFI RFI CFI

适配标准 <5 <0.08 >0.8 >0.8 >0.8

检验结果 2.944 0.061 0.971 0.923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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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的解释因素之一。个体主动、有效的数

字认知管理，有助于形成数字使用的正向循环。

（四）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1. 数据校准

在检验各条件变量的净效应后，

通过 QCA 将方程模型中各变量视作条

件或属性的集合，在此基础上分析集

合 之 间 的 关 系。 在 fsQCA 分 析 中， 为

保持条件变量方向的一致性，本研究

对数字情感依恋变量进行了方向转换

处理，使校准后的高值表示更低的情

感依恋水平。由于问卷采用五级李克

特 量 表， 原 始 得 分 范 围 是 1~5 分， 将

数字情感依恋题项得分转换为 6 减去

原始得分，使高分表示符合特征，低

分表示不符合特征。根据理论知识和

实际经验，通过设定完全不隶属、交

叉点以及完全隶属三个锚点，将条件

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原始数据校准为集

合 隶 属 度， 转 化 后 的 隶 属 度 介 于 0~1

之间。

本研究采用间接校准法，为避免

案例减少对组态结果分析的影响，将

校准后恰为 0.5 的数值修正为 0.501，

各锚点主要依据五点李克特量表的取

值区间、变量分布特征及理论判断综

合确定（表 7）。

2. 必要性条件分析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必要性检验用

于识别导致结果出现的约束性前提，即某一条件

变量若在结果出现时始终存在，则可被视为必

要条件。然而，必要条件在组态分析过程中常

因逻辑简化而被作为冗余项剔除，未必出现在

中间解或简约解中。因此，在构建条件组态之前，

需逐一检验各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本研究将一

致性阈值设定为 0.9，若某条件的一致性高于此

值， 则 判 定 其 为 必 要 条 件 [28]。 由 表 8 可 知，9

个条件变量及其非集的一致性均未达到 0.9，说

明不存在任何单一条件变量足以引致青年（非）

高数字戒断行为。

3. 组态分析

充分性组态分析旨在检验多个条件变量组

表 6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路径
系数

SE CR p
假设
检验

数字过载感→数字负体验 0.384 0.083 4.586 *** 支持

数字焦虑感→数字负体验 0.277 0.069 4.091 *** 支持

数字依赖负效应→数字负体验 0.398 0.079 5.060 *** 支持

戒断收益感知→替代正预期 0.308 0.073 4.123 *** 支持

替代活动吸引力→替代正预期 0.418 0.084 4.920 *** 支持

低依赖环境便利性→替代正预期 0.283 0.069 4.166 *** 支持

自我控制能力→抑制性调节效应 0.209 0.059 3.666 *** 支持

数字情感依恋→促进性调节效应 0.270 0.050 5.730 *** 支持

社会支持度→抑制性调节效应 0.264 0.055 4.900 *** 支持

数字负体验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820 0.150 5.470 *** 支持

替代正预期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390 0.150 2.560 ** 支持

抑制性调节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270 0.130 2.077 * 支持

促进性调节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403 0.065 -6.250 *** 支持

数字负体验效应 × 抑制性调节
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548 0.140 3.389 *** 支持

替代正预期效应 × 抑制性调节
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480
0.110 4.364

*** 支持

数字负体验效应 × 促进性调节
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400 0.066 -6.255 *** 支持

替代正预期效应 × 促进性调节
效应→数字戒断行为

-0.120 0.200 -2.601 ** 支持

注：***p<0.001，**p<0.01，*p<0.05；CR 为临界比，绝对值均≥ 1.96

表 7 数据校准

变量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数字过载感 5 4 3

数字焦虑感 5 4 3

数字依赖负效应 5 4 1

戒断收益感知 5 4 3

替代活动吸引力 5 4 2

低依赖环境便利性 5 3.5 2.5

自我控制能力 5 4 2

数字情感依恋 5 3.5 2

社会支持度 5 4 2.5

数字戒断行为 5 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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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否能够引致青年（非）高数字戒断行为，

从而揭示不同条件变量的协同作用及其多元组

态路径。本文以中间解为汇报基础，并参照简

约解判定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设定一致性阈

值不低于 0.8、案例频数阈值为 2、PRI 一致性

大于 0.8，据此构建真值表并进行分析。

在解析充分性组态路径结果时，组态路径

的一致性用于衡量条件变量组合的充分性程度，

通常以 0.8 为阈值，一致性大于 0.8 则认为该组

态是产生结果的充分条件。在满足一致性要求

后，进一步通过覆盖度来评估该条件变量组合

对结果变量的解释范围。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

组态路径结果见表 9。可以发现，存在 4 条引发

青年高数字戒断行为的组态路径，2 条导致青年

非高数字戒断行为的组态路径。其中，高数字

戒断行为路径的整体覆盖度为 0.856，整体一致

性为 0.901，表明四条路径能够充分揭示青年产

生数字戒断行为的驱动因素组合，覆盖了 85.6%

的数字戒断行为样本案例；青年非高数字戒断

行为组态路径的整体覆盖度为 0.732，整体一致

性为 0.963，表明这两条组态路径能够充分揭示

青年产生非高数字戒断行为的原因，并且覆盖

了 73.2% 的非高数字戒断行为案例数据。综上，

组态分析模型对于分析青年数字戒断行为具备

良好的解释力。

（1）非高数字戒断行为组态路径

非高数字戒断行为路径整体覆盖度 =0.732，

整体一致性 =0.963，此类路径对应的是相对较

低的数字戒断倾向，说明数字使用尚未表现出

显著失衡。

路径 N1（低负体验—低收益感知型）以非

高数字过载感、非高数字焦虑感、非高数字依

赖负效应和非高数字情感依恋为核心条件，并

伴随非高戒断收益感知、非高低依赖环境便利

性和非高自我控制能力。该路径表明，当青年

尚未形成显著数字负体验和依赖负效应，且对

戒断收益感知较弱时，其数字戒断行为水平往

往较低。

路径 N2（低依赖负效应—低替代推动型）

以非高数字依赖负效应、非高戒断收益感知和

非高低依赖环境便利性为核心条件，并伴随非

高替代活动吸引力、非高数字情感依恋和非高

社会支持度。该路径表明，当青年尚未形成突

出的依赖负效应，且现实支持、替代活动与环

境条件均未显著推动其采取戒断行为时，其数

字戒断行为水平也相对较低。

（2）高数字戒断行为组态路径

高数字戒断行为路径整体覆盖度 =0.856，

整体一致性 =0.901。总体来看，这些路径在较

大程度上反映了负面体验累积、环境支持条件

与数字认知管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相较于

单纯强化戒断，完善数字认知管理机制或许是

更值得关注的干预方向。

路径 S1（负向情绪推动型）以数字过载感、

数字焦虑感和低依赖环境便利性为核心条件，

并以数字依赖负效应、替代活动吸引力、自我

表 8 单一影响因素必要性分析

影响因素
高数字戒断行为 非高数字戒断行为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数字过载感 0.689 0.623 0.667 0.672

¬ 数字过载感 0.633 0.627 0.626 0.701

数字焦虑感 0.752 0.470 0.750 0.529

¬ 数字焦虑感 0.247 0.467 0.249 0.532

数字依赖负效应 0.573 0.718 0.498 0.282

¬ 数字依赖负效应 0.427 0.653 0.502 0.347

戒断收益感知 0.774 0.741 0.777 0.848

¬ 戒断收益感知 0.539 0.512 0.496 0.423

替代活动吸引力 0.664 0.603 0.548 0.412

¬ 替代活动吸引力 0.721 0.472 0.782 0.531

低依赖环境便利性 0.626 0.591 0.641 0.683

¬ 低依赖环境便利性 0.664 0.621 0.615 0.650

自我控制能力 0.631 0.574 0.659 0.677

¬ 自我控制能力 0.362 0.627 0.585 0.641

数字情感依恋 0.644 0.632 0.578 0.622

¬ 数字情感依恋 0.603 0.559 0.658 0.689

社会支持度 0.880 0.822 0.502 0.557

¬ 社会支持度 0.526 0.471 0.839 0.892

注：¬ 表示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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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能力和社会支持度为边缘条件。该路径表

明，数字使用中的负面体验累积是戒断行为的

重要推动力量，而较高的低依赖环境便利性则

为戒断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提供了现实支持。

路径 S2（学习生活赋能型）以数字依赖负

效应、戒断收益感知、替代活动吸引力和社会

支持度为核心条件，并辅之以低依赖环境便利

性和自我控制能力等边缘条件。该路径反映出

青年在数字依赖负效应、替代正预期与社会支

持共同作用下，对当前数字使用状态进行主动

调适的过程。

路径 S3（环境支持影响型）以数字焦虑感、

替代活动吸引力、低依赖环境便利性和社会支持

度为核心条件，并以戒断收益感知为边缘条件。

该路径凸显了替代性活动与现实支持条件在戒

断行为形成中的作用。对这一群体而言，治理

重点应放在优化现实支持条件、增强替代性活

动吸引力，并帮助其形成相对清晰的数字使用

边界。

路径 S4（自我感知驱动型）以数字

依赖负效应、戒断收益感知、替代活动

吸引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为核心条件，并

以数字过载感、低依赖环境便利性和社

会支持度为边缘条件。该路径更适宜被

理解为青年在较高自我控制能力支撑下

应对数字使用失衡的行为模式，而非稳

定成熟的数字认知管理状态。

4.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是指在改变一定参数的

情况下，考察评价方法和指标是否仍然

对评价结果保持稳定和一致的解释。在

QCA 分析过程中，阈值的设置具有一定

的灵活性，分析结果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通

过调整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考察 QCA

分析的稳健性。将频数阈值由 2 提升至 3，

产生的组态基本一致。将 PRI 一致性由

0.8 调至 0.85，组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QCA 分析结果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

5. 研究结论

结合 SEM 与 fsQCA 结果可以发现，青年数

字戒断行为并非单一因素作用下的简单结果，

而是数字负体验、替代正预期、数字认知管理能

力及外部支持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SEM 结果

表明，数字负体验、替代正预期和调节因素均显

著影响青年数字戒断行为；fsQCA 进一步识别出

4 条高数字戒断行为路径和 2 条非高数字戒断行

为路径，其整体覆盖度分别为 0.856 和 0.732，

一致性均超过 0.9，说明各路径具有较强解释力

与稳定性。

（1）数字戒断是青年对数字使用失衡状态

的调适性回应。青年数字戒断行为更多发生于

数字负体验累积、替代正预期增强及人机关系

失衡的情境之中。这一发现进一步表明，数字

戒断更应被理解为一种调适性回应，而非简单

拒绝数字化使用。

（2）数字认知管理机制是影响青年数字戒

断行为的关键。非高数字戒断行为路径表明，当

表 9 青年数字戒断行为的组态路径结果

条件
高数字戒断行为

非高数字
戒断行为

S1 S2 S3 S4 N1 N2

推力效应

数字过载感 ● ▲ 〇 〇

数字焦虑感 ● ● △

数字依赖负效应 ▲ ● ● 〇 △

拉力效应

戒断收益感知 ● ▲ ● 〇 〇

替代活动吸引力 ▲ ● ● ● 〇

低依赖环境便利性 ● ▲ ● ▲ △ 〇

系泊效应

自我控制能力 ▲ ▲ ● 〇

数字情感依恋 〇 △

社会支持度 ▲ ● ● ▲ △

原始覆盖率 0.169 0.162 0.195 0.177 0.112 0.156

唯一覆盖率 0.090 0.120 0.030 0.102 0.075 0.020

一致性 0.944 1.00 0.988 0.971 0.969 0.979

总体覆盖率 0.856 0.732

总体一致性 0.901 0.963

注：● = 核心条件存在；〇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 = 边
缘条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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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数字使用过程中尚未形成显著负面体验，

且数字工具使用仍处于相对可调节范围内时，

其数字戒断倾向往往较低；而高数字戒断行为

路径则显示，当认知管理能力不足、负面体验

增强、环境支持失衡时，青年更可能通过戒断

行为缓解当前失衡状态。这说明，青年数字戒

断行为的优化重点，不在于单纯减少数字使用，

而在于完善数字认知管理机制。

（3）青年数字戒断行为具有情境依赖性与

调整空间。SEM 与 fsQCA 结果均表明，高数字

戒断行为并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而是多重因

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高数字戒断行

为并不必然指向稳定不变的行为状态，而可能

随着个体认知管理能力提升、支持性环境改善

及替代性活动丰富而发生调整。因此，相较于长

期维持高强度戒断，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差

异化支持促进青年形成更协调的人机互动方式。

（4）青年数字认知管理能力培养应坚持差

异化取向。不同路径所反映的数字戒断行为形

成逻辑并不一致，应根据青年在负面体验、替

代性活动条件与现实支持环境上的差异提供有

针对性的引导，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戒断策略。

6. 研究局限

由于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样本在年龄、

学历与平台使用强度上可能存在一定集中性，

结论外推仍需谨慎。同时，数据来自同一时间

点的自陈式问卷，尽管有助于识别变量间的结

构关联，但仍难以进行严格因果识别，且可能

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尤其是数字平台日

均使用时长等行为强度变量，可能与青年数字

戒断行为存在较为直接的关联，后续研究可将其

作为控制变量或分组变量纳入模型，以进一步

检验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此外，作为观察性研究，

仍可能存在可观测与不可观测变量遗漏的问题。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平台类型、使用目的、

主观规范、认知能力等更多变量，对青年数字

使用与数字戒断行为展开更深入的分析。

五、治理启示：从数字戒断到数字认知管理

结合 SEM 与 fsQCA 结果可以发现，青年数

字戒断行为是数字负体验、替代正预期、认知

管理能力及外部支持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

此，相较于统一化的戒断引导，更有效的路径

是根据不同情境特征提供差异化支持。

（一）负向体验推动情境：减轻认知负荷，

缓冲情绪压力

在部分情境中，数字过载与数字焦虑等负

向体验成为推动数字戒断行为的重要因素。当

个体在数字环境中持续面临信息过载、即时回

应压力与注意力分散等问题时，更容易产生对

数字环境的抵触情绪。因此，在治理层面，应

重点关注数字环境中的认知负荷问题。

（二）替代预期驱动情境：增强现实活动

吸引力

研究结果表明，当个体能够清晰感知到数

字戒断可能带来的收益，并在现实生活中找到

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性活动时，更容易形成数字

戒断行为。在这一情境下，治理重点应放在提

升替代性的现实活动的吸引力上。

（三）环境支持促进情境：优化现实支持

结构

部分组态路径显示，当现实环境能够提供

较为便利的低数字依赖条件，同时个体能够获

得一定社会支持时，数字戒断行为更容易发生。

这表明，数字使用行为不仅受个体心理因素影

响，也与现实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应通

过优化现实支持结构，为个体提供更有利的数

字使用调节条件。例如，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营

造低干扰环境，鼓励建立数字使用管理机制，

同时通过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个体更好地调整数

字使用习惯。

（四）自我调节驱动情境：完善数字认知

管理机制

研究还发现，当个体具备较强的自我控制

能力，并能够清晰认识到数字依赖风险时，更

容易主动调整数字使用方式。因此，应通过数

字素养教育与认知管理训练，帮助个体形成更

加理性的数字使用观念。

在智能体交往 [29] 不断扩展的数字环境中，

青年数字戒断行为不宜被简单地理解为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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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拒绝，而应视为对数字使用失衡状态的调适

性回应。相较于单纯强调减少使用，更值得关

注的是如何通过优化认知管理机制、现实支持

条件与替代性活动安排，引导青年形成更协调、

更可持续的人机互动方式。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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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传播地理学的传播弧理论重释侨批，突破将其视为单向“传递渠道”的既有研究范式，转

而关注侨批作为动态跨国媒介所编织的意义网络及其对南洋移民认同的塑造。文章以 1881-1910 年间广东

嘉应州叶氏兄弟的近百封侨批为个案，剖析了侨批网络中“传播弧”的绘制实践：水客通过“具身”移动

与“化身”在场，维系了“离而不散”的跨境家庭联结；批信中的“沉默”与“过剩”构成一套情感策略，

在离散情境下协商了孝养伦理与家族认同；侨批的持续书写在“时间”上修复了被“空间”阻隔的生命体

验，并与水客的周期性流动共同建构了一个维系文化归属的“第三空间”。最终，在传播弧两端结构性差

异的驱动与转化下，海外华侨的身份认同逐渐从“落叶归根”的乡土归属转向“落地生根”的复合状态。

在这过程中，侨批编织出了一种“传播纹理”，揭示了“地方”与“传播”在持续互动中彼此生成、共同

演化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传播地理学；传播弧；侨批；南洋移民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吴宇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一、重释侨批：从“传递渠道”到“意义网络”

鸦片战争后，闽粤民众开始大规模“下南洋”谋生，侨乡与侨居地之间

的跨国联系，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计”与“通道”。此时的“海岸线并

非边界，而是纽带”[1]，而维系这条纽带的，正是伴随移民潮产生的“侨批”。

所谓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水客”（一种专门从事侨批寄递的职业群体）

寄回家乡的特殊信函，其最大特点在于“信款合一”[2]，即同时包含家书与汇款。

作为连接中国侨乡与海外侨居地的独特跨国媒介，侨批长期以来被学界

视为研究华侨史、经济史与社会史关键的第一手材料。既有研究多从金融网

络与家庭伦理的视角切入，倾向于将其界定为承载赡家汇款与传递亲情信息

的“渠道”。这一理解虽然揭示了侨批的基础功能，却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

其在持续流动中所承载与生成的丰富社会文化意涵。其局限在于，仅将跨洋

银信往来简化为单向度的“汇”与“寄”，而事实上，侨批的跨国流动过程

包含着“多种社会经验的实践经历”[3]——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物，侨批的文

本不仅承载着华侨对“家乡的思念”，也转译了侨眷对“远方的想象”，是“双

方在国际迁移过程中的叙述与情感表达”[4]；与此同时，它借由水客的具身

“传播之弧”: 晚清侨批的意义网络建构与

南洋移民的认同流变

吴宇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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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动态维系并重塑着跨国家庭的多重关系。

因此，侨批远非是被动的渠道，而是一条能动的、

生成性的、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意义纽带。

有鉴于此，对侨批的研究需要超越单向、

静态的“传递渠道”隐喻，转而聚焦于其“流动性”

本身，深入考察侨批如何在跨域流动中持续进

行意义的生产、传递与重构。这要求我们以更

具动态性、物质性与互动性的理论视野，重新

审视侨批所编织的文化与社会意涵。为此，本文

引入传播地理学家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

提出的“传播弧”（arcs of communication）概

念，以突破传统“寄递 - 接收”的线性传播模式。

亚当斯将传播理解为一种在时空中展开、连接

不同主体、激发情感共鸣的弧线式运动 [5]。在这

一视角下，侨批不仅是传输渠道，更是一个由人、

物、情感、制度与地方文化在流动中相互联结、

彼此塑造的动态意义网络。也正是侨批所绘制

的一条条传播弧，在侨乡与侨居地之间反复穿

梭、持续勾连，逐渐编织出一种独特的“传播

纹理”（communicative fabric）。传播地理学者

杨 森（André Jansson） 将“ 纹 理” 界 定 为“ 在

空间结构与传播实践的交汇处演化而成的传播

织物”[6]。它既是空间结构与传播实践持续互动

的产物，也是这种互动所沉淀的可感知秩序。

本文将以 1881 年至 1910 年间广东嘉应州

（今梅州市）客家华侨叶氏兄弟往来于南洋与

家乡的近百封批信为样本，剖析侨批如何通过

绘制传播弧来编织传播纹理，进而探讨这一意

义网络如何塑造了近代华侨的文化认同与想象

边界。

二、理论与案例：从“传播弧”理解叶家侨批

（一）传播弧： 一个具身性、关系性与转

化性的传播理论框架

“传播弧”理论的形成，根植于对传统线性

传播模型的反思与超越。该概念源于乔治·瑞维

尔（George Revill）对“声音弧”（arc of sound）

的阐发。瑞维尔受布兰登·拉贝尔（Brandon La-

Belle）《声音领域》（Acoustic Territories ）的启

发，将声音重新构想为一种“连接并偶然区分”

（connects and differentiates contingently）的弧

线 [7]。这一界定突破了将声音简单视作从信源到

信宿的物理信号的传统理解，转而强调其作为

一种关系性与事件性的存在。声音在传递过程

中，本质上是一种流淌的漫游，它不仅承载内

容，更在发出者、接收者及其穿透的环境之间，

建立一种即时、动态且充满偶然的共振关系。

拉贝尔曾记述这样一个情境：男孩询问父亲声

音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父亲并未言语，只以

手指在空中徐徐划出一道弧线。这一姿态本身

便构成了对“弧”的生动隐喻——声音传播的实

质是一种划越空间、联结身体并生成临时共存

情境的弧形实践 [8]。

保罗· 亚当斯将“弧”这一隐喻系统性地

扩展至传播研究领域，提出“传播弧”这一概念。

在他看来，传播的本质是一种动态轨迹，经由

持续的“转移”（shift）、“转译”（translation）

与“转换”（transformation），连接不同的主体、

位置与视点。至关重要的是，传播弧并非穿行

于预先存在的、静态的时空容器； 相反，正是

在其连接与运动的轨迹之中，特定的时间、空

间与地方才得以被共同体验与建构 [9]。因此，这

一理论超越了将传播视为在固定结构中传递信

息的工具论观点，转而强调其作为一种具有转化

潜能的连接实践。因此，传播弧能在传播过程

中重塑主体的身份与认知，并重新配置传播发

生的语境与社会关系。这一动态且超越表征的

传播观，与声音地理学（Sonic geographies）关

注物质、关系与情感等维度相呼应 [10]，同时也

衔接了思里夫特（Nigel Thrift）的非表征理论 [11]

以 及 德 勒 兹（Gilles Deleuze） 与 加 塔 利（Félix 

Guattari）对生成、流动与连接的哲学阐述 [12]。在

此动态框架下，传播弧展现出以下几个关键维度。

1. 具身性。传播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体实践。

这一理解将传播的根基锚定于人类存在的现象

学基础之上，强调身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通道，

更是意义生成、关系建构与经验共鸣的原初场

所。如拉贝尔所揭示的，父子间通过手势在空

中勾勒声音轨迹的范例，生动地体现了传播的

具身逻辑，即传播并非是脱离身体经验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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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流动，而是经由身体的姿态、感官与动作

所展开的实践。因此，传播弧的构成始终伴随

着身体的在场，它通过身体的表达与感知，在

空间中划出联结的轨迹，并在时间中引发回响。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弧既是身体在时空中的延

伸，也是意义在身体间的共振。在既有研究中，

无 论 是 维 利（John Wylie） 笔 下 在 海 岸 行 走 时

身体的疲劳与愉悦 [13]，琼斯（Phil Jones）以骑

行对城市空间的重新编码 [14]，还是潘尼（Roxy 

Paine）的机械装置所引发的时间、物质与身体

的交织体验 [15]，皆印证了传播弧的具身逻辑。

“沉默”（silence）与“过剩”（excess）：

“传播弧”不仅由已言说的内容构成，亦同时

被“沉默”与“过剩”所塑造。正如亚当斯所言，

“沉默”与“过剩”不是传播的“异常”或“边

缘”，而是构成传播弧的核心要素。它们共同

揭示了传播的复杂性、不完整性与转化潜力 [16]。

“沉默”以“回避”（skirt）、“中断”（halt）

等形式，勾勒出传播中不可言说（unspeakable）

的域界。沉默并非传播的缺失，而是一种有策

略的传播形式，常围绕创伤、记忆与权力展开。

例如，泰纳（James Tyner）等人指出，一些创

伤经历因其强烈的痛苦而难以通过语言或图像

充分表达，此时的传播弧往往会迂回于沉默边

缘，形成一种不完整的、回避性的意义轨迹 [17]。

同时，过剩则体现为身体、感官在传播过程中，

超越语言表达的情感溢出，这种过剩的体验通

过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的方式传播，形成

一种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性对话”[18]。而

这一过程亦与情感地理研究中的情动（affect）

理论相呼应 [19]。

2. 时间性。传播弧承载着复杂交织的时间

维度。它不仅连缀着记忆与期待、历史与当下、

线性与循环等多重时间向度，更在传播过程中

重塑着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与体验。例如，城市

墙壁上留存的“幽灵标志”（ghost signs）经由

社交媒体传播，构成了跨越时间维度的传播弧 [20]；

同时，电影中的未来愿景也可能影响当下的建

筑设计，构成一种“时间倒置”的传播轨迹 [21]。

因此，传播弧既能在当下建立连接，也可以穿

越时空，唤起遥远时期的回响与共鸣，呈现出

时间在传播中的多重指向性。此外，空间亦是

在时间中被持续且充满关系性的实践所塑造 [22]。

主体的转变：亚当斯指出，传播弧的弧度

本质上源于其作为一种转化性力量。同时，这

也是传播的内在属性，哪怕表面看来平实的流

动与传递亦是如此 [23]。因此，传播弧与布尔迪

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轨迹”（trajec-

tory）概念相关 [24]，即每一次传播都可能引发

主体在认知、情感与身份认同上的变化。这一

过程体现为传播弧所具有的反身性，能够在传

播的过程中折返并作用于主体自身，使其在陌

生 与 熟 悉、 自 我 与 他 者 的“ 彼 此 共 在”（be-

ing-with-one-another）中 [25]，重新理解并界定

自身的存在与关系。

由此可见，传播弧理论将传播重新界定为

一种具身性、关系性与转化性相互交织的动态

过程。在这一视域中，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多元

主体与多重力量在“ 会遇”（encounter） 中不

断生成、协商并重塑意义的开放性实践 [26]。将

其运用于侨批研究，可揭示这一跨国媒介实践

如何在绘制传播弧的过程中，持续构筑并维系一

个“离而不散”的跨国意义网络，并在这一动态

过程中不断推动着海外华侨身份认同的演变。

（二）叶家侨批：嘉应华侨叶氏兄弟的跨

国流动与家庭联结

在近代南洋华人移民维系故土联系的实践

中，侨批构成了跨越地理边界的核心“情感 -

物质”纽带。本文以晚清嘉应华侨叶氏兄弟往

来的侨批档案为分析对象，旨在探讨侨批如何

在侨乡与侨居地之间绘制传播弧。

本文核心材料为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年整

理出版的《馆藏晚清侨批选读》中所收录的叶

氏家族侨批。该文献主体为 1881 年（光绪七年）

至 1910 年（宣统二年）间，叶和仁、叶清仁、

叶礼仁三兄弟从其侨居地马来亚、印度尼西亚

等地寄予家乡母亲钟氏的 95 封侨批，系近代粤

东客家移民向东南亚迁徙历程中留存下来的珍

贵民间文献，现藏于广东省汕头侨批文物馆。

叶氏兄弟移居南洋之际，正值晚清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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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洋政策的逐步放开。1860 年《北京条约》首

开华工出洋的法律通道；1877 年清廷在新加坡

设立领事馆，标志着对南洋华侨的正式承认与

保护；至 1893 年，清廷正式废除海禁，颁布“除

海禁旧例，良善商民准其出洋贸易”[27] 的上谕，

民众获得合法出洋的权利。叶和仁（1881 年）、

叶清仁（1895 年）、叶礼仁（1899 年）的南渡

时间，恰好贯穿了这一政策从松动到废止的转

型。与此同时，19 世纪末的南洋殖民地也经历

着深刻的经济变革。据 1891 年清朝驻新加坡总

领事黄遵宪报告：“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

人……华人乃占十之七，其中粤籍华侨占相当

比重。”[28]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对战略物资需求

的激增，马来半岛的锡矿开采和橡胶种植业进

入高速发展期，带动了坝罗（今怡保）、槟城

等新兴市镇的繁荣。叶和仁从金店学徒起步，

逐步建立起以“叶宝源”“新和昌”“广加昌”

为字号的跨域金店网络，其经营轨迹恰与这一

波华侨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步展开。

在侨乡一端，晚清潮汕及嘉应等粤东地区

社会呈现出高度依赖海外接济的经济特征，时

人谓之“仰给外洋”，意指家庭日常之盈亏、

婚丧嫁娶之开销乃至生存底线之维系，皆有赖

于海外亲人的侨汇支撑。一旦侨汇中断，则“阖

室待毙，束手无策”[29]。批 信 中 反 复 出 现 的 银

钱与物资，不仅是家庭日常开支的支柱，更嵌

入在侨乡社会“恃洋为命”的整体生计结构。

叶家三兄弟自光绪七年（1881 年）起陆续

从广东嘉应州程乡县罗衣堡南渡，近三十年间命

运交织又各自展开。长兄叶和仁最早随父出洋，

从吉辇、槟城金店学徒做起，历经承接、自营、

合股，逐步在坝罗、芬乃容（今兰沙）等地建

立起跨域金店网络。其间虽遭遇火灾、诉讼等

挫折，却凭借着灵活经营与多方合作不断壮大。

他先后纳陈氏、廖氏、黄氏三妾，育有有德、有福、

有增三子，成为家族经济的支柱。二弟叶清仁

于 1895 年南下投兄，初期在叶和仁店中帮工，

后尝试在四里汶（今泗水）独立开店，然“开

有三月之久，又被火烧”[30]，辗转红毛丹（马

来亚旧地名，具体位置今已难详考）自创金店

并娶广府女子马氏为妾。其事业虽未及兄长风

生水起，却始终在家族网络中保持独立经营。

幼弟叶礼仁 1899 年随兄南渡，初依附店中学艺，

后经叶和仁资助在石城（马来亚旧地名，具体

位置今已难详考）、芬乃容开设小金店。经营

虽稳却常感寄人篱下，多次在批信中劝诫家乡

亲友“切不可来（番）”[31]，流露出新客谋生

的艰辛。

三兄弟的奋斗史不仅体现在金店、锡矿与

当铺的实业扩张中，更凝聚于近三十年间其依

托水客寄递的近百封侨批之中。这些批信以细

密的笔触勾勒出家族伦理的维系。叶和仁不断

汇款修葺父坟、嘱托为弟娶亲、安抚嫡妻陈氏；

叶清仁惦念亡故发妻吴氏的祭祀；叶礼仁则反

复叮咛母亲钟氏“加食增衣，不必省俭”[32]“强

饭加衣，家事放闲”[33]。侨批中银钱与物资的

流动，不仅支撑了原乡家族的生计，更承载着

游子“俯身侍奉”以尽人伦的孝心、“答谢神恩”

不忘庇佑的虔诚与“追思故人”慎终追远的牵挂。

而批信间偶尔流露的兄弟龃龉（如叶清仁抱怨

兄长远欠账目）、经营分歧与婚姻纠葛，亦真

实映射出传统家族在异域环境下的适应与张力。

叶氏家族的历程，正是晚清华侨从跨国流

动到家庭联结的缩影。《馆藏晚清侨批选读》

中详实的批信表明，当时南洋华侨凭借侨批搭

建起了一套虽不稳定却充满韧性的跨域通信与

汇兑网络。叶氏兄弟与母亲钟氏持续数十年的

批信往来，所传递的远不止银钱与物资，更包

括了家庭礼仪与代际情感。这些泛黄的信纸，成

为近代华人移民史最鲜活、最细腻的微观见证。

因此，尽管叶氏家族的跨国经历无法涵盖华人移

民史的多元面貌，却以一个截面生动地展现了早

期移民如何借助侨批这一媒介，构筑起超越信息

传递功能的“社会 - 文化”意义网络。

三、侨批网络中“传播弧”的绘制实践

（一）“具身”与“化身”： 水客的运作

逻辑与双重角色

作为晚清华侨社会中关键的非正式传播节

点，水客的“运作机制”深植于其身体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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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社会性存在。他们的“走水”a

活动，可视作对传播弧这一抽象概

念的具身化、日常化实践。因此，

每一次跨越重洋的往返，都是一段

以身体为媒，将离散的亲情、经济

与乡谊在空间中重新连接的过程。

在电报与邮政等现代通信基础

设施尚未普及的时期，水客的流动

构成了侨批网络得以维系的基本条

件。 在 现 存 95 封 批 信 中， 仅 经 明

确记载的水客便近五十位。其中，

核心水客如“朱贵兄”往返记录达

52 次，“梁水兄”与“黄琏兄”各

为 15 次，构成了侨乡与侨居地之

间稳定且高频的联系通道。信中反

复出现的“托某某兄带回”“兹逢

某某兄回唐之便”等固定表述，直

接反映出该系统的运行高度依存于

水客的个人行程与移动周期。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网络本身

具有高度的弹性与延展性。除长期

往来的核心水客外，亦不乏仅出现

数次、乃至仅有一笔记录的捎带者

（表 1）。由此可知，水客实际运

作所形成的流动网络，远比文献中

静态记录的名单更为庞大，也更为

灵活。它并非一个僵化的官方系统，

而是一个基于地缘（嘉应州）、血

缘（叶氏宗亲）和业缘（金店同行）

不断编织、动态调整的民间自组织

网络。一位同乡的偶然返乡、一位

族亲的商业旅行，都可能被即时吸

纳进这个网络，成为一次临时的信

息传递通道。水客的身体，如同在

侨乡与侨居地之间往复穿梭的梭，

织就了一张覆盖广泛、深入内部的

“毛细血管网”，确保了离散家庭

a 所谓“走水”，是侨乡对水客活动行为的俗称。水客往返于唐山和番邦之间，从侨居地收集侨批、货物和口信搭
乘海船返回侨乡，递送给侨眷，取得回批，再返回南洋，递交于华侨手中。如此循环一次称为“走水”。

表 1 叶家侨批水客名录统计表

序号 水客名 递带数 批信出处编号 备注

1 朱贵兄 52

5、6、7、8、9、11、
12、13、14、15、16、
17、18、19、20、21、
22、23、24、39、52、
53、55、56、57、59、
62、63、64、65、74、
81、83、85、89、90、

91、92、93、94

批信又写“朱桂兄”，递
带侨批最多、时间最长的

水客

2 梁水兄 15
1、3、21、27、29、

36、37、43、66、67、
70、71、72、73

批信又写“水伯”“梁水伯”，
称谓发生变化应是随年龄

增长

3 黄琏兄 15
30、36、44、45、47、
49、51、54、66、67、

70、71、72

批信又写“黄连兄”“黄
亚（阿）琏兄”

4 张柬生兄 12
38、55、63、83、85、

90、91、92、93

批信又写“张柬星”“张
见生兄”“张简生”“张

阑星兄”。客语“星”“生”
同音，“柬”“简”“见”
音近，“阑”“柬”可能

错混

5 张谟兄 10 4、5、7、8、11、14
批信又写“张巫”。客语

“谟”“巫”都念 mo

6 梁恒三兄 8
26、30、36、44、45、

51、54、61

7 李永兄 8
45、49、50、51、54、

58、62
批信又写“李永”

8 张姑爷 7
34、40、78、81、82、

83、85
批信又写“张姑丈”“张
□姑丈”，应是叶家亲戚

9 秦庆兄 7
86、88、89、91、92、

93、95

10 阿坤兄 5 1、8、18、22
批信又写“叶阿坤叔”“坤

叔”

11 叶焕文 4 53、86、88、91
批信又写“焕文兄”“焕

文叔”

12 张信兄 3 11、12、24

13 杨荣兄 3 16、17、19 批信又写“杨亚（阿）荣兄”

14 张敦元兄 3 21、23、24 批信又写“张敦兄”

15 黄四 3 31、36、37 批信又写“黄四兄”

16 廖云秀兄 3 60、77 批信又写“廖云秀”“云秀”

17 张上兄 3 76、83、85

18 叶坤兄 2 5、8

19 家祥叔 2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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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空阻隔下仍能维持最基本的联系。

然而，仅依靠身体的物理移动并不足以保

障这一系统的有效运行，其更深层的关键在于一

套深植于地缘与血缘关系中的、高度人格化的非

正式信任机制。当华侨将积蓄托付给水客时，交

付的远不止是财物，更是基于同乡、同族乃至

世交关系，并经由长期口碑沉淀而成的深厚信

任。这种信任具有极强的选择性与

梯度性。一个生动的案例是，光绪

二 十 二 年（1896 年） 冬， 叶 和 仁

在马来亚欲寄款回家，恰好有两位

水客即将返乡，一位是交情深厚的

“朱贵兄”，另一位是往来较浅的“叶

根兄”。面对此情境，叶和仁做出

了审慎的区分处理。他在给母亲的

信中特意说明，“俟候朱贵兄回唐，

定有银钱寄回。兹今便逢叶根兄，

仅寄来银二大圆（元）”[34]。这短

短的一句，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侨批

系统中的信任逻辑，即大额款项必

待“朱贵兄”返乡方予托寄，而对

一般水客则仅委托小额。该策略既

体现了侨户在面对通信断裂与资金

风险时的自发管理意识，也映射出

水客行业内部基于个人声誉所形成

的隐性竞争与信用差序。因此，信

任已内嵌于水客的社会身份与身体

实践之中，成为一种“具身协议”，

构成了系统得以持续运作的核心约

束机制。所以，在叶家侨批中，不

少 批 封 盖 有 水 客 个 人 私 章， 如 信

（七十二）与信（七十四）批封都

盖有“嘉应林瑞庭手带”的印戳。

水客通过频繁的跨境往返，以

身体力行的方式构建起信息与物资

流通的实体网络。与此同时，他们

个人信誉所凝结的信任关系，也成

为支撑该网络运行的隐性“协议”。

这表明，侨批网络的运转不仅依托

于身体这一最朴素的基础设施，也

印证了德布雷所指出的媒介具有双重面向：一是

“组织性的物质层面”，即物质化、工具性的技

术系统；二是“物质性的组织层面”，即潜在于

技术系统中的社会规范与组织原则 [35]。前者可

见，后者无形，媒介既通过环境推动事物传递，

也被环境的选择所塑造。

在这一网络中，水客的身体不仅作为侨批传

20 张宏哥 2 21、24 批信又写“张宏兄”

21 李庆哥 2 21、24 批信又写“李庆兄”

22 张信福 2 21、81 批信又写“信福兄”

23 邓增兄 2 36

24 李康六兄 2 46、52

25 梁辉兄 2 54、57

26 林瑞庭 2 72、74

27 李登郎兄 2 73、74

28 张德轩 2 71、75 批信又写“张德轩兄”

29
钟亲鹤

叔公
2 79、84

批信又写“种学叔公”，
“钟”“种”似错混，客

语“鹤”“学”同音

30 其文叔 1 1

31 叶仁兄 1 3

32 家仁叔 1 4

33 亚德叔 1 4

34 温炳兄 1 18

35 叶根兄 1 19

36 梁恒兄 1 25

37
亚（阿）

水弟
1 26

38 家宝叔 1 36

39 黄咸兄 1 45

40 叶保叔 1 45

41 染□□兄 1 45

42 开华叔 1 46

43 叶阿云 2 67

44 叶和兴 1 67

45 张盘石兄 1 78

46 张车兄 1 79

47 张基□ 1 81

48 张贤兄 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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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的“基础设施”与信任“协议”，更在亲人长

期缺席的家庭时空中，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

“化身”为华侨身体的替代性在场，从而在空间

阻隔与时间延宕中，维系了家族联结的情感真实

性与仪式完整性。

从叶氏家族侨批往来的实际运作中可见，

水客的作用早已超越单纯的银信传递，展现出多

层次的复合角色。以叶和仁、叶清仁兄弟托“杨

荣兄”携带侨批返乡一事为例，其特意在信中嘱

咐母亲与水客杨荣“亲见一面”，原因在于杨荣

对兄弟二人在南洋的境况“足悉”[36]。这一行

为表明，水客在递送书面信息之外，承担了关键

的口头信息补充与情境阐释功能。他们能依据自

身见闻，对侨批中的简略内容进行细节补充、背

景说明乃至情绪渲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因书信延迟、表达限制或文化程度差异造成的信

息不对称。

更重要的是，水客不仅作为海外亲人在故

乡的“耳目口舌”，也作为具有执行力的“手

足”，以类亲属身份履行实际的家庭职能。例如，

信中“然本年倘若吾家中有欠多少良（银）项，

代为借过，容后来年正月寄依（信）通知，吾即

当付回”[37]，以及“各兄盘钱不敷，祈向水客

借，过到之日自晓完（还）他”[38] 的嘱托表明，

水客凭借其在地判断，直接介入家庭经济运作，

承担信用评估、资金周转与债务协调等事务，扮

演起“临时财务管家”的角色，从而使离散的家

庭能够在空间分隔中维持统一的经济意志与行

动能力。由此可见，水客通过其“化身”实践，

深度嵌入地方人情伦理网络，成为家庭内部跨域

治理的一种方式。

水客通过其周期性的具身在场，已然成为

离散家庭情感结构与社会关系中一种独特的化

身存在。对于留守眷属而言，水客可信的身体及

其带来的银信与口述，转化为一种可触摸的“家

在”确证，有效地缓解了他们因分离、阻隔而产

生的焦虑与不安；于海外华侨而言，托付水客不

仅是寄送钱物，更是将自身思念、关怀与责任寄

托于一个可返乡的“分身”，使其在异乡仍能维

系作为儿子、兄长或丈夫的角色感知与情感联

结。正是依赖于水客游移于“外人”与“内人”

之间的角色化身，抽象的亲情、责任与文化纽

带得以转化为可预期、可信任、甚至可“触摸”

的具身实践，从而在技术受限的时代，编织出坚

韧而充满人情的跨国家庭维系网络，真正实现了

“离而不散”的跨境生存状态。

（ 二）“ 沉默” 与“ 过剩”： 一套关 于孝

养的情感策略

在近代华侨与家乡的跨国联系中，侨批不

仅作为经济汇兑的实用媒介，更成为情感传递、

记忆构建与家族伦理实践的重要文本空间。在叶

家侨批中，呈现出“沉默”与“过剩”两种看似

相悖、实则互构的话语实践。二者共同构成离散

家庭在跨域生存中的一套关于孝养的情感策略。

它不仅回应了地理分隔所带来的结构性困境，更

通过话语的调适与补偿，持续维系着家族的象征

完整、伦理认同与情感联结。

在叶氏批信中，沉默首先体现为对特定家

族叙事的策略性回避。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

对叶和仁父亲南洋经历的集体失语。光绪七年

（1881 年），叶和仁曾寄回一张“一对中年夫妇”

的相片，相框背面标注“母亲大人钟氏收”。据

编著者推断，相中男性“绝非叶和仁本人”，而

“最大的可能是叶和仁的父亲和庶母”[39]。然而，

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批信中，这位父亲何时过世、

如何安葬、在南洋有何事业，均无直接记载。直

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叶和仁才首次提

及“先父之地坟之事，留心修整”[40]，但对其

生平经历仍讳莫如深。这种沉默实为一种家族叙

事的策略性安排。父亲作为家族南迁的开拓者，

其生平因涉及在洋再娶、财产分配等敏感议题而

成为家族记忆的“暗区”。通过对这些议题的悬

置，叶氏兄弟维系了母亲钟氏在家族叙事中的核

心地位，也避免了嫡庶矛盾在文本中的显现。父

亲的存在，仅通过“地坟修整”等仪式性话语被

偶尔唤起，其具体形象与经历则始终处于话语的

边缘。

 此外，批信中的沉默还体现为对个体情感

创伤的克制表达。叶和仁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遭遇火灾并一度被拘，信中仅以“男本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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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嘉（佳），前月被火所累，坐困缧洩（绁）

月余”[41] 一笔带过。一场重大变故被收敛为“运

气不佳”的轻描淡写，个体的创伤经验被折叠

进命运式的概述之中。这种含蓄既是对苦难的

自我消化，也是对家乡亲属的情感保护，从而

避免远隔重洋的亲人因无力相助而徒增焦虑。

诚然，侨批经水客、代笔者乃至族亲辗转

传阅，这种半公开性构成了特定的“约束性语

境”，框定了某些话题不宜公开言说的边界。

然而，细察叶氏批信可以发现，这种约束非但

没有使书写沦为被动的信息筛选，反而催生了

离散华侨对“不说”之道的精妙掌控，使之成

为一种集情感保护、关系治理与创伤管理于一

体的话语策略。可以说，在叶氏兄弟的批信中，

沉默远非信息的真空，而是一种根植于跨洋生

存处境的适应性选择。

与沉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叶家侨批中涌

动着一股近乎重复、频繁且细致的对母亲身体

的关怀。这种过剩的话语并非冗余，实则是漂

泊南洋的儿子们为抵偿地理隔阂与赡养缺位，

而主动采取的一种补偿式的孝养行动。在叶氏

兄弟的侨批中，对母亲身体状况的问候几乎成

为每封信函开篇的固定仪式：“无奈天涯远隔，

音信难通，未悉母亲大人在家安否 ?”[42]“男在

外不时挂念。”[43] 此类语句在不同年份、不同

兄弟的信中频繁出现，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情感

表达。这种重复的问候，首先可被解读为是一

种情感焦虑的结构性外化。远在异乡，儿子们

丧失了感知母亲身体状况的具身性可能，时间

与空间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他们的牵挂。每一次

询问“玉体金安否”[44]“微疾方有全（痊）愈”[45]，

皆是对母亲生命状态的一种象征性确认，亦是

通过语言仪式缓解因“至亲病复发”[46]，无法

亲身照料而产生的无力感与存在性焦虑。其次，

该行为也构成了一种跨国语境下的伦理身份展

演。在儒家孝道文化中，“父母在，不远游”

是理想准则，而远游的儿子们则通过不断重申

关怀来强化自己虽身在海外，却心系家庭的道

德身份。问候的重复性，实则是他们在无法“晨

昏定省”的情况下，用以维系孝子形象、对抗

内心愧疚的情感仪式。

除了言语问候，叶氏兄弟尤为注重委托水

客寄送药品与补品，将对母亲身体的关怀物化

为可触摸、可使用的物质实体。批信中显示，

三兄弟频繁寄回诸如“虎膏”“猴膏”“海参”“鹿

茸”“阿胶”“如意油”等物品，而这些物品

的选择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虎膏、猴膏用于祛

风强骨，海参、鹿茸、阿胶为滋补上品，如意

油用于缓解疼痛。这些针对老年人常见病痛的药

疗方案，实则是儿子们在对母亲进行远程的身

体疗护。他们凭借自身在南洋积累的经济能力

与文化认知，将异域的物产转化为具有疗愈价

值的“情感物质”，并通过侨批网络实现其跨

洋流动。这一过程不仅是资源的流动，更是一

套嵌入于家族伦理与情感经济的身体治理技术。

而物品的过剩也揭示了一种补偿性的积累逻辑，

即叶家三兄弟试图通过物资的高度密集（如一

次寄送三十六条海参 [47]）与持续输送（“又另

代买大海参一员（元）”[48]），来填补因地理

分隔而无法实现的对母亲的日常照护与情感互

动，从而在跨国语境下重构“孝”的物质表达。

因此，侨批传播中的沉默并非信息缺失，

而是围绕家族体面、情感创伤与权力关系形成

的策略性回避；而过剩亦非无意义堆砌，而是

离散情境下华侨身体缺席的情感代偿。二者共

同构成一套相互补充的叙事机制，维系着叶氏

兄弟对母亲的跨洋孝养伦理与家族认同。

（三）“时间”与“空间”： 侨批的时间

修复与水客的空间接合

对于被海洋分隔的家族而言，最根本的撕

裂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遥距，更是时间体验的同

步性与连续性的丧失。因此，侨批更深层次的

文化意义，在于对离散经验中破碎的时间秩序

进行编织与修复。

侨批首要的时间功能，在于将海外华侨生

命成长过程中，对至亲而言“不可见”的生命

时间，转化为可阅读的、连续的家族叙事。在

叶氏家族批信中，我们能看到三兄弟从“漂泊

无定”到“落地生根”的成长心路历程。长子

叶和仁的早期批信透露着“初到地方，诸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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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49] 的青涩与依附，信中多为禀告平安、接

收指示。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批信内容逐渐演

变为汇报“承接金店”[50]“迁移店址”[51]“开

设分号”[52]，直至后来在信中从容调度家族事务、

纳妾生子。其书写语气也从谦卑的“不肖（孝）

男”[53]，转变为家族的决策者。同样，三弟叶

礼仁的书写轨迹也从初抵南洋时“欲自己出来

谋新头路”[54] 的迷茫，逐步走向独立经营的筹划。

这些分散、间隔数月的批信，如同断续的胶片，

当被家族收集、保存并按序阅读时，便连缀成

一部生动的“出洋创业史”。侨批通过持续的、

阶段性的叙事汇报，给家乡亲眷创造了一种“延

迟的在场感”，让母亲能在脑海中勾勒儿子们

从学徒到东主、从孤身一人到开枝散叶的生命

轨迹。这不仅是对信息的传递，更是对生命时

间本身的共享。

如果说线性时间记录了海外华侨的成长与

生活的演进，那么循环时间则关乎群体的认同

与文化的归属。华侨身处异质的文化环境，极

易在时间节奏上与故乡脱节。侨批通过紧密绑

定中国传统的时间循环，实现了文化的锚定与

情感的跨洋同步。这种时间的同步性突出体现

在两个方面。

其一，节庆时间的同步。批信的物质形态

与寄递节奏深度内嵌于中国传统节律。例如，

叶清仁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正月寄出的“红

批”（图 1），以其红色信笺与封皮这一春节专

属符号，宣告与家乡共度佳节； 清明、中秋等

关键节点前后的批信与额外汇款，亦使华侨得

以虚拟参与家庭的祭祀与团圆仪式。

其二，生命周期仪式的参与。侨批使华侨

能够跨越空间，介入婚、丧、祭、诞等界定家族

生命周期的关键仪式。叶和仁在纳妾后专款“拜

祖公应用”[55]，是通过经济行为将新的婚姻关

系禀告祖先，使其获得家族时间序列中的合法

位置；叶清仁汇款嘱母为亡妻“买牲仪到坟前

敬奉”[56]，则是通过资金与托付，履行悼念责任，

a 在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女性长辈，庆祝的往往是生辰（八字），而不仅是公历日期。晚辈（尤其是儿子）可能
只熟知其生辰的农历月份与大致时段，而具体日期（如初几） 因常年在外可能记忆模糊。

使死亡事件在家族记忆中得以妥善安放并周期

性地被唤起；而三兄弟尤其是叶和仁，在侨批

中反复询问、确认母亲钟氏寿诞的具体日期 a，

正是为了令跨洋寄达的“寿礼”与祝福能“准时”

抵达故乡。

通过侨批，华侨将自己纳入故乡周而复始

的时间循环中，确保自己不在场的身体依然能在

重要的文化时间节点上维持一种“仪式性在场”。

图 1 叶清仁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
寄往家乡的春节“红批”信笺及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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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批 中 最 具 张 力 的 一 种 时 间 形 态， 是 关

于“未来”的反复承诺。这种承诺几乎充斥于

每一封批信：“冬成定着有一人回家”[57]“明

年定夺一准回唐”[58]“容日往叨，定晓嘱兄回

家”[59]……然而，南洋谋生的现实困境，如“生

意 冷 淡”[60]“ 交 带（ 代） 不 下”[61]“ 意 外 开 销

（“身沾微疾……用去有银百余元”[62]）”或“目

（眼）下钱才（财）未凑”[63] 等原因，常使这

些承诺难以如期兑现，从而在时间上形成了“承

诺—展期—再承诺”的循环。表面看来，这是

对经济义务与返乡计划的一再推迟；实质上，

它却成为华侨应对不稳定生计的一种主动策略。

通过不断将责任的履行推向不久的将来，如“男

随后略有光景，自晓回家布置家中田产”[64]，

寄信者既缓解了家人的焦虑，也为自己的奋斗

赋予了持续的意义，将当下的艰辛合理化、意

义化。对收信的家庭而言，尽管希望屡屡延后，

但持续的承诺本身已构成一种跨越重洋的情感

联结方式，使分离的亲人始终共同持守着一段

关于未来的叙事。

与此同时，侨批的“时间性”在其空间展

开中始终内嵌于水客的移动节奏。水客依循“走

大帮”（集中于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庆前）

与“走小帮”（平日不定期往返）的规律移动 [65]，

不仅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跨越，更在离散家庭

的通信结构中嵌入了一套外在的、周期性的时

间制度。这种由行业惯习所塑造的空间往返节

奏，与侨批的时间性形成了结构性共振，共同

调节着家庭内部的经济预期与情感期待。因此，

侨批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始终处于相互构成、协

同运作的关系之中。藉由侨批，断裂的时间、

阻隔的空间得以被修复、接合，建构出一个既

维系家族代际连续性、又整合文化认同的第三

空间。这一空间不仅为海外华侨的跨国生存提

供了秩序与归属，亦在文化层面赋予了离散经

验以深层意义。

四、差异之弧：南洋移民认同的生成与流变

传播弧的形成，深嵌于晚清中国独特的历

史结构之中。彼时的“唐山”正处于传统帝国

秩序松动、太平天国运动余波未平、人口压力

空前加剧的变局之中，宗法社会虽表面稳固，

实则内里已现裂隙；而“番邦”则在西方殖民

扩张的浪潮下，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形成了强

大的吸纳力量。正是在这一推一拉之间，近代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跨境人口流动得以形成。

在“家”与“国”的双重困境中，华侨被迫以

个体的肉身跨越重洋。这些华侨多是出身于粤

闽农村的底层农民，既承受着传统宗法伦理对

孝悌的规训，又不得不面对殖民经济体系下残

酷的生存竞争。正是这种在故土难以立足、在

异乡难以扎根的“悬浮”状态，构成了传播弧

得以生成的历史前提。

正如亚当斯所言：“弧线具有方向性，但

不只是单向的、因果的或顺序的联系； 相反，

使其具有方向性的是弧线两端在意义和影响上

的差异。”[66] 换言之，传播弧的方向性本质，

是一种由差异驱动的转化过程。侨批所衔接的，

远非地图上两个静止的坐标，而是两个在意义、

资源与情感上存在结构性落差的鲜活世界。这

条弧线的存续，不在于抹平差异，而在于通过

连接与会遇的姿态创造了一个流动的时空环境，

从而将弧线两端的张力转化为身份与文化再造的

资源，形成一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特殊共振（reso-

nance）及共同演化（evolve together）[67]。

具 体 而 言， 在“ 具 身” 与“ 化 身” 两 端，

作为侨批网络的关键媒介，水客勾连了在意义结

构上存在差异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宗法伦理与

人伦秩序为核心的“唐山”，另一个则是充满生

存竞争与异质文化的“番邦”。这种结构性差

异从根本上塑造了传播弧不可逆转的单向特征，

即资源在由侨居地向侨乡输送中，一旦流动受阻

或中断，其引致的后果是非对称的。对华侨而言，

大多意味着社会声望与家族期待的折损；对侨

乡眷属而言，则往往直接构成生存威胁与伦理

承诺的崩塌。正是这种差异驱动水客的跨境流

动，成为一场持续的意义协商与身份再造实践。

其具身往返不仅传递着来自故乡的“孝义”压力，

促使华侨在异乡作出经济回应；也使其以化身

的形式，在故乡代行华侨作为儿子、丈夫与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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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伦理职能，令其情感联结与家庭权威得以在

场和延续。因此，水客所维系的不仅是被海洋隔

断的银信与货物，更在深层意义上调和了“唐山”

的伦理秩序与“番邦”的生存现实之间的意义鸿

沟。在具身与化身的双重实践中，水客持续形塑

并重构了华侨的身份认同，使其从地理意义上的

离散转向社会文化层面的联结，进而形成了一种

离土却不离家的身份确证，塑造出离而不散的跨

境生存样态。

在“沉默”与“过剩”两端，批信中的沉

默与过剩构成了南洋华侨一套策略性的孝养实

践与身份协商方式。沉默体现在对家族历史与

生存创伤的选择性回避，这并非记忆缺失，而

是为了在离散语境下维系“想象的家族共同体”

的情感完整性；过剩则表现为频繁、密集的经

济输送、事无巨细的情感叮嘱及有针对性的物

质馈赠。这既是海外华侨无法履行“亲身侍孝”

之传统义务的象征性补偿，更是其通过持续的跨

域资源输送与话语介入，确立自身家庭经济支柱

地位、构建相应的家庭治理合法性的关键策略。

而正是因为侨批中沉默与过剩协同作用，在无形

中松动了侨乡传统宗法权威的绝对性，从而为新

一代移民重构家族内部权力关系与情感秩序腾

出空间。在此过程中，华侨逐渐演化为同时嵌

入乡土伦理结构与侨居地经济体系的复合行动

主体。最终，借由侨批持续的策略性书写实践，

其身份认同从依赖血缘、地缘的“先赋性认同”，

转为一种更具流动性、情境性与功能性的“复合

认同”，实现了在地生存策略与跨国文化归属的

动态整合。

在“时间”与“空间”两端，对于被海洋

分隔的家族而言，最深切的创伤不仅源于物理空

间的遥距，更在于共同时间体验的丧失。侨批所

构建的传播弧的核心意义，即在于对离散家族所

遭遇的时空断裂进行修复与接合。其以叙事接续

断裂的生命时间，以仪式调谐循环的文化时间，

以承诺编织期待的未来时间；而这一切时间性

实践，最终都被收束于水客网络所构筑的、一

种兼具节律性与不确定性的流动空间构型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晚清华人

移民身份认同流变的动态轨迹。这一身份转变体

现在其从落叶归根的暂居心态到落地生根的定

居意识的演进中。这一转变与晚清时期南洋华侨

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同步发生。19 世纪末，随着

橡胶、锡矿产业的稳定发展，以及殖民政府对华

人定居者政策的调整，南洋各地开始形成相对稳

定的华人社区；会馆、学校、报刊的涌现，使得

华侨得以在异乡重建社会网络。与此同时，清廷

于 1893 年正式废除海禁，承认华侨的合法身份，

也在制度层面为这种身份转变提供了可能。

早期批信中“早日回家”的强烈期盼，在

时间叙事上逐渐被“冬成回家”“明年定夺”“容

后再议”等更具弹性的延迟叙事所取代。与之

相应，三兄弟在南洋开分号、置产业、纳妾、

生子等一系列在地营生，标志着其生活重心的

迁移与人生规划的延展。叶和仁为儿子取名“有

德”“有福”“有增”，更是一种在南洋建构

新的家族时间轴与血脉谱系的象征性行为。这

意味着其认同的根基已从遥望的“唐山”挪移

至眼前的“南洋”。

可以说，侨批所编织的传播弧不仅承载着

跨境银信的物质流动，更成为一个古老文明在近

代化冲击下所经历的文化裂变与价值重构的缩

影。侨批在“唐山”与“番邦”之间的周期性往返，

勾连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一张力

既未导向认同的消解，亦未固化为文化的割裂，

而是经由侨批网络的运作机制实现了创造性转

化。一方面维系了宗法伦理的情感纽带，另一方

面吸纳了殖民地现代性的制度资源；既延续了

乡土中国的文化根脉，又催生了海外华人的在地

化认同。质言之，侨批所绘制的传播弧远非线性

的传输通道，而是一个两端充斥着结构性差异、

并持续进行意义转化的张力场域。正是在具身与

化身、沉默与过剩、时间与空间的多重张力实践

中，华侨的身份认同不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静态

归属，而是演变为在“唐山”与“番邦”之间、

在伦理义务与生存现实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不断协商、调适与整合的动态生成过程。传播弧

由此也揭示了：“身份的建构不是传播的结果而

是传播实践本身。”[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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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地方”与“传播”之间的纹理编织

若将侨批的跨洋流动视为一种传播弧的绘

制过程，我们便可理解，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

传递，而是一条联结异域时空、具身经验与多

元意义的开放轨迹，其本质在于意义的转化、

情感的共振与主体的重塑。由此观之，侨批不

仅是静态的历史文本，其背后实则串联起了侨

乡与侨居地之间一整套存在差异却又相互关联

的意义网络。

在侨批跨越地理与文化疆界的具身流动中，

传播弧如同穿梭的织线，在“唐山”与“番邦”

之间往返牵引，既缝合了两地间结构性的空间

断裂，也弥合了传播两端在情感与认同上的意

义缝隙。这一绘制传播弧的实践，本质上是“地

方”与“传播”持续互动的过程。最终，它编

织出了一道道传播纹理。在这之中，地方与传

播并非对立，而是在传播弧的绘制中相互纠缠、

彼此生成、不断磨合。而这种纹理，也在传播

与地方（传播弧具有差异的两端）共同演化的

过程中逐渐显现为一种可被感知的存在，并随

着侨批日益嵌入“唐山”与“番邦”的生活肌理、

融为生存基底，最终悄然“隐入日常”，成为不

言自明的背景。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重

释侨批，超越将其视作静态背景的“通道隐喻”，

转而揭示地方纹理如何在传播弧的绘制过程中

被动态编织，亦即意义网络在这一“地方 - 传播”

互动中的持续建构。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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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of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Networks in Late Qing Qiaopi and 

the Evolution of Nanyang Migrants’ Identity  

Wu Yuye 

Abstract: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Qiaopi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arc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within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moving beyo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radigm that views Qiaopi merely as a one-way 
“transmission channel”. Instead, it focuses on the meaning networks woven by Qiaopi as a dynamic transnational 
medium and their role in shaping the identity of Nanyang migrants. Taking nearly one hundred Qiaopi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Ye brothers from Jiaying Prefecture, Guangdong, between 1881 and 1910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drawing the “arc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Qiaopi network. It reveals how 
shuike, through their embodied mobility and proxy presence, sustained cross-border family connections that were 
“separated but not dispersed”. The “silence”and “excess” within the letters constituted a set of emotional strategies, 
negotiating filial piety ethics and family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diaspora. The continuous act of writing Qiaopi 
temporally repaired life experiences disrupted by spatial distance, and together with the periodic mobility of the 
shuike, constructed a “Third Space” that maintained cultural belonging. Ultimately, driven and transformed by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t both ends of the “arc of communication”, the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sojourning orientation of “falling leaves settle on their roots” to a composite state of “taking root in foreign 
soil”. In this process, Qiaopi wove a kind of “communicative fabric”, revealing the inherent logic by which “place” 
and “communication” mutually constitute and co-evolve through continuous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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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播学研究“复杂性转向”的背景下，计算传播研究虽在数据处理与方法应用上快速发展，但整

体仍呈现出“以计算处理复杂数据”而非“以计算理解复杂性”的取向。本文以复杂系统理论为基础，引

入“科尔曼之舟”作为“宏观 - 微观”跨层级分析框架，主张通过情境机制、个体行动机制与转化机制

的有机串联，将宏观传播现象“局部还原”为宏观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行动生成与交互过程，并在方法论层

面提出双重革新方向：一是强化微观层级的过程性分析，从结果表征走向行动生成机制的深描；二是推动

跨层级桥接，发展多层网络与递归仿真方法，以刻画“行动 - 结构 - 再行动”的动态演化迭代过程。溯

因推理应成为计算传播学的核心认识论，通过与“科尔曼之舟”的有机结合，能够构建从宏观结果出发反

向推断机制的理论生成路径。此时，计算不再只是方法论工具，更是探索宏观现象涌现机制的认识装置，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计算传播研究“只有计算，没有理论”的困境，以便在复杂性转向的语境下重建

传播学理论的解释力。

关键词　 计算方法；计算传播研究；复杂系统；科尔曼之舟；溯因推理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宣长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厦门 361005；

李嘉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一、问题缘起：传播学研究中的“复杂性转向”

近年来，传播学领域逐渐出现“复杂性转向”，即关注传播过程中的不

确定性、相互依赖与涌现机制，将传播活动视为多主体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复

杂系统 [1]。这一转向并非简单基于新媒介技术或大数据条件的外在推动，相

较于技术驱动的表层解释，其更深层的理论根源在于复杂性科学对社会现象

理解方式的重塑，即从线性因果走向关系性、生成性与非线性机制的整体把握。

这一重塑之所以在当下的传播学研究中凸显，一方面源于数字传播环境中流

动边界、非线性、涌现、多样性和相互依存等概念的突出，使复杂性视角更

具解释力 [2]；另一方面也在于复杂系统思想并非外在引入，而是植根于传播

学理论传统之中。正如韩少卿与巢乃鹏所指出的，“传播理论一开始就拥有

直面复杂系统：

计算传播研究的路径创新与方法前瞻 1）

宣长春 李嘉鑫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话语建构与
传播效果研究”(24FXWB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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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复杂性的思想内核。无论是传播理论的‘老

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还是后来

的‘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

它们所处理与嵌入的核心都是复杂性”[3] 。然而，

复杂性视角并不自动转化为具体的研究路径，

它需要借助能够处理复杂结构与动态过程的方

法体系加以实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计算

方法为核心的计算社会科学为复杂性问题提供

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在传播研究中

具体化为计算传播学这一研究进路 [4][5]。

然而，相较于计算方法在实证研究中的快

速扩张，复杂性视角在计算传播中的理论引入

与系统整合仍显不足，整体上呈现出“以计算

处理数据”而非“以计算理解复杂性”的取向。

具体而言，在研究议题与方法层面，尽管近年

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内容与算法权力

反思为代表的计算传播研究议题不断涌现 [6]，大

数据技术与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方法的应用亦

持续增长，但研究范式整体上仍以回归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等传统量化路径为主导 [7]，方法创

新更多体现为数据处理能力的扩展，而非复杂

系统视角下解释框架的深化。进一步来看，即

便是引入网络分析与仿真建模这类具有复杂系

统分析潜力的计算方法的研究，其在方法应用

与理论整合上仍缺乏对复杂系统理论的系统跟

进。

在方法上，已有不少利用网络分析方法的

计算传播研究尝试立足复杂系统视角，通过局部

互动与反馈回路来说明舆论形态的涌现与非线

性变化 [8]。相关实证工作多尝试描绘不同国家媒

体、智库、平台用户等主体在议题层面的竞争

与协同机制及其扩散轨迹，较为系统地刻画了多

主体网络中的议题联动模式、级联扩散机制与跨

国议程互动结构，在经验层面呈现出国际传播由

线性影响走向网络化协同的演化图景 [9][10][11]。然

而，从复杂系统理论看，这类研究更多停留在

对关系结构的“表征性刻画”，而非对复杂性

机制的系统整合，这些研究的思路往往将舆论

系统抽象为同质节点及其连接关系，在一定程

度上简化了复杂系统本身的多层次结构。而舆

论场中的突变、极化或结构性转向，其背后往

往有多个维度的共振效应，如情绪因素、社群

网络拓扑、主流媒体议程设定、政治经济背景等，

并且各维度的要素之间又是互相依赖、彼此耦

合的子系统 [12][13]。若仅停留在对微观主体之间

的互动机制或单层级网络结构的考察，“跨层次”

的因果机制则难以解释，也无法回答不同层级

变量如何相互转化、结构性约束与个体之间如

何互构等关键理论问题。

而利用仿真建模方法的计算传播研究在捕

捉局部互动的全局效应方面精度显著提升，超越

了系统动力学的抽象确定性与元胞自动机的网

格封闭性 [14]，并能够将微观和宏观视角联系起

来，为数据中观察到的经验模式提供过程机制解

释 [15]。尽管仿真模拟被引入计算传播以增强对

复杂系统的刻画，其方法论运作仍以预设规则与

参数调试为核心：代理行为源于既有理论假设，

通 过“ 生 成 充 分 性”（generative sufficiency）

检验既定机制是否再现宏观模式，本质上是服

务于理论验证而非理论生成 [16][17]。同时，此类

模型的应用多将宏观环境压缩为静态参数或局

部约束 [18]，难以回答远离平衡态下的自组织与

多层级反馈等复杂系统理论问题。更为突出的是，

现有计算传播的仿真研究所采用的模型较为集中，

以 SIR 模型及其变体（SEIR）为主 [19][20]，这在方

法上便利了对信息扩散过程的刻画，但也在无

形中将研究重心锁定于以个体为单位的传播演

化框架之中，研究内容也自然收缩为“信息如

何传播以结成结构”，限制了计算传播研究在

理论解释方面的能力。相较之下，引入如自组

织临界性等理论下的模型 [21]，则有助于突破个

体主义分析范式，将研究视角拓展至跨主体关

系结构及其整体演化过程，例如“媒体 - 国家”

等行为体间的互动及其宏观结果的涌现，从而

为理解传播系统的非线性跃迁提供新的视角。

因此，本文认为，计算传播研究要真正面

对传播学的“复杂性转向”，真正从“数据计

算”走向“理解复杂性”，亟需在理论框架、

方法路径与认识论基础上进行整体推进。基于

此，本文首先引入“科尔曼之舟”作为跨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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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的理论工具，以重构微观行动与宏观

结构之间的解释路径，从以“局部相互作用”

为核心的机制描摹，走向对“宏观整体结构 -

微观个体行动”之间复杂关系的综合解释。而

后进一步从复杂系统视角出发反思计算传播方

法的发展方向，强调由表征性分析走向生成性

建模的转变，并在认识论层面引入溯因推理，

将其视为连接经验数据与机制解释的关键路径，

从而为复杂传播现象研究的理论生成提供支撑。

通过三个层面的整合，本文尝试为计算传播研

究提供一条面向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创新路

径，深化复杂性理论与传播学研究之间的对话。

二、“科尔曼之舟”：理解跨层级社会机制的理

论框架

在复杂传播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是，如何在不诉诸整体主义因果解释的前提下，

系统说明个体传播行为与宏观舆论结构之间的

关联路径。舆论形态与议题结构等宏观现象，

既不能被简单还原为个体行为属性的线性加总，

也难以被视作独立于个体行动之外的“自主社

会力量”。因此，计算传播研究若要真正回应

复杂性转向所提出的跨层级解释要求，就必须

引入一种能够同时容纳结构条件、个体行动与

宏观结果的机制性分析框架。“科尔曼之舟”

（Coleman’s Boat）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供了一

个清晰而具有方法论指向性的理论模型。

（一）走向方法论局部主义：“科尔曼之舟”

的理论回应

对复杂系统的解释在传统上秉持着一种偏

向“整体主义”的思路，受到复杂性、自组织

与涌现等思想的启发，强调宏观秩序的不可还

原性与整体层级的解释优先性 [22]。然而，这一

路径也面临着内在张力。一方面，它往往容易

滑向神秘主义，即承认宏观性质的存在，却难

以具体说明这些性质究竟如何在动态过程中由

微观互动生成 [23]；另一方面，在宏观社会层次，

无论是在单一社会系统的长期演化中，还是在

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比较中，结构性变量的变

化往往十分缓慢且幅度有限，这也使得相关假

设难以通过经验数据获得有力检验，进而陷入

理论高度抽象却缺乏可操作性的困境 [24]。在这

一背景下，引入“科尔曼之舟”作为核心分析

框架，实质上是将复杂系统研究的重心由宏观

层级的因果说明，转向对跨层级作用机制的过

程性解释。这一取向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假定

“社会整体具有自主因果力”的整体主义路径，

而是强调社会因果必须落实为“随附于行动者

之上的结构化选择与行为过程”[25]。也就是说，

社会机制的实在性并非来自抽象社会实体本身，

而是来自“被社会构成并被社会定位的行动者”，

他们在特定制度情境与规范约束中，根据自身

动机与信念做出行动选择，由此承载并实现社

会因果力 [26]。

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结构并非外在强加于

个体之上的“黑箱”，而是以制度安排、角色期待、

资源分配与信息环境等方式，转化为个体可感

知、可回应的行动条件；而个体行动也并非纯

粹的心理反应，而是在既定社会定位中被形塑，

同时又试图施加影响的策略性实践。二者之间

并非简单的单向决定关系，而是通过持续的互

动构成递归性的反馈机制。在传播学研究中，

无论是算法推荐机制还是舆论极化现象，其背

后的驱动力最终都要回溯到具体情境中人类行

动者的认知加工、选择偏好与互动策略，乃至

非人行动者（如代码）的配置方式 [27][28]。由此，

社会机制既不是脱离行动者的抽象力量，也不

是可被完全还原为纯粹的个体属性，而是往返

于“宏观 - 微观”互动之间的结构化过程与关

系模式。

这种“方法论局部主义”（methodological 

localism）立场，使得社会因果解释既避免了将

结构视为自主实体的整体主义困境，也超越了

仅以个体心理为起点的还原主义解释路径，其

实质上主张一种基础主义的分析策略，是“社会 -

个人”双向的建构主义：认为每一类社会机制

都根植于制度情境、社会建构特征、个体发展

轨迹与具体互动场景的组合之中，并通过行动

者对规则、惯例与限制的回应而发挥作用 [29]。

这一视角为面对复杂系统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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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哲学基础，促使我们将对宏观传播现象

的解释锚定在具体的行动逻辑之上，复杂传播

现象得以被解释为“可理解的生成过程”，而

非仅仅是统计相关或整体属性的描述。

（二）复杂系统的因果链条：基于科尔曼

之舟的机制拆解

对于传播学中的复杂系统研究而言，科尔

曼之舟的价值在于它并未将宏观与微观割裂，

而是提供了一种层次化且可操作的因果拆解路

径。在该框架下，宏观的社会事实与微观的个人

动机及行动都可以在同一机制链条中被同时纳

入解释框架之中。在科尔曼之舟的理论框架下，

复杂传播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多重因果链条的交

织过程，而非单一层级因素的直接作用。具体

而言，其“复杂性”可被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

的机制路径：“宏观条件至微观条件”的情境

机 制（situational mechanism）、“ 微 观 条 件 至

微 观 结 果” 的 个 体 行 动 机 制（individual action 

mechanism）和“微观结果至宏观结果”的转化

机制（transformational mechanism）[30]（图 1）。

值得注意的是，“宏观 - 微观 - 宏观”的

贯通逻辑在复杂系统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传统

中 并 不 罕 见， 譬 如 谢 林（Friedrich Schelling）

的隔离模型就清晰展示了微观行动者的局部规

则（如对邻居种族构成的偏好阈值）如何在去

中心化的互动中涌现为宏观的种族隔离格局 [31]。

爱泼斯坦（Joshua Epstein）更明确提出“如果

你无法生成（grow）它，你就无法解释它”[32]，

强调通过微观规则生成宏观结构的解释策略。

因此，本文也并不认为，离开科尔曼之舟的框

架复杂系统下的计算传播研究中就会面临不可

弥补的缺口。本文更倾向于将科尔曼之舟的框

架定位为适用型的分析框架，其价值在于，在

特定研究情境中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更为系统的

跨层级（宏观 - 微观）变量组织方式与因果机

制拆解逻辑，从而使已有的计算传播研究在面

对复杂性问题时更具解释深度与可对话性。由

此，科尔曼之舟的框架在面对复杂性的计算传

播研究中也有其明确的适用边界。第一，研究

问题涉及宏观结构变化，且研究者希望对这一

互动过程做出机制性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无

论是宏观结构还是微观个体都并不指向某一特

定实体或固定对象，而是一种分析层级上的概

念指称，譬如在不同情境下，个人、家庭与国

家之间可以构成相对意义上的宏观 - 微观的跨

层次关系 [33]。第二，虽然其他学科的部分研究

认可复杂系统计算方法（如 ABM）的预测潜力 [34]，

但亦有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此类方法应用的

出发点是回答“为什么”问题，而不仅仅是“是

什么”[35]。本文支持后者的观点，提出科尔曼

之舟这一框架更适用于研究目标是解释性的而

非单纯预测性的研究，若研究仅以预测大规模

传播结果为目的，强行套用该框架则可能带来

分析上的繁冗而非增益。

情境机制指向宏观条件对微观条件的有效

约束，旨在解释特定场景对个体欲望、信念等

个体行动前提条件的塑造。在计算传播研究中，

这一机制可以被用于考察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

地缘政治冲突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改变传

播主体的内部生产流程或资源获取方式等微观

主体所处的“情境”或“结构”，进而引发后

续的适应性行为 [36]。个体行动机制则是解释行

动主体如何在特定情境下，通过认知加工、博

弈与互动产生的具体行为。对这一机制的探讨

在目前的计算传播学研究中最为常见，即利用

大规模数据捕捉微观主体之间的信息流动、情

绪传染或议程设置过程，关注“微观条件”如

何转化为“微观行为”，以及微观主体之间如

何发生横向的互动 [37]，以刻画微观主体如何在

既定规则下进行策略性的互动与话语建构，揭

示了传播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转化机制则

是考察个体行动经累积而产生各种预期和非预

图 1 “科尔曼之舟”机制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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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社会结果，即由微观结果上升至宏观结果

的过程，以解释分散的个体行为如何通过聚集、

相互依赖或反馈涌现为新的宏观结构 [38]。

这三类机制在既有社会科学研究中并非什

么新事物，但在此引入科尔曼之舟这一理论框

架并非可有可无之举，其价值首先在于能够结

合计算方法系统整合传统社会科学中长期分散

于情境、行动与转化等环节的过程性分析路径。

具体而言，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情境机制

的处理多以分组比较的形式呈现，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研究就通过比较法国天主

教地区和基督新教地区个人自杀率的差异，发

现处于不同宗教环境中的个体自杀倾向会有所

不同，由此识别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约束 [39]。

行动机制的分析则更多集中于心理学研究，譬如

将个体的行为解释为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动

机，在不同的结构约束与资源禀赋之下形成的差

异化选择 [40]。转化机制，即分散的个体行为如

何通过聚合、互赖与反馈涌现为新的宏观结果，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得到了相对系统的形式化表

达，门槛模型正是典型案例，其通过个体阈值差

异在相互依赖中引发连锁反应和反馈积累，描

绘微观选择向宏观结果转化的条件 [41]。由此可

见，在每个机制阶段，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都在

不断探索深化，但由于其使用的学科视角与方

法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形成贯通性的整体因果

解释。显然，韦伯（Max Weber）在提出阐释社

会学时就已经意识到这样割裂的分析路径无法

充分把握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因而提出以“理

解”（verstehen）的方法，即在分析社会时考虑

个体意义，对社会现象进行有意义的解释，并

将个体与结构性联系起来 [42]。然而，囿于当时

方法论与经验工具的限制，这一解释路径虽在

理论上确立了宏观与微观之间贯通的分析取向，

却难以对跨层级机制进行可操作的形式化表达，

从而使其方法论想象长期停留于理念框架之中。

而科尔曼之舟的引入，则使这一跨层级的过程

性分析路径得以在计算方法的支持下获得直接

而系统的贯彻，将情境、行动与转化机制整合

为一条可形式化、可检验的因果链条。

这也点明了引入科尔曼之舟这一理论框架

的另一价值，即其结构上内在契合复杂系统所呈

现的跨层级递归与动态演化逻辑，为计算时代

传播学研究面对日益严峻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了

恰如其分的分析框架。复杂系统具有全局性 [43]、

迭代性 [44]、持续性 [45] 等特征，其宏观结构是在

多主体相互作用中整体涌现的，演化过程遵循

“结构 - 行动 - 再结构”的递归迭代，个体行

为与网络的共同演化涌现集体行动、新网络结

构与新制度规范，新集体性质反过来又会影响

个体行为，周而复始，复杂系统在这一过程中

层层升级、不断扩张 [46]。而既有计算传播研究

在全局性上往往将平台结构与制度环境视为既

定背景，虽揭示了个体行为模式（如虚假信息

扩散研究中的选择性接触），却难以解释这些

行为如何在整体层面生成或重塑结构 [47][48]。在

迭代性上，网络扩散与实验研究虽揭示互动与

反馈的重要性 [49]，但计算传播研究较少将宏观

结果重新纳入下一轮行动情境，从而中断了“结

果 - 情境”的递归； 在持续性上，舆论动力学

与主体建模虽实现了“微观生成宏观”的形式

化表达 [50]，却往往依赖固定规则与初始条件，

缺乏对结构长期演化与路径依赖的刻画。由此，

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传播过程被切割为

若干孤立片段，要么停留于微观互动的即时机

制，要么止步于宏观结果的静态描述，难以揭

示复杂传播系统在时间与层级上的连续生成与

反馈过程。因而，在复杂系统视角与计算方法

条件已然具备的背景下，若仍不引入能够系统

贯通情境、行动与转化机制的分析框架，对既

有研究加以整合与推进，实属遗憾。科尔曼之

舟正是在此意义上提供了一条整合路径。

总之，通过科尔曼之舟的机制拆解，我们

可以将复杂的传播现象还原为清晰的因果链条，

使对复杂传播系统的解释成为一种可操作且具

有解释深度的研究路径。这一视角也为方法论

层面的拓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它不仅要求研究

者在不同分析层级上识别关键变量，更强调必

须揭示这些变量是通过何种具体机制被联结起

来并发生转化的，从而倒逼研究设计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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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转向“因果机制说明”。在此意义上，

方法的选择应服务于机制链条中不同环节的识别

与验证，推动计算传播研究从单一环节的刻画，

转向围绕因果链条整合多源数据等多种方法，在

动态过程中识别与检验跨层级机制。

三、方法论革新：计算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前瞻

科尔曼之舟为理解复杂传播系统提供了一

套更为精细的理论框架，但要将其转化为经验层

面的实证框架，则需要计算传播方法论的同步革

新。若缺乏相应的方法论工具支撑，关于“情

境”“行动”与“转化”的机制拆解则容易停留

在抽象的思辨层面，难以在大规模数据中进行验

证。现有计算传播研究议题广泛，呈现出方法更

新与跨学科融合的整体趋势，但大部分研究仍集

中在若干易于量化环节，并且使用的计算方法相

对有限，特别是对个体行为逻辑的复杂性和动态

性有所简化，并且对跨层级结构的关注不足，对

复杂系统的理解和应用较为片面和抽象。因此，

为了真正打开复杂系统中“宏观事实变化过程”

的黑箱，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层面进行双重重构。

一是强化微观层级的深描，细化在行动机制层面

对个体及其所生产内容解析的颗粒度，从单一文

本的静态表征走向对生成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的深

层剖析，以确保微观基础的有效性；二是强化跨

层级关系的桥接与迭代过程分析，即突破单层网

络的平面视角，引入跨层嵌套结构与涌现分析，

一方面动态捕捉宏观结构的约束作用及微观互动

的宏观结果涌现，另一方面进一步刻画个体行为

与结构条件在反复“生成 - 反馈 - 再生成”过

程中的共同演化，弥补既有计算传播研究对跨层

递归机制关注的不足。这面向跨层级机制解释的

方法论革新，是计算传播学回应复杂系统挑战的

必然选择。

（一）微观层深描： 文本表征到行动生成

机制分析

在“个体行动机制”所对应的“微观条件至

微观结果”层级上，核心问题在于传播主体如何

在既定情境中，通过认知加工、话语选择与互动

博弈生成具体的传播行为或内容形态。然而，现

有研究主要依赖于平台数据抓取和统计分析，集

中关注大规模用户行为的相关性与行为结果。这

种基于相关性的分析本质上是后验性的，它难以

穿透数字行为的表象，洞察个体在宏观结构下面

对复杂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决策动机或情境化

原因。例如，对“过滤气泡”的研究往往聚焦于

信息同质化的结果，却难以深入探究用户对算法

过滤效应的认知图式与实践策略，或在线上线下

社交关系中的信息离散性如何调节算法功能 [51]。

对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环境的研究发现，社交机

器人仅需少部分比例就能对人类用户造成大规模

沉默，这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结果，但其背后的

生成机制，特别是在行动与环境共同演化背景下

的持续性生成机制，并未得到充分说明 [52]。因而，

洞察人类和非人类个体行为结果的生成机制，避

免对行动者行为逻辑的简化，是复杂系统下微观

层级计算传播研究的重要面向之一。

为回应这一面向，一些研究已经开始通过

扩展计算方法深入分析传播现象的内在形态与形

成性过程，有效地弥补了以往研究对行动者行为

逻辑复杂性过度简化的问题。首先，一些研究通

过计算方法剖析文本和话语的内在复杂形态。例

如，情感波动性（sentiment volatility）这一概念

的提出，正是研究者尝试利用自动化情感分析来

追踪语篇的“情感弧”[53]，即叙事内容在不同语

段内情感强度和方向的变化，并发现这种文本内

的动态变化能够增强用户的刺激体验，为理解个体

对复杂信息的认知加工提供了过程性计算路径 [54]。

未来则可以将这种过程性分析方法从情感弧拓展

到语义维度，结合 ALC 词嵌入 [55]，或基于语言

模型的词义归纳（word sense induction）方法 [56]，

探究核心词汇在语篇中如何发生动态的语义漂

移，从而完善并丰富叙事弧的研究，以刻画文本

意义如何在连续表达与语境约束中被逐步建构，

使文本不再仅被视为态度或立场的静态载体。另

有一些研究尝试利用计算方法深入分析传播内容

的演化过程，如对国际舆论话语的研究则通过共

同基础分析、关键词历时性分析等方法，从共享

知识和共享解释两个角度，揭示了争议性概念在

国际舆论场中得以持续流动的机制，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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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对行动者行为逻辑的简化 [57]。除了文本

等计算传播研究中常规的分析对象，亦有研究开

始针对平台算法等非人行动者的黑箱问题，通过

代码内容分析与功能分解的方法，将研究视野从

算法的外部效果转向了其内部形成过程，揭示了

嵌入在代码中的人类新闻价值判断与过滤优先

级机制，从过程性视角提供了对算法机制的关键

说明 [58]。

在此意义上，这类在微观层级上刻画传播

现象内部动态结构的方法，有助于更全面地将

个体认知加工过程嵌入到更广泛的复杂系统全

局性语境之中，并通过对语篇展开精细化描摹、

对话语流动与算法运行展开过程性分析，为呈现

“行动 - 反馈 - 再行动”的循环结构提供数据

支持，为理解传播结构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性累

积与演化提供可能。

（二）跨层级桥接：宏观约束与微观涌现

的机制刻画

相较于“微观条件 - 微观结果”层级对互

动过程本身细致刻画的要求，跨层级方法革新的

核心任务在于解释不同尺度结构之间的互动关

系与迭代过程，既包括宏观制度、舆论环境与技

术架构如何被转译为行动者可感知、可回应的情

境条件；也包括分散且异质的个体互动又如何

经由累积、反馈与选择机制，涌现为具有稳定

形态的宏观传播结构；以及个体与结构的共同

演变如何进一步催生新一轮的演化过程。这正

对应于科尔曼之舟中的情境机制与转化机制两

个因果链条。面对这一跨层级的复杂系统问题，

在网络分析上，传统以单层网络或单尺度变量为

核心的分析框架已难以胜任跨层级因果解释的

需求；在仿真模拟上，传统以参数设定为核心

的 ABM 难以刻画个体与结构的共同演变的复杂

系统“迭代”过程。由此，计算传播研究中方法

的关键转向在于，其一，从将宏观因素视为外生

控制变量，转向刻画行动主体与结构约束之间的

嵌套关系，使宏观因素以可操作的方式进入微观

互动模型；其二，从基于固定规则与参数设定的

单向生成逻辑，转向对“行动 - 结构 - 再行动”

递归过程的动态刻画，以揭示个体行为与网络结

构在持续反馈中的共同演化机制。也就是说，跨

层级计算方法的核心并非“把不同层级的变量放

进同一个模型”，而是要建构“（宏观）结构 -

（微观）行动”之间的动态反馈与迭代模型，以

真正检验和解释跨层级的因果机制。

1. 从单层网络到跨层嵌套结构的分析

无论是考察宏观结构如何约束微观行动，

还是分析微观互动如何累积并生成新的宏观形

态，关键都在于如何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同时表示

不同行动主体、制度要素与信息结构之间的依附

与连接关系，以单层网络或单尺度变量为分析单

位无法完整呈现其中跨层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因而，计算传播研究中需要引入跨层嵌套结构分

析，为不同层级要素提供统一的关系化表达方

式，使宏观与微观不再只是模型中的不同变量层

次，而是同时参与结构分析与动态演化的网络组

成部分，从而为情境机制与转化机制提供共享的

跨层次结构分析方法。

社会复杂系统在本质上由多种类型的关系

构成，这些关系在不同情境、时间尺度与传播渠

道中共存并相互作用。早期关于意见传播与网

络结构的计算研究，已经在单层网络内部尝试引

入“嵌套”的思想。早期研究并未将网络视为

静态背景，而是将意见状态与网络拓扑的相互作

用纳入同一更新规则之中，将反馈机制纳入了计

算过程，发现系统最终呈现出从多元共存到高

度聚类乃至生成共识的变化过程 [59]。这说明多

层动力学与其单层近似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

可通约的差异，凸显了在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中，

理解复杂社会现象时整合多层网络（multilayer 

networks），考虑这些精细而相互关联结构的必

要性 [60]。

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开始系统性地将多

层结构纳入计算分析，实现向跨层嵌套结构分

析的方法跃迁。“时间”就被认为是过往研究

常备忽略但十分重要的层级结构。斯塔尔尼尼

（Michele Starnini）等人不再假定传播过程发生

在均质时间轴上，而是通过多层马尔可夫链刻画

不同时段、不同互动层之间的关联性，显示个体

在多重社会场景中的“多任务化”行为会显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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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传播持续时间 [61]。乌雷尼亚 - 卡里翁（Javier 

Ureña-Carrión）等人则进一步提出了一条更为

可行的计算路径，先从接触数据中推断潜在的

“社会时间”（如昼夜节律、“工作日 - 周末”

差异等嵌套要素），再将其离散为多个时间层

网络，进而比较关系在不同层中的分布与聚集

特征。通过多层模块度和中心性分析，他们发现，

关系往往更依附于其生成的时间情境，而并非

仅由强度决定 [62]。

在层间互动的计算方法上，研究开始从网

络动力学本身的内在结构进行考量，通过在双

层网络中引入边重叠与节点跨层参与度等参数，

以刻画层间互动规则，以此将“层间作用”转

化为可被追踪的变量 [63][64]。博尼法齐（Gianluca 

Bonifazi）等人面向更复杂的多模态系统，提出

通过跨层相关性与扰动后的结构恢复情况来衡

量网络韧性，关注不同关系类型在冲击下的协

同响应，其核心仍是比较各层之间变化的同步

性与滞后性，来刻画多层结构在演化过程中的

耦合关系 [65]。这些计算方法的进展为研究复杂

传播现象提供了关键工具和启示，在跨层的统

一框架想进行综合分析和解释，而不仅仅依赖

单层网络或单一动力学机制进行近似描述。

2. 从单向生成到演化递归的过程分析

传统以参数设定为核心的 ABM 本质上遵循

“单向生成”逻辑，研究者通过预定义的规则、

效用函数或少量参数一次性刻画代理的决策机

制，模拟运行后直接涌现宏观结果。这种以参

数中心的“微观行动 - 宏观结构”的线性流程

虽能高效模拟静态均衡或简单涌现结果（如舆

论网络形成、意见极化），却难以进一步刻画

宏观结果形成后的“行动 - 结构 - 再行动”的

动态递归过程。行为体的行为结果锁定在初始

参数中，无法通过长期记忆、反思或环境反馈

实现自适应演化，宏观结构也难以反过来作为

可感知的情境条件重新塑造个体决策。正如现

有研究指出的，传统 ABM 多采用“反应式架构”

（reactive architecture），支持“感知 - 行动”

的直接循环，缺乏深度推理、长期规划与反思

机制，导致适应性学习和演化能力严重受限；

而参数校准的复杂性与异质性进一步加剧了这

一问题，微小参数扰动就可能引发截然不同的

涌现结果，难以自然捕捉真实世界中个体与结

构的“共同演变”迭代过程 [66]。

引 入 基 于 大 语 言 模 型 的 ABM 方 法（LLM-

based ABM）则可能适应对演化递归过程的研究，

将大型语言模型作为代理的认知核心，通过提示

工程、记忆模块、反思与规划循环，构建闭合的

“行动 - 结构 - 再行动”反馈回路 [67]。如派克（Joon 

Park）等人进行的“斯坦福小镇”研究就引入了

生成式智能体（Generative Agents）。这类智能

体基于大语言模型（LLM）驱动的认知架构，集

成了记忆、反思和规划三大核心功能，这三个

递归模块的闭环交互使个体行动直接改变环境

结构（如形成新关系、生成新舆论内容影响他

人等），新结构又作为可检索记忆反馈给代理，

触发新一轮反思与规划，从而完成“个体 - 结构”

的共同演化，实现了传统参数 ABM 难以自发实

现的递归涌现过程 [68]。并且这一架构具有极强

的迁移性。在社交媒体语言演化的模拟中，研

究者构建了一个由“参与者智能体”和“监管

智能体”组成的对抗性模拟框架 [69]。在该研究中，

参与者通过持续互动不断调整其语言表达策略，

而监管机制则对其进行约束与筛选，在多轮对

话与策略更新过程中，语言表达方式在“适应 -

反馈 - 再适应”的循环中逐步演化，构建了隐喻、

黑话等复杂的语言形态，展现出制度约束与语

言策略的长期互相适应过程。由此可见，LLM-

based ABM 的建模路径能够在多主体互动与规

则约束的交互中，刻画行动策略的动态生成及

其跨轮次积累，为分析复杂系统中的递归演化

机制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工具。

当然，本文无意于构建一套封闭的“方法

清单”，而是重点在科尔曼之舟的理论框架下，

指出计算传播研究在面对复杂系统时所需实现

的方法论转向及其内在逻辑。它们共同指向了

一种本体论上的转向，不再将传播现象简化为

静态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是将其理解为嵌

入多主体互动、多层结构之中不断演化与迭代

的复杂系统。通过引入这些计算路径，计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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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研究有望在保持可计算性与可复现性的同时，

更充分地回应传播研究中的复杂性问题，深化

复杂性理论与传播学研究之间的对话。

四、认识论反思：溯因推理与科尔曼之舟间的有

机互构

计算传播学研究常面临“只有计算，没有

传播”的批评 [70]，其核心困境在于计算方法在

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往往被局限于对既有理论

的验证（演绎逻辑）或对数据表象的归纳（归

纳逻辑），而缺乏对理论生成过程的贡献。在

复杂系统视角下，传播现象往往表现为大量异

质行动者在非线性交互中所产生的涌现结果，

既难以由既有理论直接推出，也无法仅凭统计

归纳加以穷尽，这使得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从

结果出发反向构造解释性假设。在这一意义上，

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能够成为计算

传播学的核心认识论基础。科尔曼之舟与溯因

推理的有机融合，在于两者能够在认识论层面

深层互构，如果说科尔曼之舟描述了社会宏观

事实涌现与迭代的生成路径，那么，溯因推理

则是这一过程进行反向机制推断的认识论工具。

它始于对令人惊讶的宏观结果的观察，通过理

论化的“猜测”回溯微观行动机制与情境条件，

构成了连接经验发现与理论建构的关键认识论路

径，从而实现理论的生成与拓展（图 2）。

具体而言，在面对大数据的现实研究中，

研究者往往首先面对的是难以用既有理论完全

解释的、复杂的宏观涌现“观察结果”，如特

定的舆论极化形态、异常的网络结构等。此时，

研究逻辑必须转向逆向的回溯和推理。正如科

瓦 奇（Gyöngyi Kovács） 和 斯 彭 思（Karen M. 

Spens）所指出的，溯因推理不同于从一般到特

殊的演绎，也不同于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它

始于一个无法被现有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

或“谜题”，旨在寻找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框架

来使这个现象变得合理 [71]。在此基础上，科尔

曼之舟构成了溯因推理展开的操作路径。研究

首先从“宏观结果”出发，回溯其潜在的“宏

观条件”，但由于“宏观条件 - 宏观结果”的

直接关系，往往呈现为经验上的黑箱，例如，

下例中的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并不能直接

推出“精英俱乐部型小世界网络”的结构形态。

因此，必须借助跨层机制拆解，将这一黑箱展

开为“情境 - 行动 - 转化”的跨层级因果链条。

在这一过程中，假设性机制的提出并非任意猜

测，而是围绕宏观条件如何约束微观行为展开

进行的结构化推断。以中国风险投资产业（VC）

为例，罗家德等人的研究首先通过网络分析识

别出高度聚集且具“小世界”特征的精英俱乐

部网络结构，这一模式无法被传统基于理性选

择的投资决策理论充分解释。于是，研究者从

网络科学的视角切入，提出在 VC 产业中存在偏

好依附情境下“主投 - 跟投”的机制（情境机

制），以及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两种行为模式

（行动机制），再运用多主体建模进行推断，

发现中国 VC 产业中嵌入行为与网络结构形成了

正反馈，精英选择联盟伙伴时的行为促成了“精

英俱乐部型小世界网络”的涌现（转化机制）[72]。

通过这一过程，原有投资行为理论被重新修正

为一个嵌入关系结构与制度情境

的行为模型，即“关系”不再是

附属变量，而成为生成宏观结构

的关键机制变量。这一案例表明，

溯因推理并不只停留于“提出解

释”，而能够在结合科尔曼之舟

的框架之后，将解释拆解为可建

模、可检验的机制链条。

进一步而言，这一逻辑同样

适用于计算传播研究。例如，在图 2 结合“科尔曼之舟”的溯因推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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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舆论网络中识别出异常的极化或群体

分化结构后，研究者可以通过类似路径，将平台

算法环境视为情境条件，将用户的选择性接触

与互动偏好建模为行动机制，并通过仿真或因

果推断检验其是否能够生成观测到的宏观结构。

由此，计算方法不再只是用于描述模式，而是

嵌入溯因推理过程，成为连接“异常发现”与“机

制生成”的关键工具。

通过这种逆向的理论化过程，计算不再仅

仅是处理数据的工具，而是通过“以果索因”发

现新机制，形成实用主义导向下的最佳解释推

论 [73]。当然，这一综合探索性研究与验证性研

究的溯因推理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应当在

“理论、数据挖掘和模型”的三角对话中交互

进行。在“观察结果至假设性机制”的探索阶段，

计算方法作为一种发现工具，可以通过大数据

挖掘技术（如网络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深描”

宏观现象与微观行为的特征，发现现有理论无

法覆盖的变量关系。此时产出的不是最终结论，

而是待验证的理论命题和假设机制。在“假设

性机制至观察结果”的阶段，计算方法作为验

证的手段，基于溯因得出的理论命题，构建因

果模型、多主体仿真或进行大规模互联网实验，

对推测的机制进行严格的假设检验 [74]。通过“探

索 - 验证”这一溯因推理的过程，计算不再只

是验证既有理论的工具，成为了“理论生成”

与“实证检验”循环中的关键环节。

五、总结

本文以传播学研究的“复杂性转向”为问

题起点，系统论述了计算传播研究在理论框架、

方法路径和认识论基础上面向复杂系统的整体

创新路径，并由此尝试推动计算传播从“以计

算处理复杂数据”走向“以计算理解复杂性”

的范式转型。在理论层面，本文引入科尔曼之

舟作为跨层级机制分析的核心工具，将复杂传

播现象的因果解释拆解为情境机制、个体行动

机制与转化机制三个相互关联的链条，强调以

方法论局部主义为基础，实现对结构约束与个

体行动之间关系的过程性解释，从而弥补既有

研究中“局部深化而整体断裂”的问题。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认为计算传播研究需

由表征性分析走向生成性建模，并提出了双重

方向的革新路径。在微观层级，研究可以通过

情感弧追踪、语义漂移分析与算法代码内容分

析等方法，从传播结果的静态表征走向对话语

生成过程与行动机制的动态剖析，有效提升了

个体行动机制层面的研究颗粒度。在跨层级结

构上，研究需要从单层网络拓展至跨层嵌套网络

分析，将时间层级、制度层级与互动层级纳入

统一的关系化分析框架，为情境机制与转化机

制的经验刻画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支撑。同时，

计算传播研究也需要引入生成式主体建模方法，

实现对复杂传播系统中“行动 - 结构 - 再行动”

递归过程的动态分析。这些方法论革新共同指

向一种本体论层面的转向，不再将传播现象视

为变量间的静态线性关系，而是将其理解为嵌

入多主体互动与多层结构之中不断迭代演化的

复杂系统。

在认识论层面，本文将溯因推理确立为计

算传播研究的重要逻辑基础，并与科尔曼之舟

形成互构关系，前者提供从宏观结果出发的机

制生成和理论发展路径，后者提供跨层级机制

拆解的操作框架。溯因推理从令人惊讶的宏观

涌现现象出发，回溯潜在的情境条件与行动机

制，在“观察结果 - 假设机制 - 模型验证”的

循环中推动理论的生成与修正。这一认识论路

径使计算方法不再仅仅是验证既有理论的工具，

而成为在“理论 - 数据 - 模型”三角对话中生

成新机制解释的关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回应

了计算传播学长期面临的“只有计算，没有传播”

的批评。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以跨层级机制解释为核

心、以方法论革新为支撑、以溯因推理为驱动

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尝试推动计算传播学从对

复杂性的描述性应用，迈向以机制解释与理论

生成为导向的系统研究路径。通过计算对复杂

传播现象进行刻画和探索，该范式不仅强化了

对复杂传播现象的因果理解，也推动计算传播

学由“数据驱动”走向“机制驱动”，以在复

重要概念与方法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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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理论与传播学经验研究之间建立更加紧密

的互动关系，并尝试在复杂性转向的语境下重

建传播学理论的解释力。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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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ronting Complex Systems: Path Innov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Prospects in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Xuan Changchun, Li Jiaxi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lexity tur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advanced rapidly in data processing and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However, it largely remains 
oriented toward “computing complex data” rather than “understanding complexity through computation”. Grounded 
in complex systems theory, we introduce Coleman’s boat as a cross-le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linking the macro 
and micro. It is argued that b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situational mechanisms, individual action mechanisms, and 
transformational mechanisms, macro-level communication phenomena can be locally reduced to the generative 
and interactive processes of micro-level actors operating under macro condition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we 
propose a dual agenda for innovation: First, strengthening process-oriented analysis at the micro level, shifting from 
outcome representation to a deeper examination of action-generating mechanisms; Second, cross-level bridg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ayer network approaches and recursive simula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action-structure-(re)action” feedback loops. Abductive reasoning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the 
core epistemology of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Coleman’s Boat, it enables a theoretically 
generative pathway that infers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trospectively from observed macro-level outcomes. In this 
sense, computation is no longer merely a methodological tool but an epistemic device for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macro-level phenomena, partially resolving the critique that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computation without theory”, and thereby restor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under the 
complexity turn.
Keywords:   computational methods;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plex systems; Coleman’s 
boat; abductive reasoning
Authors:  Xuan Changch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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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Digital Detox Behavior: An Adaptive Responce— A Dual Perspective of Extended 

Cognition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Jiao Bao, Zhao Tian 

Abstrac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extended cognition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this study employ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o examin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and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of youth digital detox behavior. The findings show that youth digital detox 
behavior is jointly shaped by negative digital experience, positive substitution expectations, and digital cogni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s. Specifically, perceived digital overload, digital anxiety,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igital 
dependence promote digital detox behavior by strengthening negative digital experience; perceived detox benefits, 
the attractiveness of altern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convenience of low-dependence environments facilitate digital 
detox behavior by enhancing positive substitution expectations;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strengthen 
inhibitory regulatory effects, whereas digital emotional attachment strengthens facilitative regulatory effects. The 
fsQCA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neither high nor non-high levels of digital detox behavior are driven by any 
single necessary condition; rather, both are produced by the joint effects of multiple condit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youth digital detox behavior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as a simple rejection of digital media, but as an adaptive 
response to imbalanced digit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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